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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金钱

买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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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美国，时间匮乏已经成为越来越紧迫的社会问题。研究显示，美国人的时间宽裕感（拥有充足时间的感觉）已经创下历史新低。

来自哈佛商学院的艾什莉·维兰斯及其团队的研究成果更为悲观，美国已经陷入了“时间荒”，也就是多数人每天都没有时间做完自己想做的事。维兰斯将其归因为集体性文化失衡，大多数美国人都无法有效管理最稀缺的资源——时间。

时间匮乏在各个阶层中都普遍存在，危害极其严重：感到时间匮乏的人幸福感低，焦虑、抑郁和压力水平都会更高。维兰斯团队甚至发现，相比失业，时间匮乏对于幸福感的负面影响更大。

这就是本期《聚光灯》的由来。在维兰斯看来，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简单，我们多数人认为，金钱会让我们更幸福。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最幸福的是那些用金钱买时间的人，因为他们拥有更融洽的社会关系、更满意的事业和更多的快乐。但维兰斯坦言，改变并不容易，因为“金钱至上”的观念已经牢牢地控制了我们的大脑。为此，维兰斯特别撰写了《幸福的时间》一文，给出了系统性解决方案。

维兰斯特别强调，时间荒问题无论贫富，同样，用金钱买时间也是如此。因此，她的解决方案适用于所有人群。

当然，金钱换时间并不一定导致幸福感增强。在《聚光灯》中《你能发现隐藏的时间陷阱吗？》就是一个小测试，作者设定了五种场景来区分捷径和陷阱。做完测试后，如能举一反三，相信你追求幸福的能力会大大提高。

“条条大路通罗马”。追求幸福也是如此。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卡西·霍姆斯就给出了一个简单易行的方法——像度假一样过周末。这也是她文章的标题。根据她的研究，只要你将度周末的心态调整到度假模式，你就可以获得度假的幸福感。

希望本期《聚光灯》能够给每个追寻幸福感的人士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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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摩擦商业时代，零售业

如何加强个性化服务？


随着数字技术和零售逐渐融合，消费者购买商品的“摩擦力”越来越小，零售逐渐进入了“无摩擦商业”时代。对于零售企业来说，要想重新获得品牌“摩擦力”，必须从数据入手，提供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







全球管理咨询公司科尔尼咨询公司美洲地区消费品行业和零售业务部门的首席合伙人 格雷格·波尔特尔
 | 文

亚马逊概念店并不代表未来零售业

尼克·哈里森｜文

重塑产品和服务的关系

詹姆斯·赫普曼｜文

增长新路径 服务产品化

莫汉比尔·萨乌内｜文



[image: ]

《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网精彩内容推荐

企业可通过教育消费者获得成功

为了获得竞争优势，公司经常花费数百万美元通过焦点小组、调研和复杂分析了解消费者。但情况经常是，大多数人并不真正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所以种种方法只是浪费时间和资源。有个更好的方法是教育消费者，而不是收集意见。



是时候取缔隐性费用了

为什么要用诱饵和附加费的定价方法？说白了，这就是一种明目张胆的诈骗，用于掩盖真实价格。这种做法增加了比价难度，约束了竞争。



福特汽车公司CEO吉姆·哈克特：“复杂性的成本”很难被察觉

复杂性干扰了我们。在自然界，森林大火烧掉了灌木丛，实际上有助于树木茁壮成长。福特正处在消除复杂性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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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中谁的作用

最重要


波利斯·格罗伊斯伯格（Boris Groysberg）

伊万·赫切特（Evan M.S. Hecht）

阿布希吉特·纳伊特（Abhijit Naik）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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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很难想象美国橄榄球日程上还有什么活动比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选秀大会(NFL Draft)更能吸引人的眼球。32支球队齐聚纳什维尔，并通过此次盛会查漏补缺，为球队增添新的实力。我们不禁要想：这种特权会员队要怎么做才能创建一支旗开得胜的球队？

当然，它涉及很多因素，大部分人认为球队的成功基本归功于它的四位领导者，分别是四分卫、总教练、总经理和所有者。但谁的作用最重要？

绝大多数权威人士称，这个人物应该在四分卫和总教练之间产生。有关这个问题的辩论将变得十分激烈，如果目标球队是新英格兰爱国者队，辩论将更为激烈。就爱国者队而言，最明显的答案似乎是四分卫汤姆·布拉迪（Tom Brady）。毕竟，四分卫是赛场上的领袖人物，而且这个位置通常被视为所有体育赛事中最为重要的位置。在过去的31届NFL选秀中，总体排名第一的球员有15位都是担任四分卫，而且在这期间仅有两届选秀没有在前三中选择四分卫。四分卫还是赛事中收入最高的球员，而且大幅高出其他球员，这一点在顶级球队和联盟的人才库中都是如此。

总教练负责制定球员活动和球队策略。对于认为总教练更加重要的人来说，他们的证据基于一个事实：总教练会告诉球员如何去做，而且对于游戏的三个阶段（进攻、防御和特别组）有着很大的影响力，然而四分卫仅对进攻有直接贡献。此外，相对于其他任何体育赛事，橄榄球教练有更多的机会来做出赛间决策，这一点得益于其必须分胜负的规则以及联赛中广泛使用的通信技术。它向世人证明，橄榄球是唯一一项联赛冠军奖杯以总教练文森·伦巴迪（Vince Lombardi）命名的美国运动。

然而仍有人会觉得应该是总经理，因为他负责评估球员，并通过自由球员、交易和选秀来组建球队。对于球队的成功而言，他可能比总教练更重要。毕竟，没有合适的球员，教练也无法在赛场上成功地执行其策略。1994-2008年，巴尔的摩乌鸦队围绕此事出现了很大的争议，其焦点便是总经理奥兹·纽瑟姆（Ozzie Newsome）。在纽瑟姆执掌之前的25个赛季中，这支球队的胜负各占一半。在纽瑟姆进驻后的25年中，乌鸦队拿到了231胜192负1平的成绩，并赢得了两届超级杯。纽瑟姆签约了众多知名球员，例如乔纳森·欧格登（Jonathan Ogden）、雷·路易斯（Ray Lewis）、艾德·瑞德（Ed Reed）和特里尔·萨格斯（Terrell Suggs），并做出了诸多重大决策。球队总裁迪克·卡斯（Dick Cass）在接受美国娱乐体育节目电视网（ESPN）采访时表示：“在我看来，奥兹是乌鸦队最为重要的人物。他在12年的时间中组建了两支超级杯冠军球队，而且两支球队仅共用过一个球员（不是四分卫）。他是一个罕有的人才。”但他并非是这方面的唯一一个案例：克利夫兰布朗队的总经理约翰·达西（JohnDorsey）在其任职期间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6个赛季中便组建了两支冠军队。

最终，还有人认为美式橄榄球特权会员队的所有者实际上才是球队中最重要的人物。前美式橄榄球球员、经理兼评论员特德·桑德奎斯特便摆出了这个论点：所有者负责挖掘球队的使命和特征，他们选择了机构的领导者——总经理和（有时候）总教练，来实施其愿景。他们有权力为实现这些人员的最大潜力、开发这些人才而提供资源。桑德奎斯特声称，如果把所有者与其他领导职务相比较，“真没法比。在整个俱乐部的构建过程中，总教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其重要性已经赶不上王牌四分卫或眼光锐利的人才评估员或总经理。NFL最重要的职务莫过于其所有者。”

我们有必要承认，在很多情况下，四位领导之间的界限比较模糊，尤其是教练与总经理之间的界限。权力结构因球队而异：ESPN称，在32支球队中，有20支的总经理当前对于球队成员和人事决策有话语权。但在四支队伍（爱国者、49人队、突击者和猎鹰队）中，尽管球队中有一个顶着总经理头衔的高管，但教练才是实际的总经理，拥有对个人决定的最终决策权。有7支球队“都秉持着一种普遍存在的合作心态，包括今年进入决赛的三支球队，堪萨斯城酋长队、新奥尔良圣徒队和洛杉矶公羊队”。最终，有一个球队的走势仍不是很明朗，其总教练是最近新聘的。还有一位所有者同时兼任总经理一职：达拉斯牛仔队神秘的杰瑞·琼斯。

毫无疑问的是，这四个角色对于成功都至关重要：四分卫是最重要的球员；教练引导和决定球队的竞赛风格；总经理招募人才；所有者则奠定基石，招聘并赋予其他领导者权力。但问题依然存在：哪一位最为重要？为了找到这个答案，我们决定分析相关数据。



数据结果

对于我们的分析来说，我们创建了一个38年跨度的数据集，其中包括每一支球队在每一个赛季的输赢记录。在我们采样的过程中，联合领导决定每支球队的胜、

败的比例异常之高。总的来说，我们的四大领导变量——四分卫、教练、总经理和所有者，解释了68.2%或超过2/3的球队的成绩变化。有意思的是，就算不让人大吃一惊的话，这四个个人对价值数十亿美元球队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在上述68.2%的球队中，所有者的权重最低（能够解释约11.12%的变化），随后是总经理（22.43%），然后是教练（29.08%），最后是四分卫（37.37%）。

这意味着四分卫对于成绩变化的贡献率是所有者的三倍，而且似乎是球队获胜最关键的因素。然而，总教练和总经理仍然非常重要：他们代表着模型中超过半数的已解释变化。

正如我们早先提到的，在某些案例中，球队领导者的职务不止一个。杰瑞·琼斯和比尔·贝利奇克便是其中两个案例，我们在数据组中指定了多个职务，但也有其他例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有理由认为，一位高管对于球队成绩的影响力比四分卫的更大，这一点源于我们的发现：教练和总经理合起来对变化的贡献要大于四分卫单独的贡献。

我们还决定将样本对半拆分，也就是20世纪和21世纪各19年，以查看是否存在任何趋势。我们发现，所有者和总经理在20世纪略为重要一些，而四分卫似乎在21世纪变得越发重要：

橄榄球在近些年变得越发复杂，而且越发强调进攻。《卫报》在2018年赛季的报道称：“NFL正处于进攻爆发的中心，最突出的莫过于传球进攻的激增。”我们假定，随着这场变革的深入，有效四分卫的存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我们的模型显示，四分卫重要性增加的代价便是所有者和总经理。我们只要看看联盟最近的“最优秀选手”大奖选票结果就能看到当前的四分卫一边倒现象：在过去12年中，92%的奖项都由四分卫摘走，较该奖项诞生最初32年中63%的四分卫获奖概率有了大幅提升。

这一点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大家都会密切关注4月份的NFL选秀活动，而且自由球员也会对顶级四分卫展开诸多的探讨。该发现还证实了联盟上下对评估和预测大学生四分卫的痴迷；尽管FiveThirtyEight.com称，事实上，“在体育界中，没有任何位置比四分卫更重要，或遭人误解的程度更深。全球橄榄球运动员评估领域最重要的专家——NFL星探、教练和总经理，多年来在区分好坏四分卫前景方面做得相当之差。”这意味着这些球队应继续将开发其四分卫前景评估系统作为工作重点。



从NFL到商业界

就拥有多位领导者的大型复杂机构而言，哪一位最重要以及每一位领导相对于其他领导的重要性这些问题对于体育迷和企业高管来说是一个非常有意思、有价值的话题。虽然数据需要剔除商界中不存在的不同机构领导的相对价值，但我们的发现可能仍有一定的适用性。

我们研究的一个影响在于，执行能力在21世纪变得越发重要，四分卫重要性的提升便反映了这一点。一说到成绩，人们通常会想到那些提出伟大理念、构想和策略的领导者，但他们却忘了，真正创造或破坏这个价值的人是这些计划的“实地”执行者。像四分卫这样的人物不仅会在赛场上交付成绩，而且也会在赛中管理整个球队，并在整个赛季的休息期间发挥引领作用。这些职责是相辅相成的：敢于执行的领导者能够更有效地激励跟随者。因此我们认为，机构拥有强有力的“四分卫”异常重要：也就是那些令人垂涎的生产型、专家型、领导型管理者，他们能够实现执行的卓越性。在21世纪，随着市场的成熟，创新的大行其道，竞争的日趋激烈，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这样的领导者。

另外，相关影响在于，首席高管并非是唯一一个在机构业绩中发挥着超级影响力的人物。团队合作才能获得成功：如果NFL球队将所有资源用于寻找明星四分卫，而没有为四分卫配备强有力的教练和总经理级别的合作伙伴，那么它将无法获得成功。同样，如果某个球队将很大一部分时间和资金用于寻找优秀的教练或总经理，并以其他领导职务为代价，那么也无法获得成功。尽管球队每年会在4月份收视率最高的电视节目中挑选四分卫，但优秀的球队会通过吸引、培养、利用、激励和留住各个级别最优秀的人才而获得长足的进步。各大公司不妨也按此来调整自身的治理和招聘实践。他们还应花时间来决定公司哪些职务最为重要，以确保公司能够起用合适的人选，并尽其所能培养和留住这些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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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面试中

展现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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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
 历克斯有着一份出色的简历。他在学校拿到了优异的成绩，拥有一系列获得认可的技术项目，而且在前两份工作中也有着具体的业绩。然而，他在参加一个高科技初创公司的面试之后却遭到了公司的拒绝。幸运的是，亚历克斯从非官方渠道（一位并不同意这个决策的同事）获悉了他被拒绝的原因——面试官认为亚历克斯缺乏激情。他是个安静的人，并没有在简历中列明如何帮助开展项目，也没有展现经常能够在优秀求职者身上看到的那种热情洋溢的谈吐。

亚历克斯在香港长大，他所接受的教育告诉他要淡化自己的成就，并用结果来说话。不幸的是，面试他的是一家美国公司。面试官的偏见在于：他们认为有激情的求职者会滔滔不绝地谈论其成就。亚历克斯需要掌握如何在不彻底改变其个性或根深蒂固的文化习惯的情况下，在面试中展示其对新工作机会的兴奋和投入。

展现自己的激情并非是优秀求职者唯一的考量因素，然而，招聘经理在其面试反馈意见中一再提到了这个特征。为了在未来的工作面试中获得成功，你有必要弄清楚如何表达对你而言最为重要的事情。方法如下：


首先要弄清楚背后的原因。
 大多数简历和面试反应都是一个长长的“事迹”清单，而没有深入研究其中的“原因”。在一开始，先不要告诉招聘经理自己都做过什么，而是介绍一下自己的动机，为什么选择这项活动，以及对你工作的影响。亚历克斯喜欢开发软件应用是因为，他认为技术可以让每个人都获得公平的准入机会。他的父母为了让他读精英学校做出了很多牺牲，包括购买昂贵的教科书和用品，然而，我们可以通过技术来降低这些物品的成本。亚历克斯开展编程的动机充满了个人色彩，也是他激情的源泉。


介绍一下自己业余时间都做什么。
 大多数职务都希望招聘聪明、努力，而且能够取得成果的求职者。卓越的求职者会告诉面试官，自己在何时何地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亚历克斯在大四的时候，会在计算机实验室关闭之时藏在桌子下面，这样便可以在实验室关闭之后继续编程。他的努力和额外的时间投入没有白费。亚历克斯编写的程序得到了大学系统管理员的采纳，能够帮助更加高效地运行实验室。


分享你的爱好。
 当你对某些事情充满激情时，它会波及个人生活的其他一些方面。亚历克斯喜欢编程。他会在学校、工作和家中编写计算机程序。他所从事过的一个项目是制作一个取啤酒机器人，并对其编程。在接下来的面试中，亚历克斯展示了他在业余时间制作的机器人的视频。这些项目展示了他对所从事行业的激情和无比的专注。


介绍一下你所从事过的免费服务。
 激情和信念可以引导你从事一些甚至并非你工作或爱好的事情。在他的下一个采访中，亚历克斯讲述了一个故事，内容是帮助收容所为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提供食物。由于空间有限，收容所每一次只能为100个人提供食物，然后收拾一番后在每个晚上迎接第二拨来客。这是一项十分困难的任务，因为时间有限，而且还得为每个人提供食物。亚历克斯发现，造成延迟的其中一个原因在于他们得接受来自两个菜单的订单，而且还得精确地为每个人上菜。他编写了一个程序，展示了座位图和已选的菜单选项。该程序提升了17分钟的服务效率，并降低了错误和争吵。

在面试中使用这些技巧之后，最终聘请亚历克斯的公司是拒绝他的公司的竞争对手。在新工作中，他工作十分努力，获得了5项专利，而且是一个多产的程序员。

在未来的面试中，不要因为未能表现出这种公司认为等同于激情的举止，例如高谈阔论，以及慷慨激昂的陈述，而被面试官忽视。引导雇主了解自身行动和言语所体现的专注度。向他们展示激情可通过不同的形式展现出来，同时会带来令人吃惊的成果，也就是你已经实现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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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宾娜·纳瓦兹
 是全球首席执行官培训师，领导力主旨演讲者和作家，曾在超过26个国家工作。她致力于为财富500强公司首席级别高管、政府机构、非营利性和学术机构提供顾问服务。萨宾娜曾在包括TEDx在内的数百个学术研讨会、活动和会议发表演讲，也曾为FastCompany.com、Inc.com、Forbes.com和HBR.org撰写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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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应开始为5G

做准备


奥马尔·阿布什（Omar Abbo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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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
 森哲对1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2000名技术和商业高管的新调查显示，人们对下一代移动通信技术，也就是5G持非常怀疑的态度。比如说，受访者中几乎没有人相信5G网络能大幅提速的行业预期，还有超过一半的受访者不相信这项技术能让他们做到很多目前还做不到的事。另外，近3/4的受访者表示得有人帮他们想象出5G的应用实例。

这些情况表明许多企业负责人既不了解这项技术，也不清楚它的颠覆性潜力。全面部署后，5G将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它对移动技术的改造将远远超过此前的任何一次升级换代。5G的速度、容量以及大为降低的能耗和通信响应时间，或者说“延迟”，将使创新型产品和服务成为可能，而且这些产品和服务的数量将让人感到震惊。由此可能产生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5G网络使用的天线要小得多，但布局将更为密集，而且其中大多数都不会放在巨大的基站上，而是安装在现有建筑、路灯杆以及其他基础设施实体上。通过这种群组化，或者说密集化网络，信号传输将变得更快、更可靠，带宽也不会再以Mb/秒衡量，而是Gb。初期测试表明，5G网络的速度将是目前移动技术的100倍。

毫无疑问，公司领导人观念脱节在一定程度上是早期营销的结果。部分电信公司在相关技术标准尚未完全确立时就推出了“5G”产品。华尔街等方面均表现出了怀疑态度，他们不能确定5G的价值来自何处以及谁会从中受益（随后我会解释这个问题）。

实际上，这些非凡的技术特性将使下一代网络可以和有线宽带直接抗衡，包括如今最快的光纤技术。

此外，5G这项革命性技术还有可能实现那些投资者和用户都“垂涎欲滴”的颠覆性应用。5G有这些可能性，上述受访公司高管却缺乏急迫性和认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落差呢？

我们认为，这是因为5G最重大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在众多行业和用户群体中扩散开来，这让它的未来价值很难得到预见，而且也很难衡量。

我们即将出版的新书《未来枢纽》（Pivot to the Future）指出，包括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在内，新技术的潜力与其实际带来的效益之间都有类似的差距，而且这种差距正在变大。我们采访的大多数高管观察这些技术的出发点都是对当前业务的小幅改善，而不是想象这些技术怎样有可能用于重新塑造他们所在的行业，甚至把眼界再放宽一些，想象它们怎样有可能用于研究针对广泛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比如环境、贫困和医疗。

这主要是受限于传统商业思维。当创新颠覆多个行业，或者让服务于新消费者群体（包括目前未得到服务或所得服务不充分的消费者）的应用成为可能时，传统的策略和规划措施会低估其实际影响，从而造成投资延迟并错失机遇。

这些失误整体积累的形式是企业、行业、消费者和社会未能实现的收益——我们称之为“被困价值”。

谨举一例：5G网络将成为刚刚崭露头角的物联网的“增压器”，而物联网会把日常设备都连接起来，和高度本地化的网络交换数据，并通过本地网络以安全的形式在整个云端交换数据，其中也包括服务提供商以及设备制造商。

包括在线门铃和恒温器在内，目前物联网所能提供的东西往往很简单，有时甚至是个噱头，相比之下，全面联网的住宅具有众多益处，特别是对年纪不断增大，希望尽量待在家里的婴儿潮一代来说。

在传感器的监测和设备的辅助下，老年人原地养老的比例将大幅上升，原地养老的时间也将延长。相应的，联网机器人、3D打印假肢和远程医疗服务都将成为未来住宅的一部分。要让这些都发挥作用，真正的智慧家庭将需要5G的容量、可靠性、节能性和低延迟（有关收集和使用用户数据的问题越来越多，我们也需要更好的答案）。

5G的实用案例有望释放出大量的“被困价值”供人们分享，包括有可能降低的医疗成本，得到改善的生活质量以及更多元化、更有包容性的社区。然而，由于受这些应用影响的行业以及从中受益最多的用户是如此的分散，以至于目前几乎没有哪家公司可以看到这个日渐扩大的价值落差，包括那些网络运营商。

让我们再举一例：大家可以想一想智能汽车、联网公路和其他基础设施的深远影响。2017年，埃森哲战略的一项研究估算，因为5G网络而成为可能的智慧城市应用在今后7年内有望为美国创造300万个就业机会，并为美国GDP做出5000亿美元的贡献，其途径就是释放受困价值，比如今天因为在路途上浪费时间而损失的生产力，以及通过更高效的“集群式”行车来减少污染。

这些益处虽然很大，但很难用通常的战略方法进行计算。而对智能交通的最大期望之一，也就是大幅减少交通事故伤亡人数，就更难体现出来了。仅在美国，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仅下降10%就意味着每年挽救4000条生命。虽然在自动驾驶技术获得如此规模的应用前我们仍需走很长的路，但这样的积极改变可能影响从保险到车辆设计的方方面面，从而释放出难以估量的受困价值。

除了智慧家庭和智慧城市，5G网络的速度、容量和可靠性将以同样震撼的方式在各个领域提高创新速度。比如说，借助地上的联网传感器，在天上巡视农田的无人机以及一体化天气追踪技术，农业有望以可持续的方式提高效率。移动娱乐也将得到5G速度的加持，特别是在缩短延迟，播放更高质量视频以及提供增强现实和虚拟现实等新型互动手段方面。

关于5G网络潜力的预言层出不穷。但和许多技术一样，在何时、何种方式、何地以及何人方面，也存在着许许多多的疑问，我们的调查就证明了这一点。5G全面部署可能还需要5年，甚至更长时间，这要取决于监管部门和地方政府在同时面对机遇和挑战时将作出怎样的反应。我们提到的5G应用可能早晚都会来，而与之一同出现的还会有许多目前甚至还未曾预见到的东西。

不过，如果现有公司不加快步伐为5G做准备，由此形成的空白区域将不可避免地吸引新生力量和初创企业，从而带来突然降临的颠覆——被搅乱的成熟行业将包括娱乐（iTune和Netflix）、交通运输（优步和Lyft）以及制造业（3D打印）等等。

因此，我们建议现在就积极而有序地为5G进行规划和投资。受影响行业中的公司（更宽泛地说，所有公司）就某种技术或应用去搏杀几乎不合逻辑。但与此同时，等待5G造就的新市场出现之后再参与其中的所谓“快速跟进”的老办法也将行不通。

这是因为尽管颠覆者起势的速度很慢，但只要他们起势，竞逐利润的过程往往就会在一瞬间结束。如果还没有做好热身并站在起跑线上，获胜的机会基本上就等于零。

此外，许多由5G实现的新应用将得到相互连通的生态系统的滋养，这些生态系统将跨越传统的供应链和行业界限。如果期望捕捉5G最终释放出的价值，哪怕只是一小部分，也要早早着手并持续介入，对此也许可以采取行业银团的方式，并且均衡地分配企业风险投资。现在就要开始寻找合作伙伴，并且开始试验新的合作及共同投资模式。

大家需要不断改善目前的业务，还要持续而且更密切地关注5G市场的形成过程。在未知问题逐步得到揭示的过程中，这是为拿出新产品并迅速扩张做好准备的唯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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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马尔·阿布什
 是埃森哲通信、传媒和技术运营集团首席执行官。拉里·唐斯
 是埃森哲卓越绩效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他最近和别人共同撰写了新书《未来枢纽：在被颠覆的世界中发现价值并创造增长》（Pivot to the Future: Discovering Value and Creating Growth in a Disrupted World，Public Affairs出版社2019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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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力发展的未来


米赫内亚·多韦亚努（Mihnea Moldoveanu）、达斯·纳拉扬达斯（Das Narayandas）《哈佛商业评论》2019年3月刊








传统高管教育存在诸多缺陷，未来应该是更加定制化、民主化的方式，“个人学习云”的兴起为之提供了可能。




谢谢你的文章。它具有前瞻性，定义了在高速变化的未来，学习和个人发展的方式。当新的学习方式变得更加个性化、社会化、虚拟化时，是否意味着学习中很重要的个人关系和真实的人际关系也将随之消失？


——安吉拉·周

读者







我认为它富有洞察力，令人耳目一新。多韦亚努以前的内容不仅深入研究了新的交付方式和学习解决方案，而且在我看来还是一种精巧的技能，可以在更高层次上综合多种知识库和能力。术语“综合思维”“垂直发展”已被用于触及在VUCA环境所需的各种重要能力。定义、交付和衡量这些能力是领导力发展领域公认的挑战。虽然提到了具有重要“情感”和“非算法”元素的技能，但我想知道这些内容是否充分反映了作者对这些技能和其他新技能（混合技能）在教学/学习解决方案方面需求的看法？文章似乎暗示增加自学、实践、社会化学习和反馈的选择以及提高学习技能的测试标准，将有助于提高软、硬和“高阶”技能。然而，是否应该将这些技能纳入更广义的硬技能和软技能解决方案中，还是需要明确针对它们的创新？


——尼古拉·赛克斯

读者





大多数人在组织中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目睹了已经制定的领导力发展计划。大多数（如果不是所有的）领导力发展计划都有机会为组织创造价值。但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目睹了组织没有从投入的时间、财力和人员中受益，正如多韦亚努和纳拉扬达斯明确指出的那样，我认为领导和领导力发展产生重大成果机遇的前提是：组织文化也需要准备迎接变革。从领导力发展中获得最大利益需要以整体为单位，否则，正如作者所说，由于各种原因，领导者将寻求其他与领导者才能更一致的组织文化建设机会。


——罗纳德·麦加维

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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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好设计思维遵循三项法则


克里斯蒂安·本森（Christian Bason）、罗伯特·奥斯汀（Robert D. Austin），《哈佛商业评论》2019年3月刊








如何帮助项目团队克服常见的低效、不确定性和极端情绪问题。




我很喜欢你的文章，尤其是其中的实践例子，很有启发，丰富了讨论设计挑战时使用的语言，并有助于提升设计专业的形象。

这些案例强调了领导者热衷介绍新方法，可能在外部专家协助下，第一个项目获得了成功的结果。然而与其他成熟学科一样，设计解决方案并在实践中积累专业知识需要大量精力和时间。最初的成功并不总能带来观念的质变，或是在公司和项目层面加入适当的实践和基础设施，或保持长期成功。

进一步的见解应来自：随着组织设计从生疏到成熟，记录人类“软件”和系统“硬件”的微妙和复杂性如何扮演其角色。这一过程主要受组织内设计管理质量的影响。该学科提供的框架远远超出了“设计思维”。当学术论文和报告引用研究结果时，很容易看出缺陷是什么，其中相当一部分关键高管表示，其组织中没有设计的参与。奇怪的是，没有人质疑回应——他们到底是如何创造产品和服务的。

此外，探索和演练用户体验还应强调另一方面：这些经验都承认产品和服务是具有多个反馈循环的动态系统，当用户“完成”这些产品时会揭示“真理时刻”。其所积累的知识深度和广度揭示了信任可能被滥用，人们对社交媒体、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发展的担忧就是证明。这意味着设计专业人士负有相当大的责任，他们是组织的良心，有责任对组织的工作任务进行适当监督。


——阿兰·托帕里安

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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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的谬误


马库斯·白金汉（Marcus Buckingham）、阿什利·古达尔（Ashley Goodall），《哈佛商业评论》2019年3月刊








多年以来，管理者一直被鼓励要表扬员工，不管员工做什么，都要给予建设性的评论。但这并不是帮助员工卓越发展的最佳方式。






感谢作者写了一篇好文章。世界顶尖运动员有一两位教练和几千个支持他们的人，于是有99.9%的时间能够获得支持，0.1%的时间再接受训练。办公室里的情况正好相反，我们提出99.9%的建议，只提供0.1%的支持。多数时候，人们已经知道该做什么了，只因为缺乏信心，才无法迈出下一步。尝试向他人展示信赖，告诉他们，你为什么相信他们，结果会让你惊喜。擅自提出建议等同于批评，而批评会损害关系。


——罗德·史密斯

读者





好文章。不过文章预设了人们提供反馈都是出于好意，然而在现实中，一些大公司的绩效评估纯粹是礼貌非暴力版本的批斗，出于政治目的公开进行侮辱诽谤。还有一种情况，我在一家很有声望的著名企业里看到了毫不掩饰的互惠式反馈：你给出对我有利的评价，我也会这样对你。


——约翰·瑞恩

读者





文章结构清晰，在“反馈有用”的预设下展开，并详细阐述了当前支持这一观点的三条理论，然后提供了可用于取代目前反馈方式的新方法。

文章准确地找到了当前反馈方式的不足，不过，作为HR及绩效评估实践者，我要对公司实施这一体系所需的努力和决心提出质疑。在管理人才、提供反馈和评价员工方面，很多公司已经有了成熟的流程。

新方法看似全面深入，实际上已经拥有一整套流程的公司可能很难采用。对现有体系进行彻底改造，意味着原有框架彻底崩毁，需要修理。不知道有多少公司愿意这样做。当然，我也怀疑实行这样崭新的方法并没有那么容易。

我认为，作者未能提供全面的解决方案。只建议读者“重视结果”，对于公司而言是不够的。不过我觉得关于评价员工、激励员工进步的方式，这篇文章提供了一个别具一格的新视角。


——安迪·娄

读者







抢鲜读COMING SOON




*具体内容请以最终出版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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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刊特写文章


如何杜绝公司的丑闻

从白领犯罪中吸取的教训

白领犯罪，例如欺诈、挪用公款、贿赂和洗钱，对阿尔斯通、BAE、欧德布莱克、巴西石油、罗尔斯•罗伊斯、西门子、Telia、梯瓦制药、VimpelCom、大众和富国集团带来了数十亿美元的股东价值损失，该问题的根源并非是法规与合规系统的失效，而是源于领导力的疲软和公司文化漏洞。他们的研究显示，能够有效打击雇员不正当行为的领导者会深度参与制定公司的社交规则，并管理不当行为的风险。为了实现这一点，他们会传播明确的信息：犯罪行为会损害机构中每一个人的利益。他们在惩罚犯罪者时都会一视同仁。他们会招聘和提拔重视诚信的经理，并制定能够降低出现非法或不道德行为机会的决策流程。最终，他们还会更进一步，实现腐败国家交易的透明化，前瞻性地清除行业的一些不法实践，并为推广企业责任和诚信商业行为的社会制度提供支持。

美国证券与交易委员会前主席、美国纽约南部地区律师玛丽•怀特（Mary Jo White）回顾了她40年来担任被指控白领犯罪人群的检察官（有时候是被告方律师）的逸事。她说，律师和平民对这个领域的法律十分关注，因为在过去30年中，入狱判决已变得越发常见。尽管大多数犯罪都源于财务问题，但人们却忽略了自我意识和地位（看起来比他人更成功）也有可能成为强有力的动机。她为领导如何通过行动来提升公司的道德文化提供了建议，它的威慑力比任何合规项目都更加强大。




[奇思辩]


同步反馈会影响人们的表现

华盛顿大学教授们分析了新加坡382名驾驶员的数据，这些驾驶员为赢取获得保险折扣的机会，安装了一款监控器应用，并借此在6个月内提供有关其驾驶情况的反馈。研究人员发现，在驾驶员查看其分数的路途中，他们的驾驶评分比下一段路程低13.3%，主要原因在于，与不查看数据的时候相比，驾驶员超速和急速加速的情况会增加。结论：即时反馈可能会影响人们的表现。




[实战复盘]


Match Group CEO在快速改变的行业中进行创新

当曼迪·基辛博格（Mandy Ginsberg）于00年代中期供职于Match时，在线约会通常都是由坐在电脑面前的中年人完成，他们会浏览无数的资料，当遇到某人时，他们通常会称自己是通过朋友介绍的，以避免出现在线约会时的冷场现象。自那之后，该行业发生了彻底的转变。基辛博格将其描述为领导一家拥有快速创新周期的公司，并探讨她的团队如何更好地将全动态视频融入约会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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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模式

为什么Hulu

没能做到更好？

WHY ISN’T HULU BETTER?

Hulu从建立伊始就面临着两个几乎不可逾越的障碍:1.其股权结构。2.其合作伙伴工作室的组织结构。

迈克尔·史密斯（Michael D. Smith） 拉胡尔·特朗（Rahul Telang）| 文

蒋荟蓉 | 译 刘铮筝 | 校 腾跃 | 编辑




过去一年里，
 各大电影工作室积极创新，改变商业模式，参与流媒体大战。前不久迪士尼和华纳宣布将开展新的流媒体业务，眼下似乎正合适思考一个重要的历史问题：Hulu为什么没有做到更好？

这样发问也许有些苛刻，有失公平。毕竟Hulu 2007年上线时是一项创新业务，当时网飞（Netflix，也译作奈飞）进入流媒体领域尚不足一个月。2008年，Hulu以新颖的形式与21世纪福克斯、NBC环球和迪士尼工作室/ABC电视台三大电影工作室开展合作，推出服务，获得了胜过网飞的关键竞争优势：用户可以通过Hulu获得这几个工作室的内容。推出十年来，Hulu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47次艾美奖提名，6次金球奖提名，2018年年底订阅者超过2500万人。听起来很厉害吧？

可是，这样的成绩跟网飞一比就逊色了。同一时期内，网飞获得336次艾美奖提名，53次金球奖提名，2018年年底订阅人数1.39亿。Hulu在2007年初次发布的新闻稿中许诺，要成为“互联网上最大的视频网站，拥有最热门的影视内容”，然而到了2018年，Hulu在网络流媒体平台中排名第八，仅占全球流量的0.4%，大大落后于领军市场的网飞（占全球网络视频流量的26.6%）、YouTube（21.3%）和亚马逊Prime视频（5.7%）。

Hulu为什么没能实现当初的豪言壮语？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认清一个事实：Hulu从建立伊始就面临着两个几乎不可逾越的障碍。

第一个障碍源自其股权结构。Hulu当初将与三大工作室的合作关系当作其一大卖点，其实这正是一大隐患。要说服一个工作室把内容放在与其他两个竞争对手共享的平台上，是很困难的。试想，假如你是NBC环球高管，知道投资收益的2/3会分别流进福克斯和迪士尼的腰包，还会同意把最有价值的内容放到Hulu上吗？

所幸，3月份这个问题基本解决了。迪士尼收购了福克斯，这两家公司各自拥有Hulu 30%的股权，于是Hulu第一次有了掌握大部分股权的大股东。华纳卖掉了Hulu股份，使得Hulu的股权结构更加简单，只剩下迪士尼（66%）和Comcast（34%）两家共有。

然而这又带来了第二个更严重的问题：Hulu合作伙伴工作室的组织结构。我们认为，Hulu的问题正是各大工作室进入流媒体市场时都会面临的问题，即组织结构专为保护旧的商业模式而设计，新商业模式的优势难以完全发挥。

不久以前，各工作室的结构都是由几个部门各自负责影院、家庭娱乐、电视和国际业务。20世纪的大半时间里，这样的组织结构非常有效，让工作室利用不同渠道赚钱：国内和国际分别发行、影院上映、放映后为家庭提供按项目收费的点播服务，最后是有广告的广播电视频道。

但要以付费套餐的方式出售内容，并不是在影院、家庭和电视的基础上增加一项这么简单。之前我们说过，付费套餐是一种全新的制作、发行内容并以其获利的方式。如果不改造组织结构以适应新机遇，现有部门很难保持现有收入来源的盈利性。Hulu正是如此。Hulu很快发现，合作伙伴工作室的影院、家庭娱乐和电视部门都不愿意把最好的内容放上Hulu流媒体平台。工作室管理者知道，与Hulu共享内容，会损害本工作室的短期盈利，如果流媒体付费套餐获得成功，工作室的长期发展也会受影响。

国际电视授权更好地说明了我们的观点。我们批评Hulu提供的国外节目数量比不上网飞、亚马逊和YouTube，似乎是不公平的。Hulu只能在美国国内使用，从定义上讲，其国际渗透率应当是0。问题就在这里。Hulu并没有必须只在美国市场内发展的硬性理由，这样做只是为了保护合作伙伴工作室的国际授权付费业务。2008年这种措施可能有用，可现在就适得其反了。现在付费流媒体套餐模式风行一时，国际观众已经在使用网飞、亚马逊和谷歌提供的服务，工作室很难再赢回这些客户。

那么工作室还能做什么？或许可以参考华纳3月份的组织重构。这项工作由AT&T老将约翰·斯坦基（John Stankey）主导，以新的组织结构替换了原有的影院、家庭和电视业务部门，注重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娱乐、体育赛事直播和新闻节目、内容制作以及广告。许多业界观察人士批评，这是为削减成本的徒劳之举，暴露了通信文化与娱乐界主流文化间的割裂。我们的观点与此截然不同。斯坦基的重构工作，表现出组织重点的大幅度转移，从向大批观众出售单个节目的类型化业务，转向注重为单个消费者提供多种内容套餐的数字化业务。

这方面的发展转型还将持续很长时间，而且不能低估工作室在数字流媒体大战中翻身的能力。我们热爱优质娱乐内容，相信竞争，全力支持各大工作室在竞争中取得成功——也许是通过Hulu的新转型，也许是迪士尼和华纳推出的平台，或者其他尚未成型的新方式。然而，工作室能否成功，取决于它们能否根据一个尚未被所有人接受的简单现实——数字平台是这个行业未来的中心——迅速而敏捷地采取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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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史密斯
 是卡内基梅隆大学海兹学院及泰珀商学院信息技术与营销教授。拉胡尔·特朗
 是海兹学院信息系统与管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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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投资引入智能音箱之前，公司应当考虑什么？

戈哈奈奇·奥兹特克（Gokhanedge Ozturk）

什里·桑塔南（Shri Santhanam）| 文




公司开始向消费者
 出售智能音箱，至今仅仅8年，世界各地的家庭里已经有了上亿台可以识别语音的虚拟助理，可查询天气、播放音乐和回答基本问题。智能音箱帮助用户支付账单、查询银行账户、平衡收支。再过不久，很多智能音箱还将能够根据购物历史向客户提供购物建议。

但公司应当克制住用下一代新型智能音箱替换客服人员、销售人员和财务顾问这些人工岗位的冲动。现在智能音箱可以较为顺畅地识别出预先设定的清晰要求和数据并做出回应，归功于高度发达的语音识别技术，可将语音转为文本。几年之内，智能音箱的语音回应可能会更加自然。然而，语音更加人性化，并不代表智能音箱能够真正理解客户意图。

公司须考虑的风险：过早引入智能音箱用于复杂用途，一旦失败，公司来之不易的声誉就可能受到损害。

智能音箱要准确理解客户真实意图、针对复杂决策提供建议，在技术和组织层面至少还需要五年的发展。另外，要让智能音箱全面理解不同渠道、不同公司的客户需求，公司需要整合不同的系统、应用程序、设备和数据，在这方面，多数公司刚刚起步。

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客户仍将继续同时使用手机应用、聊天机器人、客服中心和智能音箱。那么，公司应当如何逐步引入智能音箱呢？



避免过度复杂的应用

首先，公司必须深入了解智能音箱的局限。现在的语音识别设备仍然很难区分客户的话语、意图和真实需求。智能设备往往无法判断客户咨询需要转给人工处理的节点，且会误判开始对话、停止对话和继续倾听的时机，还可能误解客户在高兴或愤怒时的口语表达。

开展智能音箱试点项目，成本从20万到200万美元不等，而在智能音箱尚无法快速处理自然语言的阶段，客户依然会向聊天机器人或呼叫中心寻求一些基本问题的答案。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公司不应使用智能音箱应对复杂的客户体验，而应当设法用智能音箱处理有固定答案的特定任务，并在智能音箱能力范畴内设计客户体验。



为误解和诈骗做好准备

除了成本问题，公司还应确定有能力处理每一项新的智能音箱应用可能带来的声誉和运营危机。举例来说，智能音箱为客户提供的理财建议不准确，可能给客户造成财产损失，公司必须进行监督。

在房贷、保险和汽车贷款等方面，语音控制算法只有从多个潜在提供商处获得由客户以语音形式提供的更多详细财务信息，才能针对各个选项提出建议——而当前可用的信息并不全面，而且一些重要数据会在客户换用多个设备和频道的过程中丢失。

还有一个问题是，如何保护客户隐私。通过小音箱下达的指令会留下数字痕迹。虽然许多人已经接受智能音箱收集信息并为其提供定向广告的方式，但有关买卖的敏感信息或表明用户资金短缺的财务信息给人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在公共场合解释自己的财务需求，可能被别人偷听，这时人们格外敏感。

为用户提供安全保障，避免发生利用声音数据进行的诈骗，这一点也可能很难实现。现在伪造声音档案的多种方式，比复制信用卡或指纹更简单，声音诈骗案件的数量正在增加，到处都可以伪造声音密钥。只要有足够的数据，人工智能程序就可以合成任何人的声音，足以以假乱真。黑客可以在白噪音中隐藏音频超出人类听觉范围的“无声”恶意指令，用来入侵语音助理设备。

要对抗声音诈骗，公司必须建立并维护以多种方式（不只是密保问题）验证声音指令的系统。必须寻找新方法，以与应对电脑指令和店铺订货相当的效率检测诈骗性质的声音指令，并告知客户本人。例如，系统和算法必须能够迅速分析以往诈骗事件的链接，判断语音是真实的还是预先录制的。



寻找合适的人才

由于这项新技术的声音特性，用于公司运营的定制化智能音箱服务必须比其他人工智能创新产品具备更多的能力。例如，要想引入语音更加自然的智能音箱，用于更加复杂的工作，公司就必须测试和设计出足以应对上百万条各种各样的客户回复的系统。除了产品经理和数据科研人员，许多组织还须聘请熟悉呼叫中心的内容提供者和用户体验设计师，为智能语音助理写脚本，教会它们以最佳方式回复不同区域客户各种各样的要求和回应。

公司必须培养广泛的内部能力，如果在语音识别等方面无法走在创新技术最前列，可以跟供应商合作。如果没有足够资金用于为智能音箱服务提供人性化语音和安全保障，公司还必须与竞争对手共同投资。否则，客户会像选择云计算等其他服务时一样，选择财力更雄厚的技术巨头提供的智能音箱服务。



逐步前进

过去几年里，智能音箱的能力和应用范围迅速扩张，令人吃惊。毫无疑问，企业对这项新技术的运用还停留在表面。

不过，智能音箱要实现下一个有价值的飞跃并非易事。另外，过于乐观冒进的公司可能忽视了一项真正的风险。巴菲特曾说过：“建立声誉需要花20年，毁掉声誉只用5分钟。想想这个，你做事情的方法就会有所改变。”要谨慎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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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哈奈奇·奥兹特克
 是奥纬咨询公司数字实践合伙人兼法兰克福办公室负责人。什里·桑塔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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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

在招聘中应用AI的法律及伦理问题

本·达特内（Ben Dattner） 托马斯·查莫罗 - 普雷穆兹（Tomas Chamorro-Premuzic）

理查德·布克班德（Richard Buchband） 露辛达·舍特勒（Lucinda Schettler）| 文




AI方面的数字创新和进步，
 催生了各种新型人才甄选和评测工具。这类工具大都声称能帮助公司提升选才能力，以前所未有的快速和低成本，为正确的工作找到正确的人才，筛去错误的人。

这些工具赋予了企业前所未有的力量，依靠数据做出人力资源相关决定。这类方法还可以促进反馈民主化，通过数据让数百万求职者了解自己的长处、成长需求，以及可能适合的职业和组织。游戏式评估、抓取社交媒体信息的机器人、对求职者文章的语言学分析，以及可以运用算法分析说话内容、声调、情感状态、非语言行为以及性格的视频面试，这些领域已经出现了引人瞩目的快速发展（以及相应的风险投资）。

新型工具正在瓦解原有的招聘及人才评估空间，然而其自身的准确性尚存在许多问题，还带来了伦理、法律和隐私方面的疑问。相比之下，NEO-PI-R、The Wonderlic Test、Ravens Progressive Matrices和Hogan Personality Inventory等存在时间更长的心理测试，而且经过科学论证，可以帮助求职者匹配相关工作，打给求职者的评测分数与之后工作表现之间存在可靠的联系（证据发表于独立、可信的学术期刊）。最近美国参议院也开始担心，新技术（特别是人脸分析技术）是否会对公平就业产生负面影响。

本文关注新技术可能对求职者隐私造成的影响，亦关注新技术与《美国残疾人法案》和其他联邦及各州有关就业的法律之间的冲突，二者之间，如何保护求职者？企业意识到，不能或不该询问求职者的家庭状况和政治倾向，以及求职者怀孕与否、性取向、情绪状态、身心健康状况、酗酒与否、药物滥用状况和睡眠状况。然而，新技术能够间接识别这些因素，不必经过正式许可，甚至不必经过允许。

在对当前运用AI评估求职者的不确定性进行深入挖掘之前，先回顾一下过去会很有帮助。心理测试已经应用了100多年，因为美国陆军阿尔法部队用心理测试将入伍者分类、评估其担当各种职能的适合程度，心理测试的运用范围得以进一步拓展。心理测验通常分为三大类：认知能力（智力）测试、性格测试、心理健康测试。

1990年通过《美国残疾人法案》以来，公司被禁止询问求职者的身体残疾、心理健康或临床诊断状况，禁止参考这些因素进行评估，之前用此类因素进行筛选的公司受到了控告和谴责。本质上讲，残疾（包括身心两方面）被认定为“私人”信息，公司不能在职前阶段询问，一如公司不该向求职者提出有关私人生活的冒犯问题，不能让求职者个人背景因素影响聘用决定。

认知能力和智力测试，被证明是预测许多职位适合度的可靠评估因素。然而，如果特定受保护群体（如被性别、种族、年龄或出生地定义的群体）在这类测试中受到不利影响，就可能造成歧视。公司若要采用已被发现有此类不利影响（由于不同受保护团体的得分高低）的测试，必须证明该测试的确与工作有关，并能预测员工适合特定职位的程度。

性格测试令公司遭受歧视嫌疑的可能性较低，因为性格与受保护群体特质或残疾之间的相关性很小乃至没有。还有一点值得一提：性格与工作表现之间的关系，取决于具体情境（如工作类型）。

可惜关于眼下越来越多用于就职评估的新一代人才甄选工具的信息实在太少。许多工具的重点都是技术创新，并非来自科学推导或研究项目。因此，有时无法确定这类工具测试的究竟是什么、其预设是否合理有效，以及其预测求职者表现的基本原理。例如，言辞和嗓音（长期以来被视为与性格特质相关）的物理属性一直被视为与个人工作表现差异有关。如果某工具在言语规律上显示出倾向性，如青睐平和或“友好”的音调，这种因素对来自受法律保护群体的求职者不造成歧视，那么就不存在法律问题；可是这样的工具并未经过科学验证，因此可能存在潜在的歧视，让公司平白承担责任。另外，根据基本无法改变的先天嗓音条件筛选求职者，是否符合道德伦理，这方面尚无定论。

与之相似，社交媒体活动（如使用Facebook或Twitter）可以反映人的智力和性格，包括性格黑暗面。但使用社交媒体的用户通常是出于求职以外的其他目的，并未许可公司收集并分析这部分信息、得出有关他们的私人结论，那么，出于招聘目的发掘这部分信息，是否符合道德伦理？

在招聘中应用新技术，一系列新的有关个人隐私的伦理和法律问题随之而来。我们认为，围绕这些问题应当进行公开讨论，如：




一、对于有关求职者个人属性的隐私信息，公司面临何种考验？


随着技术进步，大数据和AI将会越来越精确地测定个人隐私属性的“替代”属性。例如，现在Facebook的“点赞”记录可以用来推测性取向和种族，准确程度相当高。政治倾向和宗教信仰同样容易推断。公司是否会尝试利用这类工具筛选求职者，且因为聘用决定并非直接基于受保护群体的属性，所以并未触犯法律？如果只是推断求职者的个人属性，那么公司的确没有违反法律，但如果根据受保护群体的属性（如出生地、种族或母语）或公司无权过问的私人信息（如求职者可能罹患的身心疾病）做出不利于特定求职者的聘用决定，那就不一样了。公司依赖运用这些替代属性的评估工具，法庭将如何处理尚不得而知，但根据这类属性做出不利于求职者的决策，无论是怎样推理的，都与法律相悖。

脸部识别软件同样是这个问题。前不久的研究预测，面部识别AI可以迅速识别求职者的性取向和政治倾向，以及情绪等“内部状态”，准确程度相当高。这样一来，《美国残疾人法案》的应用又会如何改变？另外，《员工测谎保护法案》在一般情况下禁止公司使用测谎仪作为聘用前筛选工具，《基因信息不歧视法案》禁止公司在招聘时参考基因信息。可是，如果有关谎言和基因的信息能够被前文提及的AI工具准确检测出来，那又会怎样呢？




二、对于有关求职者生活方式和行为的隐私信息，公司面临何种考验？


现在公司可以获取一些隐私信息，比如求职者每周日去教堂时在网上的“签到”记录，对自己年迈亲人入住的老年痴呆症护理中心的评论，在民事法庭的离婚记录等等。在数字时代，许许多多信息都很容易找到。大数据无处不在，不断收集和整理我们的信息，供我们尚无法想象的工具分析，用作将来我们是否适合特定工作岗位的参考。而且大数据只会越来越“大”。专家表示，世界上90%的数据是过去两年里产生的。数据越来越多，数据滥用和随之而来的歧视（无论是有心还是无意）也势必会越来越多。

欧洲根据一般性资料保护规则（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简称GDPR）进行隐私保护，美国则依赖拼凑起来的方法，主要靠法律。对于社交媒体，美国于2012年立法，规定公司不可要求求职者提供个人网络账号的密码作为聘用条件。20多个州实施了这样的法律来限制企业。然而，对于在职场应用新技术的个人隐私问题，相应的规定和法律还很少。加利福尼亚通过了相关法案，可能会限制公司对求职者和员工个人信息的使用。而州级法院和联邦法院对于与新技术有关的员工个人隐私分析尚未有统一的法律标准。于是，至少在目前，大数据时代的员工个人隐私问题尚未得到解决。这种现状让公司处在有争议的立场，值得注意：尖端科技可能非常有用，但会向你提供以前属于个人隐私的信息。在招聘时使用这类信息是否合法？如果未经求职者允许，以这类信息为参考是否符合道德伦理？




三、对于有关残疾的求职者隐私信息，公司面临何种考验？


《美国残疾人法案》明确将心理疾病和身体残疾一并列入其范畴，将有过相关疾病或损伤记录、或被认为有此类疾病或损伤，在主要生命活动中受到实质限制的人定义为残疾人。十多年前，美国平等就业委员会（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简称EEOC）颁布指导意见，表明精神病学文献中的人格障碍扩展列表可以被视为心理障碍，而ADA修正案则让个人在ADA的定义下宣称自己有残疾更为容易。如此一来，有社交障碍、注意力障碍和与他人交流困难的人都受到ADA保护。

除了有关残疾的新问题，技术进步还带来了有关尊重多样性的新困境。这种系统造成的学习偏见，特别是与种族和性别有关的此类偏见，已经在现实中引起了高度关注。例如亚马逊用于评估简历的自动人才搜索程序，被发现评估方式带有性别偏见后立即被弃用。为了减少这类偏见，开发者正在调整用于培训AI的数据，力求平等地代表所有群体。AI学习的信息量越大，消除潜在偏见的效果就越好。

总之，新技术可能已经跨过了公众属性和个人隐私、“特征”和“状态”之间的界线，而且完全有理由相信，将来这个趋势会愈演愈烈。运用AI、大数据、社交媒体和机器学习，公司将更多地接触有关求职者个人生活、私人特征、隐私难题和心理状态的信息。本文提到的许多有关个人隐私的新问题并没有简单的答案，但我们相信这些问题值得公众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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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管理

三招提升“文化流畅度”

简·玄（Jane Hyun，音）

道格·科南特（Doug Conant）| 文




道格作为新任CEO
 走访Campbell墨西哥工厂时，开了一场员工会议。他以一贯诚恳而莽撞的方式，催促员工与自己坦诚交流。这项工作进展并不顺利。员工显然很不自在，而且觉得这次会议很失礼。随后道格得知，员工觉得在集体环境中与领导者公开交流是不对的。他向当地管理者道歉，表示自己对当地员工缺乏了解。这是他早期在文化流畅度的问题上获得的教训，这个教训让他变得虚心谨慎。领导者的文化流畅度，对于建立信赖至关重要，且时常影响财务表现。建立长期的跨文化关系，可以促进创新，帮助员工跳出原本的框架自由思考。要提升效率和创新能力，避免会导致“群体思维”（这会限制公司触及全球客户群的能力）的均一性，文化流畅度必不可少。

那么，为什么许多企业领导者并不具备这一技能呢？通常情况下，领导者希望提升文化流畅度，但不知道如何将这一良好意愿付诸实践。管理者很难找到自己的盲区，要纠正自己身上发现的问题则更难。比起设法了解其他文化群体对特定互动的看法，管理者更倾向于从自己文化的视角审视商业环境中的互动和沟通。其他时候，对效率的追求、对错误的回避或对政治不正确的担忧，使得人们忽略了文化差异。这样的短视可能造成断裂，让员工和管理者都感到沮丧，无法把工作做到最好。

领导者要想让员工发挥最大价值，必须学习如何让全体员工充分发挥才能，而不是只顾及与自己文化背景相近的员工。以下是培养文化流畅度的几条建议：

反思：评估自己目前的水平，并向专业人士寻求建议

自行评估能力缺失的部分是很困难的，因为人有盲区。换句话说，你无法管理自己无法评估的东西。可以让外部专业人士评估你个人和组织的文化流畅度。根据我们在跨国企业开展为期数年的大项目的经验，最为准确、可靠、可观的评估方法是“跨文化发展清单”（Intercultural Development Inventory，简称IDI）——这种方法经过严格的验证，有实验支持，个人可用于评估自己担当领导职务时的文化能力。此法基于发展模式，不仅评估你的文化能力，还可以找到培养领导力所需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提供未来学习指南。

找到自己可以提升的空间后，就要考虑与既可以满足自己核心需求又能提供客观指导的外部人士合作。也许你应当首先留意调整战略吸引不同文化背景的新客户，也许应该先注意学习如何鼓励不同文化背景的团队，或者该先验证自己有关他人行为意图的假设——性格往往由文化塑造，了解员工行为的背景很重要。

例如，道格向本文另一位作者、全球领导力战略分析师简寻求建议，了解自己的行为如何反映了自己出身的文化。他了解到，自己的视角深受身为美国男性的价值观体系影响。他一直从自己对“尊重他人”的理解出发去理解所在场景，并未深入了解过沟通对象对自己行为的感受。

有目的地行动：以好奇和开放的心态学习新的管理方式

对于在其他文化中长大的人，你的管理风格可能不奏效，或者被认为是不适当的。身为领导者，你必须主动调整自己对待他人的方式，不要预设其他人一定能适应你的风格。

如果你的公司总部在一个国家，被派到另一个地方去带领跨文化团队做项目，考虑一下第一次见到当地员工时如何表现，并做好准备迎接对自己“默认管理模式”的质疑。问问自己：项目开始时如何获取每位团队成员的反馈？第一次会议后采取何种询问方式最有效？对于总部和其他国家的员工，这个方法同样适用。

思考一下，要帮助每位团队成员自如地发表意见，你可以做出哪些调整。“敞开大门政策”是鼓励沟通的好方法，但对于第一次接触的团队，这个方法可能不太够——不是每个人都愿意走进你办公室的门。另一种策略是多听少说。开会时等别人说完再开始陈述自己的观点，在电话会议中提出问题后允许大家沉默。这样做可以帮助你观察不同团队成员的沟通方式。

最后，如果你碰到不理解的东西，要开口问，不要擅自揣测。你会发现，这样做在最初的几次会议中会花更多时间，但长期而言有所回报。必须为信赖奠定基础，有助于团队成员克服将来出现的矛盾。

道格的经历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后来他逐渐发现，来自不同文化（美国国内以及国外）的人会将他的热情态度理解为无礼。于是，他开始研究在与不同文化背景的同事相处时如何调整自己的行为。数年后，道格的全球团队敬业分数大大提升，证明他在领导力上的文化流畅度显著提升。不过即使如此，这个过程仍在继续，需要持续不断地反思和学习。

实践：出现冲突时不要评判

如果你与一名团队成员由于文化差异而发生冲突，最好以面对面交谈的形式消除误会。与对方安排一次一对一面谈，事先问自己这些问题——这样有助于暂时消除可能影响你态度的文化信念和偏见：

一、这个人可能是怎么想的？考虑对方的感受和顾虑。尝试了解员工的出生地，以及可能涉及的文化背景。这样可以帮助你找到解决方案。

二、我怎样与他们更好地建立联系？思考如何开创一个让员工觉得可以畅所欲言的环境。事先咨询具备相关知识的导师，商讨最佳途径，可能会有所帮助。

在与对方面谈时，注意倾听对方，采用非评判性的态度，不要批评。表明自己想与其共同寻找解决方案、让整个团队得以提升的意愿。举例来说，如果你注意到对方对于当着你的面发表意见有所顾虑，你可以说：“我们单独会面时你的想法棒极了。下次我们准备与团队分享一些东西，我可以给你一个机会，展示你的工作成果。”

你还应该乐于调整自己的管理风格。向团队成员寻求反馈会有所帮助。采取什么行动，或做出什么改变，能让他们全心投入工作？你和团队成员要互相给出反馈、接受反馈，设法与对方建立积极的关系。

要记住，文化流畅度同其他领导能力一样可以锻炼，但不可一蹴而就。如果想在多文化环境下赢得员工的支持和投入，请务必保持谦逊，积极了解多文化视角，主动调整自己的沟通方式。唯其如此，方能发挥文化多样性为组织带来的强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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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玄
 是Hyun & Associates公司创始人兼总裁，全球领导力战略分析师。她曾为多名《财富》500强公司领导者提供建议，打造高绩效多样化团队。她是《差异化管理新手册》（Flex/The New Playbook for Managing Across Differences）作者之一，著有《打破竹子天花板》（Breaking the Bamboo Ceiling）。道格·科南特
 是ConantLeadership创始人兼CEO，CECP董事会主席，Campbell Soup Company前CEO，Avon前董事会主席，著有《纽约时报》畅销书《触点：瞬间打造强大领导力连接》（Touchpoints: Creating Powerful Leadership Connections in the Smallest of Mo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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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

网络工具能否

帮助员工提升复原力？

艾利森·威廉斯（Allison Williams）

阿卡恰·帕克斯（Acacia Parks）

阿什利·维兰斯（Ashley Whillans）| 文



今天你的工作很不顺利。展示没做好；上司狠狠批评了你的表现；同事晋升到了你渴望的职位；最严重的一项，几个同事计划下班后一起出去，没有邀请你。

这样一天下来，人人都会觉得糟糕透了。帮助你从这段经历中学习、第二天再重返工作的正是复原力。复原力，即接受个人和职业上的挫折并从中恢复的能力，逐渐被认为是影响工作表现的一大关键因素。缺乏复原力的人，会被糟糕的一天严重打击，个人价值感、工作热情和表现都会降低。在前不久的一项研究中，我们分析了能否应用一个简单的网络工具为员工培养复原力的案例。我们发现，与不使用该工具的员工相比，每周使用几次的员工复原力有显著的提升。



复原力是职场成功的重要因素

复原力对于有焦虑和抑郁症状的员工尤其重要，因为日常压力源会让他们的状况恶化。每年受焦虑症影响的人数据估计为1570万，美国20%以上的员工称出现过抑郁症状，因此，公司迫切需要培养员工复原力。研究表明，公司每年由于抑郁员工效率低下而损失32天，成本高达每年440亿美元。具体来讲，拥有1000名员工的公司里可能有200个人抑郁，每年因此失去总共6400天的效率。这样说来，一项针对487家公司的调查中75%的公司表示“压力”是头号职场健康问题，便也不足为奇了。

于是有了复原力培训。虽然复原力培训成功率很高，但可能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复原力培训指导员工应对逆境并摆脱其影响，降低焦虑和抑郁水平，有效提升员工工作表现、幸福感和社会功能。复原力培训还可以改善与压力荷尔蒙皮质醇有关的身体健康指标，如心率、血压和胆固醇等。

尽管职场对复原力相关干预的需求不断增长，但还有各种各样的障碍，限制其实际应用。复原力培训往往需要导师亲自引导，后勤和财务等问题也使其很难扩大规模。只有1/10的公司提供内部压力管理项目，如复原力培训。而这类项目的员工参与率也较低，原因有很多，如员工可能会产生抗拒感，以为被视作在工作中需要帮助。



能否简化复原力培训？

我们猜测，网络复原力培训工具也许可以去除这些障碍，帮助苦恼的员工提升复原力。为此，我们针对美国591位Happify（本文作者中的两位供职的网络平台，提供消除压力的训练）用户开展了一项研究。研究中所有参与者都表示，在Happify网站上注册时，自己正在情感或职场上经历痛苦。我们请参与者每周使用平台2到3次，持续8周，并通过乐观感、压力感和积极情感等指标评估他们在此期间复原力的变化。

用户在平台上的主要活动集中在五个领域：正念、感恩、设定目标、原谅和自我同情。为确保引起复原力改变的是网络平台，我们随机抽取一部分员工作为对照组，让他们访问网络上通常能找到的心理健康与幸福感相关内容，还设置了另一组什么都不做的员工。

8周后我们发现，有严重感情和职场压力问题、每周使用网络平台2到3次的员工，复原力提升25%，接近其他两组员工的两倍。

此外，这种提升效果在压力最大（要求获取最大量的治疗资源）的员工身上更为明显。这些实验与其他研究成果还表明，复原力培训对压力较小的人群同样有效。此类项目有益于所有员工，免得他们被压力压垮。

这些研究发现表明，一度被认为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金钱的复原力培训，现在可以通过网络项目和工具在几周内完成。但培训效果会持续多久，还需要进一步研究确认。

对公司而言，这意味着可向员工提供可负担、高效率且有弹性的复原力培训，更符合员工需求，让员工可根据自己的情况灵活参与，而且消除了职场中参与培训项目可能引来他人评判的担忧。网络复原力项目还可以提供多种语言支持，跨国公司的多元全球团队亦可使用。在现有的员工福利项目中加入压力管理和复原力培训，可以更好地提升工作满意度。



[image: ]



艾利森·威廉斯
 是Happify研究员，负责管理数据分析，拥有明尼苏达大学心理学博士学位。阿卡恰·帕克斯
 是科技初创公司Happify首席科学家，致力于将提升幸福感的前沿科研成果运用于大型企业、健康保险和消费者。她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师从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研究幸福心理学，获得心理学博士学位，研究涵盖了身心健康的各个领域，包括苦恼的消费者、有压力的员工、慢性病患者、抑郁及/或焦虑患者。阿什利·维兰斯
 是哈佛商学院谈判、组织和市场部门助理教授，研究关注时间、金钱与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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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战复盘 HOW I DID IT



TRAEGER CEO：清除有毒文化

TRAEGER’S CEO ON CLEANING UP A TOXIC CULTURE

杰里米·安德鲁斯（Jeremy Andrus） | 文

王晨 | 译 蒋荟蓉 | 校 李全伟 | 编辑




面对缺乏信任、拒绝协作的公司文化，Traeger新任CEO从零开始构建新的文化。






20
 14年10月的一天早上，我刚把车停进公司的停车场，发现周围全是消防车。这是户外烧烤用具制造商Traeger在美国俄勒冈州的总部，我当时刚就任CEO不久。前一天我宣布了一个重大消息：Traeger将会关闭仓库、取消货运业务，全部外包给UPS。这一举措具有战略意义，公司也为受影响的几十位员工提供了丰厚的离职补偿和就业支持。但显然有人无法接受。下车后，我被告知公司的一辆大卡车起火。我们不知道这是谁做的，但无疑是纵火。

我进公司召集高管团队，讨论如何应对。其中一位高管的新闻推送里说，亚拉巴马州一家公司当天早上发生枪击，心怀不满的员工枪杀几名同事。这让我们考虑Traeger的情况有没有可能变得更糟。大约一小时后，一位老员工探头进来说：“有传言说今天会出大事。”我知道自己必须站出来对团队讲话，而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情让我紧张。这是我第一次在工作中感觉人身安全受威胁。

当员工在公司纵火，或打算聚众闹事，没有现成的案例研究告诉你该怎么应对。不幸的是，这些极端事件之下还有更大的问题：我们这家公司早已形成一种有毒文化，表现为员工之间缺乏信任、态度消极，且顽固地拒绝协作。作为新任CEO，我已经花了几个月时间寻找解决办法。这天的卡车纵火事件是一个转折点：我们必须清除原有的公司文化，从零开始构建新的文化。



创业的诱惑

我成为Traeger CEO的过程相当曲折。和很多人一样，我20多岁的时候也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大学毕业后我做了3年管理咨询，虽然学到很多，但我并不热爱这份工作。之后我做了半年股票交易，那是我做过的压力最大、最刺激的工作。我还帮过一家公司建酒店。然后我去哈佛商学院读书。但2002年我毕业时，正是科网泡沫破裂后的衰退期，对我感兴趣的只有管理咨询公司和地产开发商，因为我只有这两方面的工作经历。我知道自己想做别的事情。

在父母家的地下室住了几个月后，我搬到达拉斯，成为一家冷冻饮品公司的合伙人。这是我第一次找到理想的工作状态。前一分钟我可能在仓库里操纵叉车，后一分钟在跟银行谈条件，接着又会向经销商推销产品。我喜欢接触到公司的各个部分。这段经历使我确信，创业会让我最快乐。

几年后，有人介绍我认识瑞克·阿尔登（Rick Alden）。他做了一家叫Skullcandy的公司，当时规模很小，年销售额只有50万美元（只是把扬声器嵌入滑雪头盔，还没有做耳机）。2005年我成为Skullcandy的运营副总裁。公司成长极其迅速，我感觉自己总是慢半拍，但我学到非常多。瑞克无法筹得外部投资，所以我们用非常少的钱打造了这个品牌。我在Skullcandy工作8年，最终成为CEO，把年营收做到3亿美元，并成功上市。我最后发现自己并不特别喜欢管理一家上市公司。我们要应付很多做空者；而且回过头看，我们的规模太小，并不适合上市。2013年年初我离开Skullcandy，与一家PE公司合作，寻找一家可以收购并自己管理的小公司。



品牌的魔力

我看了40个或50个标的，认真研究了其中10个。我对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品牌最感兴趣。我小时候，我爸做的是品牌管理工作，我一直觉得自己是做大众消费品的料。我喜欢揣度消费者的心理，想要打造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品牌和产品。我考虑过一家全天然糖果制造商，还差点就定下一家高端料理机制造商。我的关注重点始终是自己能否带领标的公司显著增长。

我很早就拿到了Traeger的资料，当时是2013年春天。这家公司有26年历史，做的是自主开发并受专利保护的木屑烤架。但我此前从未听说过这家公司，也不知道这个品类。公司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的背景下，当时人们开始寻找燃油炉具的替代品。木屑火炉成为流行的家庭取暖设备，其原理是电机驱动的螺旋钻将木屑填入燃烧室。80年代初，在俄勒冈做取暖设备生意的乔·特雷格（Joe Traeger），开始尝试将这项技术用于户外烧烤。由于使用恒温器来控制温度，木屑烤架尤其适合在稳定温度下熏烤肉类。再来说我的收购。和对方电话沟通了30分钟后，我觉得不太合适。后院烧烤似乎不是一个特别有趣的行业，竞争十分激烈，我不觉得所谓专利工艺能带来什么优势。挂上电话，我就没再考虑这家公司。

几个月后，介绍Traeger的PE公司又给我打电话，说已经入股并与现任CEO合伙，但效果不好，于是想从外部找人来领导公司。当时我已经花了10个月寻找目标，有点失去耐心，所以这次听得仔细一些。PE公司的研究更为深入：最新数据显示，Traeger品牌的净推荐值高得爆表，购买Traeger烤架的人会到处跟人聊，推荐朋友购买。这个品牌似乎有些魔力，现有顾客远没有穷尽其增长潜力。这引起了我的兴趣。

我们商定了公司架构，我成为少数股东和CEO。我前往俄勒冈公司总部，但当我开始了解那里的文化，我怀疑自己做了错误的决定。



愤怒的客户

第一次到访，我主要关注两件事：扩大销售的潜力，以及原有管理团队的质量。我看到了很大改进空间。直到2010年，公司还在自己生产，这在战略上意义不大；不过近来开始把生产外包给中国工厂。2013年，公司还保留自己的仓库和物流团队，甚至还有卡车和全职司机，而大多数竞争对手都采用外包。员工共有240人，其中120人在俄勒冈总部，30人在犹他州的销售部门，还有90名佣金制销售员分散在全国各地。我当时和家人住在犹他办公室附近，因此开始往返于这边和俄勒冈总部。

我很快就感到公司文化有问题。PE公司和我都持有少数股权，而多数股东是一位连续创业家，住在佛罗里达州。当时他掌控这家公司已经8年，我是这8年中的第8位CEO，而前7位都已经离开。后来我知道，员工背地里用西班牙语叫我“老八”（Ocho），他们觉得我待不长。这种态度也反映在员工的行为中。我要数据的时候，他们会忽略我的要求。一次去总部，我问CFO能否见面。尽管我是他的上司，他却说抽不出时间（最后给了我30分钟）。当我请一些人共同做一个项目，他们会直接拒绝。

虽然大股东不担任管理职位，但他一天到晚在公司找各层级的员工谈话，所以大家把他当作管事的。这位老板创造出一种恐惧文化，每个人都怕他，而他很享受。我最近重读了上任最初3个月和他的往来邮件，对自己表现出的冷静克制很自豪。这个人强势而有暴力倾向，他的气质也影响到了公司其他人。

我需要引入更好的管理团队，于是请来了在Skullcandy比较熟的几位高管。但这无意中让文化问题更为严重，造成了对立局面：一边是我和新管理团队，另一边是大股东和老员工。

解决文化问题的第一个步骤是请走大股东。2014年6月20日，在我加入公司5个月后，PE公司和我收购了大股东的全部股份。这是一个重要时刻，现在我们每年都庆祝这一天——Traeger独立日。

解决股权问题后，我们开始着眼于其他事项。我刚进入Traeger时，公司的年营收规模是7000万美元，而管理体系和流程简单得让人吃惊。我们的仓库设施落后、规模不足，连现有出货量都无法容纳，更不用说支持我们希望寻求的增长。在分析财务状况的过程中，我们意识到渠道管理存在很大问题。我们在网上直接把产品卖给消费者，但也通过Ace Hardware等零售商和家居连锁卖场出售。我们发现，如果消费者直接购买，价格通常有很大折扣，甚至低于我们给零售商的价格。这当然让零售商很不满，因为我们说服他们进货，然后又和他们进行价格战。第一次参加展销活动后，我发现自己胸口出现一道瘀伤：因为我们的定价问题和糟糕的服务，零售商纷纷过来打我。

回到总部，我花了很多时间和公司级别最高的30或40个人开会，想看看他们是否愿意改变。我们做了一次公司文化方面的调查，收集定量数据和匿名反馈。我们确定了新的公司使命和五项核心价值观，但开始向员工传达后，并没有什么效果。很多员工都长年在公司工作（有些甚至是第二代），基本没有改变行为方式的动力。我3/4的时间不在总部这点也不太有利：只要我一离开，员工就开始随性而为。有一段时间我考虑和家人搬到俄勒冈，但不确定这能否解决问题。



重建文化

卡车纵火事件后的几天中，我终于想清楚了：应对有毒文化的唯一方式就是重启。我们决定把总部搬到犹他。大多数新高管和我都住在犹他，利用我的人脉和声誉，我知道自己可以打造强大团队。离开俄勒冈时，我们也会抛下那些阻碍我们建立更积极、更注重协作的公司文化的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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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文化变革的同时，Traeger重振营销，在社交媒体上打造品牌粉丝和达人社区。上图是公司Instagram账号。





我们用了一个半月左右秘密制定计划，然后向所有人公布。这样做的成本很高：我们要向被辞退的员工支付补偿金；还向一些核心员工发放奖金，请他们在我们搭建新总部期间留在俄勒冈继续工作。虽然很高兴可以彻底重建文化，我们也担心传统的丧失。这种规模的公司通常已经形成某种“部落知识”，很多事情不会明确落在纸面上，员工凭默契完成工作。这种知识很难转移，尤其是当人们因为失去工作而不满的时候。

我心里其实有点后悔采取如此激进的行动。但我越想越觉得，如果不这么做，就几乎不可能改变那种消极态度根深蒂固的文化。从零开始创立公司的一个优势是，你可以从零开始打造文化。虽然Traeger已经成立30年，搬到犹他也会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决定邀请哪些员工前往犹他。当时，在关闭仓库和取消货运业务后，我们在俄勒冈还有约90名员工。我们评估了每个人的能力和文化契合度，并把他们分为文化领导者、中立、文化破坏者三类。如果是文化破坏者（有很多），那么无论能力多强，我们都不会要。你可能觉得文化破坏者很好识别，但其实不是。我还记得财务部门的一个人，他给我的印象是积极热情。但他离开公司时与外部HR公司做了离职面谈，我要来记录，才震惊地发现他是如此心胸狭窄和消极。

如果员工属于中立，且某方面能力很强、难以替代，我们会邀请他。只有少数几个人是文化领导者，我们也都邀请了。90名员工中，我们只想带12或15个人到新总部去，其中五六个人最终成行。我们想要的人大多只在公司工作了几年，他们积极发展技能，渴望提升，也能同时胜任不同角色。工作年限较长的员工适应性不够，而且受消极文化的影响太深。我们觉得这有点像免疫隔离：必须确保没人污染我们想要创建的新的文化。



忠于品牌的空间

2015年9月，犹他总部正式投入使用，我们在2016年年初正式告别了留在俄勒冈的最后一名员工。搬迁后，我们雇用了很多新员工，目前全球已有450名员工。每名新员工都会经过我的面试。我不看重履历，而想了解他们如何看待冒险，以及想要培养哪些技能。我努力让公司在招聘时进行严格的文化筛选，因为我们想找到已经在实践公司价值观的员工。

我们的办公环境在新的公司文化中非常重要。我们与建筑师共同努力，打造一个反映品牌气质的空间。这是一个活力满满、有户外感的空间，家具由回收木料制成。会议室的命名体现了公司的历史：其中一个叫“修道院”（Abbey），因为在Traeger最初建立的地方曾有一座修道院。

公司有很多可以做饭和慢慢吃饭的好地方，因为我们认为公司的品牌关乎烹调和食物，而不是烤架的材料或工艺。每周一早上，我们都为全公司人准备早餐，周二到周五每天中午一起准备午餐。和同事一起做饭，是我们相互表达关心的方式。我们的办公空间设计同样体现出这一点。

自从我加入Traeger以来，我们为改变公司文化还做了很多事情，包括彻底调整战略、营销和产品线。我们在社交媒体上和线下都建立了社区，邀请品牌粉丝和社交达人参与进来。我相信，公司完成的文化转变是驱动业绩增长的重要因素。Traeger取得了巨大增长，仅仅5年销售额就从7000万美元增至近4亿美元。这一变化不仅体现在我们的财务报表中，更体现在总部的氛围中。我们的零售商伙伴也感觉到了。这点很重要，因为他们帮助我们教育消费者，宣传木屑烤架相对燃气炉或炭烤的优势。所有这一切，都源自我最初被这家公司吸引的原因：只要用上木屑烤架，人们就不会再用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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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幸福值

TIME POOR AND UNHAPPY

艾什莉·维兰斯（Ashley Whill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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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所以感到时间紧迫，是因为不知道如何重视时间。以下是打破这一思维惯性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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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的时间

TIME FOR HAPPINESS

作者是艾什莉·维兰斯




为何追求金钱不能带来快乐——以及究竟什么能给你快乐。






亚当（真实故事，名字为化名）是名优秀员工。他接到一个很好的项目，觉得自己会因此升职加薪。接下这个项目似乎是固定流程的一环：努力工作，完成任务，获得加薪。他知道自己必须为新项目加班，周末也要花时间工作，所以必然会牺牲和年轻妻子相处的机会。他清楚，这个项目不仅时间紧迫，管理难度和外界期望都很大。但他也知道，最终他会获得回报，并设法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




可他并没有获得回报。尽管他的项目成功了，但获得晋升和加薪的是另一个项目的同事——当然对方也实至名归。亚当因表现出色得到了口头表扬，之后继续高效运营自己的项目，但他并不开心。晚上，他在堵车时翻来覆去地想这件事，计算自己为这个项目耗费了多长时间，但得到了什么？他不禁感到自己浪费——或应该说失去了宝贵的时间。

亚当并没有错，但研究表明，即便成功升职加薪，他也会感到不满。不论我们的付出得到什么结果，我们都会感到时间越来越紧迫。我们觉得，自己为之努力并应当带来幸福的成就往往并没有给我们幸福，因为无论如何与亲友相处或自己独处的时间是追不回来了。

大量证据说明，美国人拥有充足时间的感觉，即“时间宽裕感”，已经创历史新低。我和团队分析盖洛普集团对250万美国人的调查，发现80%的调查对象每天都没有时间做完自己想做的事。这种情况极其严重，甚至可以形容为“时间荒”。这是种集体性文化失衡；我们已经无法有效管理我们的宝贵资源——时间。

时间匮乏出现在各阶层中，其影响极为深远。研究表明，感到时间匮乏的人幸福感更低，焦虑、抑郁和压力水平更高。他们感受到的快乐更少，不常笑，锻炼少，身体也不太健康。他们工作效率降低，离婚的可能性更高。我和团队在分析盖洛普调查数据时甚至发现，相比失业，时间压力对幸福感的负面影响更大。

从更广泛的层面来看，时间匮乏直接导致公司每年生产力成本高达数十亿美元，次级成本则是这个数字的好几倍。公共卫生官员将时间匮乏列为导致肥胖人口增加的最直接原因之一。研究人员估计，每年时间压力导致的医疗成本高达480亿美元。

讽刺的是，尽管人们普遍认为现在的工作时间更长，但数据显示，多数人拥有的自由支配时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我们为何还会感到如此缺乏时间呢？

答案似乎是金钱。和亚当一样，多数人都陷入了花时间挣钱的陷阱，因为我们觉得从长远来看，金钱会让我们更幸福。

这种想法太陈旧了。实际上，研究一再表明，最幸福的人用金钱买时间。我和同事对世界各地近十万的在职成人进行了纵向的实验性、相关性研究。我们一再发现，愿意为获得更多空闲时间而舍弃金钱（比如工作时间更少或将不喜欢的任务外包）的人，拥有更融洽的社会关系、更满意的事业和更多快乐；总之，他们的生活更幸福。

如果你今年要下定一个决心，那应该是如何基于时间做决策，而非金钱。这不容易——整个世界乃至我们的大脑都被“金钱至上”的观念操纵了——但可以做到。我将在本文中分享一些可以立即实行的有效策略。




作者

艾什莉·维兰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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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什莉·维兰斯事业生涯之初是名演员。她最出名的角色可能是热门电影《朱诺》中的“白眼女孩”，但很快她的角色就发生转变：她不再给观众带来欢笑，而是开始研究人们为何而笑。

维兰斯现在是哈佛商学院的助理教授。她的研究关注时间规划、幸福和金钱之间复杂的联系，并经常得到《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的关注。她专攻时间和金钱，这并不奇怪；如她所讲，早在孩童时期，她就懂得精心规划自己的时间，写下长长的待办事项清单，她认为，这种对时间的痴迷帮助她渡过了艰难时期：读研时她手头很紧，工作超负荷——她要一边写论文，一边筹办婚礼。维兰斯希望她的研究发现可以帮助更多人逃出极其诱人的金钱陷阱，不要以牺牲时间为代价逐利。她说：“我们很难改变思维模式。但一旦我们做到了，在每时、每天，甚至一生中都会感到更幸福。”





为何我们重视金钱甚于时间

就当前的时间荒问题而言，最容易想到的原因是，我们在工作和日常杂务上花的时间更多了。但鲜有证据支持这一观点。一些权威的时间日志法研究表明，过去50年里，美国男性每周休闲时间增加了6到9个小时，女性每周休闲时间多了4到8个小时。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数据，1950年，美国人每周平均工作37.8个小时，2017年则为34.2个小时。

然而，证据指向了另一个导致时间匮乏的因素：财富和经济不安全感。在对来自欧洲、亚太和北美洲多元文化背景的中高收入人群的调查中，挣钱更多的人表示感到了更大的时间压力。比如对3万多澳大利亚受访者的调查显示，时间压力与收入呈正相关，而收入与工作时间呈正相关不能解释这一结果。考虑到更富有的人有能力雇用保洁员、乘坐出租车而非公共交通工具等因素，他们更缺乏时间似乎有悖常理。

但如果你读过商品理论，就会觉得这在常理之中；根据该理论，资源一旦被珍视，就会变得稀缺。因此，我们付出时间后获得的回报越多，就越珍视时间，也越痛惜时间的损失。

经济不安全感（不论实际财富状况如何）还可能让人产生更严重的时间匮乏感。原因在于，如果人们不确定未来是否还会做同一份工作或挣到同样的薪酬，就可能将挣更多钱作为首要目标，并愿意为此牺牲更多时间。

尽管财富和时间宽裕成反比，但多数人还在努力挣更多钱。在本团队的研究中，只有48%的调查对象称，他们宁愿有更多时间，而非更多金钱。即便在时间最匮乏的群体（有全职工作和年幼子女的人）中，大多数人依然有同样的偏好。极其富有的人也不是总会为时间放弃金钱。

在我们调查的818名百万富翁中，将近一半的人称，他们不会花钱将不喜欢的任务交给其他人。此外，当我们问98名在职成人，如何用40美元的意外之财尽可能获得最大幸福感时，只有两个人表示，他们会花钱节省时间。当我们问300名处在恋爱关系中的成人，如何用40美元尽可能让伴侣获得最大幸福感时，只有三个人称，他们会用这笔钱为伴侣换取更多时间。

并非人们想不出节省时间的方法：研究显示，99%的调查对象都能说出一项他们想要花钱让别人做的杂事。但另外几项研究表明，只有17%的调查对象真正这么做了。也并非人们想不到更愿意去做的事：多数人都能说出他们有时间就愿意做的事，比如培养爱好，只不过很少人花钱买下做这些事的时间。

时间匮乏且不幸福，解决这个问题的难点不在经济层面，而在心理层面：我们错误地以为，财富会提高生活水平。即使是净资产高达1000万美元的人，也认为只有财富大幅度增长，才能更加幸福。

例如，研究表明，员工在考虑接受什么工作时，总会高估现金奖励和工资的价值。他们认为，薪酬、保险和其他类似退休计划的经济福利将决定工作满意度。他们还会低估弹性工作时间的价值。

我和团队在分析Glassdoor对42721名员工的调研反馈时发现，社会经验、休假机会等非现金福利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比金钱更大。在同等条件下，慷慨的育儿假、弹性时间和病假等福利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比年薪增加6万美元（在平均年薪为4.8万美元的基础上）更大。即便在控制收入、年龄、性别、教育、行业、雇主类型、公司规模和公司收入因素后，以上发现依然成立。

研究表明，一旦人们挣到的钱足够满足基本需求，额外的钱不一定会带来更大幸福感。但我们的选择一次又一次违背了这一真理。



为何我们应重视时间甚于金钱

需要注意的是，有些人，特别是难以维持生计，或对未来经济情况感到茫然的人，选择金钱而放弃时间的话，往往会感到更幸福。但有一点很明确：拥有更多财富的人要反思自己的优先选项了。

为了解哪些人会感到幸福，以及他们对时间和金钱的权衡取舍，我和团队给数千名调查对象看了以下两则个人简介（名字基本与调查对象性别保持一致）：


蒂娜
 认为时间
 比金钱重要。她愿意为获得更多时间而放弃金钱。比如蒂娜宁可少工作几个小时，少挣些钱，也不愿意多工作几个小时，多挣些钱。


玛吉
 认为金钱
 比时间重要。她愿意为挣更多钱而牺牲时间。比如玛吉宁愿多工作几个小时，多挣些钱，也不愿少工作几个小时，有更多时间。



之后，我们问调查对象，他们最像这两人中的哪个人。只要知道他们的答案，我们就能预测他们会做出怎样的决定，比如是选择中途停留时间较长的廉价航班，还是价格更高的直飞航班；是选择家政保洁代金券，还是现金奖励。

我们还了解到，像蒂娜这种更重视时间的人往往年纪较大、工作时间更少、更可能从事志愿工作，也尽更多公民义务。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满分为十分的幸福感评测中，得分比其他人高出约0.5。这一差距大概是人们婚后幸福感提升数值（平均值）的一半。

从以上研究和其他很多研究中，我们都可以确定：


时间带来幸福感。
 蒂娜这种人的幸福感更高，这无法用收入、教育、年龄、婚姻状况、在家生活子女的数量，或每周工作时间来解释。拉开差距的真正原因是他们普遍更重视时间。

我和同事通过调查6000多名居住在荷兰、丹麦、美国和加拿大的在职成人，发现花钱购买省时服务的人更满意自己的生活。购买这类服务帮助他们应对压力，减少待办清单带来的压迫感。即便花钱免除的只是一件小事，他们也会轻松好多。


时间丰富社交。
 我和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伊丽莎白·邓恩（Elizabeth Dunn）开展的三个研究中，重视时间甚于金钱的调查对象和同伴有更多交流。研究显示，他们和新同伴交流的时间比更看重金钱的人多出18%。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多项研究都表明，即使是短暂的互动，也能对减轻压力和提升幸福感起到意想不到的重要作用。

另一项对近四万美国人的研究中，部分调查对象在周六或周日购买节省时间的服务。相比没有购买的人，他们和亲友交流的时间多出约半小时，并因此获得更大幸福感。购买省时服务的人感到更幸福，不仅是因为社交时间多，更是因为他们在社交中获得了更多快乐。

在对处于恋爱状态的4300名美国人进行的九项研究中，我和同事发现，重视时间甚于金钱有助于拉近夫妻之间的关系。花钱购买省时服务的调查对象有更多优质社交时间，从人际交往中获得更大满足感。夫妻在压力大的时候会更受益于购买省时服务（如叫外卖），而非体验式购物（如需要更多规划、决策、行程更长的外出就餐）。购买省时服务甚至还避免了不体贴伴侣引起的一些不快。换句话说，购买家政保洁服务对你婚姻的益处和学习倾听对方心声一样大！


关注时间，成就回报更大的事业。
 重视时间的人更可能追求他们热爱的事业。我和伊丽莎白·邓恩在另一研究中发现，看重时间的大学毕业生更可能选择提供内在报酬的工作，并在一年后幸福感大幅度提升。这也不代表他们工作的时间更短。如果人们真正享受自己的工作并因此感到更幸福，压力带来的负面影响会更小，他们的工作效率和创造力会提升，也不太可能辞职。



为何如此艰难

如果解决时间匮乏的方法如此简单——只须选择更多时间，为什么我们还会感到焦虑不安呢？

我是研究幸福的学者。我本应知道，我不能为了工作和挣钱，牺牲所有闲暇时间。但我觉得我必须随时待命，否则就达不到工作要求。所以我在通勤、健身、海边度假甚至草原观光时，都在发邮件或打电话。经常有人看到我在健身房更衣室里对着笔记本电脑不停打字。我承认，我在自己的婚宴上还工作了一个半小时——不少人都看到了。

通过多年来对人们在时间和金钱之间取舍的研究，我发现，时间规划不合理的并非只我一人。人很难做出更好的规划。不重视时间可能是我们的天性。

我们之所以盲目追求财富，原因有很多，但可分为以下两大类：


行为因素。
 金钱比时间更有吸引力的观念，源于几个认知偏见。比如美国人认为忙碌代表更高的地位。对自我重要感的追求给了我们强大动力，但可能损害我们的最大利益。

我的研究表明，相比花钱买物质产品，人们对花钱买时间感到更愧疚。我们花钱雇别人完成自己不喜欢的任务时，会觉得自己很懒。为避免这种内疚感，我们就选择不外包。

此外，我们会高估享受一次体验所需的时间，导致零碎的空闲时间得不到有效利用，最终白白浪费掉。花五分钟和同事闲谈，或20分钟在椭圆机上锻炼，往往会对情绪有超出预期的改善。

最后，我们都受到所谓“未来时间宽裕感”的困扰；或者说，我们会以为未来能够拥有比现在更多的时间。因此，我们决定现在牺牲一些时间，留待以后享受。当然，到了未来，我们并不会有更多时间，只不过在重复同一个错误。


组织因素。
 HR部门可能认为，员工在时间和金钱之间的选择和本部门没有多少关系，但大量研究表明，组织因素决定了员工对时间的看法，可能加重员工的心理压力，削弱其社会联系和幸福感。

通过数十年的研究，我们得到很多洞见，比如财务激励会促使员工更卖力工作。但现在我们也了解到，财务激励会让员工痴迷金钱。纽约大学教授朱莉亚·胡尔（Julia Hur）在六个研究中都发现，受佣金激励的员工对金钱的渴望更强烈，愿意为更多薪酬埋头苦干。他们的自我意识更强烈，也不太愿意为慈善事业捐款——这表明他们开始避免参加有助于增强幸福感的活动了。

基于这一研究，我、朱莉亚和我的学生爱丽丝·李允（Alice Lee-Yoon）分析了一组公开可用的数据，观察绩效激励政策会如何改变工作之外的认知。我们发现，受佣金激励的员工和亲友交流的时间少很多，和客户同事交流的时间则多很多。不管员工工作时间多长，在什么行业，结果都一样。

我们进行的其他研究不仅支持上述发现，还揭示了同一现象：受佣金激励的员工更愿意花时间发展职场人脉，而非与亲友建立亲密关系，因为他们认为工作关系更“有意义”，对个人发展更“有帮助”。但这些员工在发展职场人脉时并不会感到更开心。不论薪酬水平和职业类型如何，他们都表示跟朋友相处更快乐。但他们很少花时间这样做。

如果公司政策诱导员工关注时间的经济价值，时间压力会随之而来。小时工更容易将时间等同于金钱，不愿浪费时间，希望节省时间并利用时间挣钱。伯克利教授戴纳·卡尼（Dana Carney）和斯坦福教授杰夫·费弗（Jeff Pfeffer）曾在实验中发现，仅要求员工计算每小时工资，就会大幅提高他们的皮质醇水平，而这种激素与压力相关。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安德森商学院教授桑福德·德沃（Sanford DeVoe）和他带过的研究生朱利安·豪斯（Julian House）发现，要求调查对象计算自身时间的经济价值，会加重其烦躁情绪，让他们很难享受休闲时间，主动帮助他人的意愿也会降低。我和伊丽莎白·邓恩则在另一研究中发现，如果调查对象被要求计算自身时间价值，就不太可能为保护环境留出时间（即便很短）回收垃圾。



如何开始

尽管你本人及所在组织都可能诱使你选择金钱而非时间，但有些日常行动可以帮助你改变思维模式。以下策略不仅简单易行，还能缓解时间匮乏感，并帮助你夺回时间控制权。




1.个人活动



规划未来时间。
 就闲暇时间而言，初步数据表明，人们对自发性抱有“天然偏见”：我们就是不希望自己的闲暇时间都被安排得满满当当。所以我们可能不对周末做任何安排，结果浪费了大量时间。但如果做好规划，不被动地消磨时间，我们会感到更幸福。




长期主义

我们还应该考虑，关于金钱和时间的决定会对幸福感会产生哪些深远影响。从长期来看，选择每周工作80个小时的高薪工作，对我们的人际关系和幸福感会有极其负面的影响。我的数据表明，以金钱（而非时间）为导向选择职业道路的大学生在毕业一两年后，幸福感急剧降低。长此以往，这种重大人生决策的负面影响会越加严重。

你非常需要考虑之后五到十年里，你将实现的其他目标（不仅限于挣钱）。你准备生养孩子吗？如果有此打算，你可能要更多地选择时间，而非金钱，尽可能减少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冲突。你的价值观也会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发生变化。我的数据显示，随着年龄的增长，生命里剩下的时间越来越少，人们自然会开始在决策时看重时间，而非金钱。其他研究人员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开始关注更有意义的经历，而非挣更多钱。






主动娱乐。
 志愿工作、社交、锻炼等个人追求可以让你面目一新。我们的研究表明，主动娱乐缓解时间压力，效果比被动娱乐（如看电视或纯粹放松）好得多。我和马斯特里赫特大学的保罗·斯密茨（Paul Smeets）教授、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的雷内·贝克尔斯（Rene Bekkers）教授以及哈佛商学院的迈克尔·诺顿（Michael Norton）教授在荷兰调研时，将百万富翁与平均净资产为3.75万美元的人做对比，发现百万富翁更幸福，原因不仅仅是他们更有钱。这些人每天多花半个小时进行主动娱乐活动，少花40分钟进行被动娱乐活动。


延长吃饭时间。
 近期我和巴黎科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罗曼·卡达里奥（Romain Cadario）调查了1.2万名法国和美国成人的饮食习惯，发现法国人在吃饭上花的时间要多得多。美国人花更多时间选择食物，而非真正享受食物。因为法国人花更多时间品尝美食，所以从吃饭中获得更大满足感，而这会缓解他们的压力。


结识新朋友和帮助他人。
 虽然和不认识的人搭讪很难，但可极大提升幸福感。志愿工作不仅能带来更大幸福感，还能增强时间宽裕感。这乍听起来有些奇怪，因为志愿工作占用了你的时间，但付出时间的行为会让你感到对时间有更大掌控力。


花更多时间体验震撼。
 震撼是我们看到宏大壮阔图景，比如观赏太平洋全景时，产生的积极情绪。震撼强化我们的时间宽裕感，这也解释了为何风景观光、热带旅行，或仅仅仰望天空几分钟都能让我们感到心旷神怡。


花更多时间旅行。
 这太好理解了，但美国人对假期的利用尤其不足。这可能跟我们的观念有关：我们认为不上班或有充足休假时间代表地位低下，大人物都忙到没有时间休假。但我和我的学生汉妮·柯林斯（Hanne Collins）的初步研究表明，休假时间更长的员工对生活的满意度更高。控制了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和当前工作时长等变量后，结果依然没有变化。但15%的员工称在过去一年中全年无休
 ，只有40%的人休满所有带薪假期。




时间、金钱、特权和愧疚

用金钱换时间不是有钱人才做的事吗？并不一定。当然，勉强糊口或财务紧张的人可能很少考虑这种问题。但发达国家的很大一部分人都有可观的自由支配收入。更重要的是，我和团队通过多个研究发现，只需用40美元换取更多时间，幸福感就能增强（比用这些钱买东西获得的幸福感更多）。比如2017年，美国平均每人花1110美元（每天约3美元）买咖啡，只要两周不喝咖啡，他们就能通过TaskRabbit购买大概一小时的家政保洁服务。

即便如此，很多人仍将购买这种服务和特权联系起来，并感到愧疚。寻求他人帮助也会让我们不安，即便已经付了钱了！我的数据表明，如果我们将不喜欢的任务外包，就会觉得给自己雇用的人增加负担，虽然这就是他们的本职工作。我们也不希望其他人知道自己购买了清洁和烹饪等日常服务，这会显得我们好像管不好自己的事。然而，我的数据还表明，当我们找到获得更多时间的简单方法时，幸福感和生产力都会提升。

如果你仍对购买时间感到愧疚，那试着要求他人把时间当作礼物一样赠给你。

另一方面，若你正在为别人挑礼物，记住：相比送省钱的礼物，送给别人节省时间的礼物更贴心，也更合对方心意。注意：如果节省时间的礼物让对方留意到，你的伴侣做的杂务一直都比你多，反而会适得其反。如果省时的礼物正好帮对方处理不喜欢的工作场景或杂务，会更合对方心意。举例来说，假如对方喜欢熨衣服，对节省时间的干洗服务就不会太感兴趣，不喜欢洗衣服的人才更想得到这类服务。

在我们的研究中，收入最少的人会从偶尔几次节省时间的消费中获得最大幸福感。我们认为，这是因为勉强维持生计的人可能比富裕阶层要花更长时间通勤、打多份工和等待。和传统观念相悖的是，省时消费也许对处在或低于贫困线的人特别有益。

如果我还没有让你相信购买时间不仅是富人才做的事，那么这里还有更多证据：我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安德森商学院的柯林·韦斯特（Colin West）合作，对肯尼亚内罗毕的基贝拉地区进行大型调研。基贝拉是世界上最大、最贫困的贫民窟，这里的女性每周花40个小时做杂务和其他无偿劳动。每周手洗衣服和看着衣服晾干（以防衣服被偷）就要花掉十个小时。但即便在这个女性平均日收入为五美元的贫民窟中，省时服务的市场依然存在。女性有时会付钱请其他人洗衣服或带衣服去当地自助洗衣店。她们还会花钱雇别人去买菜，节省去市场来回的时间。我们这项调研在测试基贝拉女性收到哪种礼物时更快乐、效率更高，是省时服务（烹饪和洗衣）代金券，还是非省时物品（烹调原料）代金券。我们认为，省时代金券最有效。这一假设契合上述观点，即时间匮乏往往伴随着物质贫乏。

但政策制定者经常会低估面向穷人的省时服务价值。我和柯林问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公共政策项目的一组学生（40人），最能改善女性福利的，是节省职场女性时间的援助计划，还是为职场女性提供现金的计划。这些有志成为政策制定者的学生中，只有10%的人认为省时计划的效果会最好。

另外，零工经济市场对工人的待遇，是否足以促使消费者购买这类服务？关于这一点也是争议不断。虽然我的研究并非针对这类伦理问题展开，但的确发现一些证据证明，客户对服务提供者的待遇很敏感。如果消费者相信提供者享受工作并得到了好处，就不会对雇用他们这件事感到太愧疚，也更可能选择购买时间。另一实验表明，如果省时服务的广告强调这项服务给提供者带来的好处，而非对消费者的好处，就能吸引更多消费者点击观看。这表明，若公司为服务提供者提供良好工作条件和有竞争力的薪资，就能获得更多商机。






2.购买时间


多数人在考虑如何用钱增强幸福感时，都会想到花钱购买类似夏威夷旅行这样的积极体验。但我们同样有必要思考如何消除每天的消极体验。我的研究表明，这件事实践起来并不简单，但以下建议可供你参考。

将杂务外包。在共享经济中，消费者可通过Angie’s List、Rent the Runway Unlimited以及TaskRabbit等公司，以适当价格将不喜欢的任务外包。如今你可以雇人帮你遛狗、组装家具、挑选衣服、开车送孩子去参加体育锻炼、整理房间，甚至排队买票。但很多人都觉得这种服务很奢侈，负担不起，所以很难迈出这一步。实际上，花钱购买省时服务，比如购物、保洁和洗衣，可以缓解压力，增强幸福感——对收入低的人来说亦如此。（详见边栏“时间、金钱、特权和愧疚”）但要注意：我正在进行的研究表明，过度外包会让人感到时间失控，满足感随之降低。


清楚你具体想放手哪项任务。
 我们一般只讨厌杂务的某些方面，并非完全不享受这项任务。我和伊丽莎白·邓恩用智能手机应用程序Joy展开的新研究发现，相比外卖服务，消费者从Blue Apron和HelloFresh等食材订购服务中获得的满足感会更多。我们猜测，这是因为多数人喜欢烹饪；他们只是懒得去想做什么吃，然后到店铺购买适量食材。因此我们回到一个更广泛的议题：将你最不喜欢的任务和任务中某些部分外包。这样你就能花更多时间做你喜欢的那部分日常杂务了。


少做性价对比。
 寻找最高性价比所花的时间往往比你省下的钱更有价值。为了更便宜的汽油，开车去更远的地方，或为了找到同一件衣服的最低价格，逛多家店铺——这些都不值得。你也不必总要预订到最平价的旅游票。经停航班会耗费大量时间，特别是在错过转机时间或飞机延误的时候，而你往往只能省下很少钱。换个思路，价格并非唯一需要考虑的因素。用金钱换更多时间不失为良策。


购买优质时间。
 将杂务外包后，你就可以用空出来的时间做最可能提升幸福感的事，比如陪伴亲友。别一有时间就躺在沙发上。每次打开钱包时，问问自己：这次消费会改进我对时间的使用吗？如果答案是不会，你可能要再想想究竟买不买了。




3.工作活动


尽管工作中似乎很难争取到时间，但你可以通过多种方法改变日常职场生活，进而获得自我时间。


买回通勤时间。
 假设你每周乘坐一次公共交通工具或优步（Uber），那么这段时间里不要坐着不动。做一些娱乐活动（比如阅读），或者处理工作，这样你可以提前离开办公室，有更多时间陪伴亲友。即便每周只花一小时，一年下来也是不少时间了。


要求有更多时间。
 工作日程紧张是造成时间匮乏的主要原因之一。一个简单但有效的解决方案是，要求恢复正常日程。但根据我和哈佛商学院博士生尹在元（Jaewon Yoon，音译）、俄亥俄州立大学菲舍尔商学院教授格兰特·唐纳利（Grant Donnelly）对数千名员工和管理者开展的十项研究，员工在有时间压力时，即便他们可以商议延迟截止日期，也并不会提出这个要求。员工（尤其是女性）会担心，如果要求宽延时间，就会被贴上能力差、不够上进的标签——但我们的数据表明，事实并非总如此，而且员工会高估自己可能给管理者留下的负面印象。

如果员工感到时间紧迫又不能要求有更多喘息空间时，交付的成果可能就算不上理想，自己感到不满意，也让上司失望（这是员工极力想要避免的）。这种结果说明，如果你可以商议调整截止日期，而且确有此需求，就应当要求宽延时间。你的上司可能会毫不吝啬地给你更多时间。更重要的是，延期后你就有机会给上司留下好印象了。如果你是管理者，想想怎样帮助下属争取足够时间（不必担心被苛责），从而发挥出最佳水准。


学习说不，但不要用时间当借口。
 为对抗时间压力，你可能开始想要拒绝工作和生活中的要求，甚至更想以“太忙了”为借口婉拒他人。但和时间有关的借口有很高社交成本。我和格兰特·唐纳利、哈佛商学院博士生安妮·威尔森（Anne Wilson）、哈佛商学院的迈克尔·诺顿教授的新研究发现，以没时间为借口的人不那么讨人喜欢或值得信任。因为人们普遍认为，时间是个人可控的。（每个人每天都有24个小时，对吧？）我们的研究表明，如果你以和金钱有关的借口，或根本不用任何借口拒绝别人的要求，得到的回应会更友善一些。若你真的没有时间，那么说清楚你是受到个人不可控制的因素影响，比如家庭义务或计划外的旅行。



雇主如何提供帮助

如果HR部门帮助员工更智慧地利用时间，向未来雇员证明公司会加强时间宽裕感，就有很大机会提高人才招募和保留率。


用时间奖励雇员，而非金钱。
 我的研究以及其他多项研究都表明，雇主能从这一策略中获益，因为员工在适当休息后参与度、创造力和效率都会提升。但员工往往不会休满所有假期；在时间和物质奖励之间做选择时，多数员工都倾向于后者。

最近我得到来自207家公司超过20万名美国员工的数据。这些公司都有绩效认可计划，其中37%的组织允许员工将奖励积分兑换成家政保洁等省时服务。只有3.2%的员工会这样做，而67%的员工兑换的是实物，比如亚马逊上的图书。（此外，16.5%的人兑换体验，13.3%的人将积分捐给慈善机构。）

限制员工选择可能会有帮助。在斯坦福大学研究人员进行的试点研究中，医生得到的奖励只能是省时服务的代金券。和没有得到代金券的医生相比，收到代金券的医生表示工作和生活更平衡，辞职意愿也较低。所以，如果组织想充分利用节省时间的奖励，或许应该不给员工其他选择。


将时间奖励换算成金钱。
 另一策略是迎合金钱至上的思维模式，把节省时间伪装成财务奖励。硅谷某HR主管表示，“要鼓励求职者申请工资较低、假期较长的工作，就必须给他们看整体薪酬计划，不仅包括工资，还有医疗、育儿、公共交通补贴、假期、病假等福利，然后计算总价值。这样员工就会知道自己真正得到了多少。”

以金钱衡量非现金奖励，能否提高员工对公司的兴趣？对此，我和同事就3000多美国人进行了8次研究。不出所料，当求职者要在年薪十万美元带两周假期的工作，和年薪九万美元带三周假期的工作（其他条件都一致）之间做选择时，大多数人（75%）都选择了薪酬更高的工作。但如果两个选择不变，而将假期换算成金钱，选择更高薪酬的员工比例降到了50%。

在另一研究中，求职者要在两份年薪同为十万美元的工作中选择。其中A工作有四项福利，B工作只有三项福利。不出所料，对照组中超过80%的调查对象选择了A工作。但在只标出B工作福利的金钱价值后，一半人会选择报酬相当但福利更少的B工作！（注意：起薪较低的工作即便强调时间福利的金钱价值，也不会有任何竞争力——这一发现和其他研究结果一致。）

将时间换算成金钱，是极其关键的人才招募策略，因为上述研究都显示，标出福利的金钱价值可给组织树立良好形象：求职者表示，他们会认为这些雇主真正关心员工，也更注重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公司还能享受到另一好处：提升多样性。女性往往认为自己可以争取到有权势的工作，只是并不太感兴趣。标出金钱价值这种简单又毫无成本的干预措施，有助于公司塑造对家庭友好的形象，进而吸引更多女性申请本公司职位。



...

近20年前，哈佛商学院教授莱斯利·珀洛（Leslie Perlow）普及了“时间荒”这一概念。自那以后，我们了解到大量和时间匮乏心理相关的知识。现在我们所有人应该将这些认知付诸实践了。正如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 ）和院长尼丁·诺利亚（Nitin Nohria）近期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的文章中所言，“领导者最缺少的资源是时间，时间规划意义重大。”在我看来，决定我们做出最有效时间规划的因素之一是，我们眼中这些时间相对于金钱的价值。

你很难给时间标价——它太容易被消耗、挥霍和失去了。但时间得到的关注远比金钱少。很少人会对自己意外得来的一小段时间精打细算。我们每天都计较在一杯咖啡上浪费了多少钱，以及这些钱加起来又会有多少损失；但我们也应关心自己浪费了多少时间，以及这些时间加起来本可以带来多少快乐。此外，很少人会筹划未来如何获得一大段时间，在那期间投入有意义的项目中，或享受家庭假期。

今年我们一起下定决心，像对待金钱和工作一样细心对待时间吧。在你花下一分钱之前，想想这次消费是否能优化你的时间规划。在做下一个工作决定前，想想自己陪伴家人的时长和幸福感会受到哪些影响。提醒自己：未来不会有更多时间。真的没有！

作为管理者，你要想清楚在绩效奖励和激励方面，你给了员工哪些信号。问问自己，你是否鼓励员工开口要求延缓项目交付期限、堵在路上的时间少一些、少浪费时间去搭乘非直达的便宜航班、缓解压力并提高生产率。多年来我收集到多个国家的数据显示，你的幸福健康以及所在组织的良好运行，可能取决于你每天所做（以及帮助员工做）的权衡取舍。

尽管将经济收入放在第一位推动了经济增长，但这是有代价的。从员工到管理者，我们所有人都应该考虑为更多优质时间放弃金钱。时间是宝贵资源。反思我们对时间的看法有助于回答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如何最大程度地提升个人及社会福祉——并帮助所有人逃脱日常生活的压力陷阱。





聚光灯 SPOTLIGHT




测试


你能发现隐藏的时间陷阱吗？

CAN YOU IDENTIFY THE HIDDEN TIME TRAPS?

作者是格蕾琴·加维特（Gretchen Gavett）和凯伦·普雷尔（Karen Player）




有些是捷径，有些是陷阱。通过以下测试，查看你是否知道两者之间的区别。






回
 家路上该停在哪家加油站？要买一双新鞋，还是用这些钱买洗衣服务？我们每天都在做数十个决定。有些需要花时间，似乎还很重要，其他则在瞬间做出。但很少人真正停下来思考，日常决定会如何损耗我们的时间和金钱，这些损耗又如何影响我们的幸福感。

哈佛商学院的艾什莉·维兰斯（Ashley Whillans）深度研究了这一课题。她在研究中创建的几个场景有助于我们了解，人们在不同生活场景中，对时间和金钱进行权衡取舍时，会有怎样的行为表现。

以下是研究中的五个场景，你在这些场景中分别会有怎样的表现？





场景1


你正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油箱快空了。你听到广播里正播放的廉价汽油广告；去这家加油站的话，你要多走十分钟的车程。但简单计算一下，你知道这样能节省五美元。




你要多走十分钟的车程去买A加油站的廉价汽油？

还是在本地的B加油站多花点钱，节省时间？






A加油站：

路途更远的廉价汽油



你为省钱放弃了时间，但实际上可能牺牲了幸福感。如果遇到堵车，多出的十分钟就会变成半小时，带来的压力在你回家很久后都无法缓解。记住：看似微不足道的小决定，能给当天更多事情造成消极影响。




B加油站：

距离更近的高价汽油



你重视时间甚于金钱。当然，花五美元也许只能节省十分钟时间，但这十分钟里，你不会遇到不可预测的交通堵塞。回到家时，你的压力会更小，能够以更好的状态和亲友相处。所以这五美元在当下看来似乎是一大笔钱，但花掉这些钱可能让你在之后有更多积极体验。







场景2


你得到40美元，可以用来给自己买一件东西或一次节省时间的服务。物品采购可以包括新鞋、家居用品或个人护理产品（如洗发水或面霜），省时消费包括乘坐出租车（而非公共汽车）、洗衣店服务或食品杂货送货上门服务。




你选择哪种消费方式？





购买个人物品


虽然每次用到这件物品都会让你感到快乐，但你使用时间的方式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举例来说，假如你买了一双实用且样式不错的新跑鞋，但生活其他方面依然忙碌且压力很大，那你可能会放弃锻炼，选择处理其他任务。新鞋最后只能放在衣柜里积灰尘了。




购买省时服务


最初购买这种服务需要一些时间和精力。但如果精心规划这段多出的空余时间，就可能把最初消耗的时间找回来。举例来说，如果你购买食品杂货的送货上门服务，就能省下去店铺的时间，并用这段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







场景3


你和伴侣正在决定下次约会做什么。过去一周非常忙碌，你们的公寓也是一片狼藉。你有两个选择：A选项是，和伴侣去高档餐厅吃晚饭，但会花掉你们一整周晚上外出娱乐的预算（100美元）。B选项是，和伴侣去一间不太高档的餐厅吃晚饭，花费较少（60美元），但这样可以花40美元雇几个小时的家政保洁员。




约会之夜，你会做出哪种选择？





A选项：



高档餐厅，不要保洁服务


如果人们在试着享受奢侈品或服务时，了解到之后等待自己的是不太有趣的任务（或在此之前一段时间承受了很大压力），就会感到愧疚。因此，为从这顿昂贵的晚餐中收获到最大幸福，你要确定已经考虑到之前和之后发生的事了。毕竟，如果你知道享用完美味牛排和葡萄酒后要去扫地板，就很难有心情享受美食了。




B选项：



不太高档的餐厅，有保洁服务


当然，这里的食物不是你吃过的最好的。但因为你不用去想吃完饭要做什么（或刚刚出门时家里一片狼藉的样子），所以可能更享受和伴侣共度的美好时光，回家后也不太可能为了谁去吸地而争吵。







场景4


你到了一座新城市，准备跟老朋友共进午餐。街对面有家你不熟悉的餐厅，从外面看好像很不错。你还看到一家有免费Wi-Fi的小咖啡馆，也许可以溜进去查看附近其他餐馆的顾客点评。




你会试试这家餐厅，还是用手机查找更好的餐厅？





我会试这家餐厅，不看手机


你没有为做出完美选择而耗尽时间和精力，所以能够和朋友进行更有质量的沟通。为做出最佳决策付出的努力，有时会让你忘记自己本来要做的事。




我会用手机查找餐厅


你在手机上花的时间越长，就可能变得越饿。见到朋友后，这种想要找到一家完美餐厅的心理压力（可能还伴有“饿怒症”）会妨碍你和对方有效沟通。为做出最佳决策付出的努力，有时会让你忘记自己本来要做的事。







场景5


你在咨询公司工作，为客户制定新营销策略。项目结束时，经理、客户和团队成员评估你的表现和贡献：工作质量和数量。

你可以从以下两种截然不同的薪酬支付方式中选择一种：第一，同行评审会对你的薪酬有巨大影响。你会因良好评价，在基本工资外另获得一大笔奖金，而这笔钱将占到你今年总收入的一半。

第二，同行评审对你的薪酬没有任何影响。你不会因良好评价而获得奖金，但每月得到固定工资。




你倾向于哪种付款方式？





基于同行评审的奖金


明确具体的目标会激励你向这个方向努力。但总想着得到奖金会让你过度关注经济回报。

这种心态会改变你与同事（你更可能视其为踏脚石）和你爱的人（你可能为了得到奖金，减少和他们相处的时间）互动的方式。所以你在选择要不要努力获取奖励时，先想想这样做是否值得你改变与亲友和同事相处的方式。




不取决于同行评审的固定工资


有时你会在放弃一笔数额可能不菲的奖金后后悔自己的决定。但你的选择会以其他方式得到补偿，特别是从工作和家庭生活中。过度关注经济回报会改变你与同事（你更可能视其为踏脚石）和你爱的人（你可能为了得到奖金，减少和亲友相处的时间）互动的方式。但如果你放弃奖金，选择固定工资，就不太可能视同事或亲人为拖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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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蕾琴·加维特
 是《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资深编辑。凯伦·普雷尔
 是《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多媒体设计副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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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时间管理我们

WHY MONEY MANAGES US


历史回顾。


作者是凯瑟琳·沃斯（Kathleen D. Vo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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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花大量时间考虑金钱。我们嘴上说的、心里想的都是钱，不知道有没有足够的钱满足自己眼前的需要。如果我们足够幸运，拥有一大笔钱，就会考虑买新车、新房子，或享受一次梦幻旅行。早在远古时期，金钱就是我们最重要的工具。但金钱不同于多数工具——仅仅是想到钱，都会给我们的行为造成负面影响，让我们变得更看重自己的感情、欲望、目标，而非与人相处和帮助他人。金钱制造了个人主义动机和人际交往动力之间的矛盾。

为何金钱对我们如此重要？为了解其中原因，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其前身：交易。早期人类和尼安德特人共同生存了大概5000年。从生物学角度来说，尼安德特人应更有优势——他们先来到地球上，身材更魁梧，大脑更发达。那么我们的人类祖先如何实现了反超呢？他们之间的交易比尼安德特人更频繁，距离也更远，并因此获得更多、种类更丰富的资源，生存几率也得以提升。人类学家有时用“经济人”（homo economicus）这个词称呼早期人类，突出他们与众不同的特质。

金钱的出现让交易更加便捷。举例来说，假如你有橙子，想要一头奶牛，但所有有奶牛的人都不想要橙子，你怎么办？你很难找到一个恰恰有你所需，也想要购买你所有的人。现在考虑一下时间的作用：你要交易的物品容易变质吗（比如牛奶）？有时间限制吗（比如奶牛到了一定岁数产奶量就下降了）？现在考虑汇率因素。如果你有橙子，想要奶牛，这就算不上公平交易——你也不能为了更公平有效的交易，将奶牛分成多份。金钱作为价值的载体，解决了上述问题。人们可以为长期发展存储价值，进而做出规划。因为金钱的出现，我们成为了现在的人类——既有好处也有坏处，就我所知。

我的研究关注我们对金钱的使用和认知方式。我和同事在实验中要求一组受试者完成和金钱相关的任务，而另一组完成类似的任务，但和金钱无关。比如有些人对一叠现金的价值更感兴趣，其他人看到纸上印着的数字更兴奋。本实验和其他类似研究都发现，人们在想到钱时，主要会有两种影响。第一种普遍比较正面：他们更倾向于独立完成任务，拒绝在遇到难题时得到帮助；他们会更出色、努力和坚持不懈地完成工作。从组织和社会角度来看，这都是好现象。我们的第二个发现则暴露了黑暗面：相比没有想过钱的人，被激发金钱意识的受试者更不愿分享、帮助他人，同理心也较低。这些行为并不符合社会道德体系的规则。

我们还在孩童身上发现这些行为。在对三到六岁儿童的实验中，我们给他们两种选择：硬币和纸币，纽扣和纸，然后让他们做帮助他人的事（比如将蜡笔交给一个成年人），或完成认知任务（比如走出迷宫或解出谜题）。选择钱的孩子不太乐于助人，但他们做任务时聪明又勤奋，比如他们会坚持挑战难题和找到走出迷宫的正确道路。

考虑到金钱有积极的影响，我在近期研究中调查了能否减轻其负面影响。我和同事研究了多组对彼此关怀备至的受试者。其中一个实验针对的是情侣，另一个关注来自集体主义社会（印度）的人。我们在这两个实验中发现了熟悉的类似效果：受试者在被激发金钱意识后，对彼此不像之前那样善良、友爱和大方。就金钱影响我们的方式而言，这些结果并不那么鼓舞人心。

这就将我们带回了那个终极问题：为何人如此在乎金钱？部分原因在于，金钱深植于人类进化历程中，和物种的延续有直接关系——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何金钱在我们心中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金钱还在继续对人类行为产生巨大影响，已经不限于政府对硬币和纸币价值的象征性支持。我们使用和认知金钱的方式一直都在发生改变——想想信用卡、Venmo和比特币，我们需要继续研究其对人际关系的影响。金钱塑造了我们，但也可能加速我们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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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瑟琳·沃斯
 是明尼苏达州大学杰出麦克奈特校级教授，兼营销系Land O’Lakes讲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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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时间标价

ACCOUNTING FOR TIME


以金钱衡量时间的最新研究。


作者是艾什莉·维兰斯和汉妮·柯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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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得出的结论很明确：重视时间甚于金钱的人，幸福感和工作效率更高。可是，要把思维方式转为“时间至上”很难。部分原因是我们的大脑回路构造，还有一部分是因为我们不知该如何衡量时间的价值。多赚一万美元很好懂，但多出半小时时间的价值可不好算。

不过现在变得容易点了。我们针对时间和幸福感的一些研究，致力于为时间和因之而来的幸福感赋予有形价值。我们希望能让大家在面临时间与金钱的两难抉择时意识到，放弃金钱选择时间，并不是一种损失。

我们用金钱评估幸福感。换言之，将积极利用闲暇时间能够产生的幸福感，换算为家庭年收入增长带来的幸福感。

时间与幸福感并非直接换算为金钱。首先要在美国在职成人中取样，询问他们的收入、幸福感以及如何度过闲暇时间（注意：在职成人讨厌回答问卷调查问题），收集答案进行统计分析，对比收入和时间利用方式对幸福感的影响。

这个过程也不精确。我们的数据足够精确，但并没有精确到没必要的程度。比如某项活动价值1139美元就有点太具体了，所以我们用的是大致数字。另外我们还关注平均值，所以这些数据不一定在所有情境下对所有人都成立。最后，幸福感提升程度会随着收入不同而有差异。令人吃惊的是，花钱买时间对于收入较低的人群效果最好。年收入5万美元的人，花钱换时间带来的幸福感等同于年收入增加4万美元。年收入超过12.5万美元的人，买时间获得的幸福感相当于年收入增加1.6万美元——这个数字依然很可观。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想大幅度提升幸福感，就应该花钱把时间买回来。

以下是我们计算时间价值的几个早期案例。


把重视金钱的思维转为看重时间，
 幸福感提升的程度相当于年收入增加2200美元。值得一提的是，仅仅只是换个思路，别的什么都不做，行为上没有任何改变，幸福感就会有这样的提升。这种效果可能是因为，人们不再过度关注金钱和如何挣更多钱，所以压力有所减轻。


专心享用食物，
 是一种能够带来幸福感的行为。美国人用来选择食物的时间比其他文化背景的人更多，但不太享受用餐时间，花在吃饭上的时间也比较少。这一点与法国人形成鲜明对比，后者每天用心品尝美食，而且更开心。吃什么、在哪里吃、跟谁一起吃——少花些时间纠结这些有关用餐的选择，多花时间跟别人一起吃饭，带来的幸福感相当于3600美元。


处在亲密关系中的人共度时光，
 可以带来物质无法取代的益处。伴侣之间会互赠礼物表达自己的爱。把共同度过的时间作为礼物，花钱买时间，比如保洁服务或代驾（这样他们可以在通勤路上一起做点别的，比如工作，这样还可以缩短工作时间），两人关系会更融洽。这类礼物能够带来的幸福感远超过实物。我们的计算显示，这样提升的幸福感相当于4000美元。


花钱将自己不喜欢做的家务杂事外包出去，
 似乎是一种挥霍，但在这方面投资其实是值得的。这样做可以带来的幸福感，相当于年收入增加1.8万美元。

我们来算一算。假如你的年收入是4.8万美元，讨厌购物，每周花100美元请人替你买好东西送到家，一年下来是5200美元，占你收入的11%。这种做法乍一看似乎不合理，不过想想生活满意度的提升，顿时就很合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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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忘了，假如每周购物要花两小时，一年下来就省了104小时，超过4天时间，可以用来做别的事。

花钱外包杂务之前，要先确定你不愿做的是哪些事。有人喜欢做饭，但讨厌做饭前的准备工作，这种情况下购买食材套装就是很好的投资。有些人喜欢打扫房间，那么花钱请保洁就没有意义。扫地机器人不一定能让所有人都获得幸福。


性价对比
 通常不值得花费那么多时间。想想看，为了省点油费就绕远路去价格便宜的加油站，为了少花几美元多走几家商店。

或者想象一下这个场景：你希望每周有几天在咖啡店办公，两家咖啡店距离你住的地方一样近。一家店让你孤零零地坐着，在这里办公的咖啡和甜点花费是每周20美元；在另一家店，你会认识店里的员工，跟他们聊天，但每周要花60美元。你会选择哪家店？

乍看之下第一家店似乎是更理想的选择，因为可以完成更多工作，花的钱也比较少。可是工作效率并不等同于幸福感。在第二家店完成的工作可能少一点，但获得的幸福感大概相当于58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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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
 在友好咖啡店完成的工作只有在安静咖啡店的一半，但你的幸福感更高，长期来看效率必然更高。

度假是时间误用的重灾区。我们针对美国在职成人的调查发现，每年有8天休假的人里75%没有休满假，其中40%没有休满8天，31%没有休满4天。

假如有人把钞票堆在桌子上，告诉我们可以取用，我们一定不会走开。不休假就相当于放弃了这笔钱。我们可以享有休闲时间，明知这样会让我们快乐，却轻易放弃了。

我们的研究样本中休假平均天数是9天。根据分析，每年多休假8天，相当于年收入增加4400美元。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些时间是属于自己的！只须妥善利用休假时间，即使是年收入10万美元的人，幸福感也会有显著提升。


家人和朋友
 对于幸福感十分重要。从整天工作、不见亲友的极端状态转为每天都与家人朋友见面，幸福感提升程度相当于家庭年收入增加10.8万美元。

这种情况是理论假设。大多数人都会与家人朋友共度时光，很少有人整天不停地工作。不过这个算式可以让你了解时间的价值。如果只为了多挣两万美元就把大部分时间用来工作，你可能会如愿以偿，但因此获得的幸福感无法跟与亲友共度时光带来的幸福感比拟。与同事、客户在一起并不会提升幸福感，反而会导致幸福感降低。

我们还计算了其他活动带来的幸福感。更多休闲时间，用于看电视等被动娱乐活动时相当于1000美元，体育锻炼等主动活动则是1800美元。结婚与伴侣一同生活，幸福感提升相当于2.07万美元。一些活动会降低幸福感，等同于减薪。比如购物使幸福感减少1100美元，上课的影响与之相似（虽然上课在长期而言有好处）。兼职工作即使是在空闲时间而非工作日完成，也会让幸福感减少2900美元。

要接受这个概念可能很难，我们从来没有以这个角度考虑过时间。不过，像谨慎花钱一样谨慎花费时间，会为你和你爱的人带来巨大的幸福感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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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什莉·维兰斯
 是哈佛商学院助理教授。汉妮·柯林斯
 是哈佛商学院助理研究员。





聚光灯 SPOTLIGHT



像度假一样过周末

TREAT YOUR WEEKEND LIKE A VACATION


简单地换个思路，就能更幸福。


作者是卡西·霍姆斯（Cassie Mogilner Hol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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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点时间想一想，这周一你工作时感觉如何，是幸福而满足，还是焦虑不安、忧心忡忡？

从你的答案里，能看出你对待上个周末的方式。我们正在进行的研究表明，只需转换思维，把周末当作度假，就可以提升幸福感，而且不必像真的去度假一样，花费大量时间和金钱。

我与柯林·韦斯特、桑福德·德沃（Sanford DeVoe）一起，从若干研究中得出了这个结论。我们首先分析了盖洛普美国每日调查2014年至2016年间仅供订阅者使用的数据，观察外出度假对数十万美国人产生的影响。我们发现，重视度假的人明显幸福感更高，表现出的积极情绪较多，消极情绪较少，生活满意度更高。

问题在于，美国人实在不擅长好好度假。与欧洲人相比，美国人每周花在办公室的时间更长，休息时间更少。部分原因在于美国是唯一一个没有法定假期的工业化国家——1/4有工作的美国人完全没有带薪休假。但美国人有假也放着不休：每年不休带薪假的美国人超过50%。

这个现象引发我们的思考。多数美国人很少用带薪假日去度假，但大部分人每星期都拥有两天假日：周末。我们希望设法帮助人们利用没有工作的周末时间，获得休假能够带来的幸福感。

为此，我们开展实验，考察400多名在职美国人在2017年5月一个普通周末的活动。实验方法很简单：周末前的周五随机选择一半参与者，让他们把这个周末当作度假，让另一半像平时一样过周末，作为对照组。研究者只给出这样的简单指示，由参与者自行理解，在周末两天里任意活动。

到了周一，参与者回来工作，我们进行了后续研究，评估他们当前的幸福感（即积极情绪、消极情绪和满意度水平）。结果显示，将周末当作度假的参与者幸福感明显更高。控制参与者在周末消费的钱数，效果依然不变。因此我们得出结论，不必抽出额外时间，也不用多花钱，只要改变心境，把休息时间当作度假，就能提升周一回来工作时的幸福感。

这个结果似乎太好了，简直不像真的，于是我们在2018年1月一个普通的周末又一次开展研究，参与者超过500人。这次我们还评估了参与者在周末的幸福感、度过周末的具体方式以及心理状态。实验方法与之前相同：随机选择一般参与者，让他们把周末当作度假，另一半则被告知像平时一样过周末。结果跟之前一样，将周末当作度假的人，周一回来工作时幸福感更高，在周末的幸福感也更高。

把周末当作度假，为何能提升幸福感？“度假者”的行为会有所不同：较少料理家务和工作，与伴侣一同在床上呆的时间更长，吃得更多一点。不过，让幸福感提升的并不是这些行为上的改变。把休息时间当作度假，似乎让人们的心境有所改变。具体来讲，度假者更关注“当下”。

例如，分别来自对照组和度假组的两位女性，描述她们在周六上午做早餐的活动。第一位表示很有乐趣：“做松饼和肉汁当早餐，是我最喜欢的！”第二位则更进一步：“早晨我用薄饼叫醒了大家。度假的时候我就喜欢这样。我发现自己比平时更享受这个上午，可能是因为我专心活在当下。”这两位女性的体验中的差异很微妙，但十分重要。她们的活动大体相同，第二位对“当下”的重视，也就是她的心境，为周末和接下来的周一带来了幸福感。

心境变化为何会有如此之大的影响？研究表明，慢下来留意周围，关注自己正在做的事和身边的人，可以让你从自己的活动中获得更多乐趣。不纠结过去，不焦虑或幻想未来，专心关注现在，让你对目前的乐趣更加敏感，更好地品味目前的体验和生活。

即使工作任务或家务劳动让你无法完整地休息一个周末，将心境转为度假依然能够带来益处。你可以在周末（或者工作日）腾出一点时间，像度假一样凝神关注当下，也可以将度假心态运用到目前手头的任务上。慢下来，关注当下，获得更多乐趣。开车出去办事的时候放一些有动感的音乐，或者叠衣服的时候给自己倒杯酒。

要注意，度假的心情以及随之而来的幸福感，是因为从日常琐碎中暂时脱离，得以休息，因此这种活动本身不能成为日常活动的一部分。
 把每个周末或下班后的晚上都当作度假，可能会让这种活动在认知和情感上的影响打折扣。我们建议大家只在真正需要休息的时候给心灵放个假。

如果运用得当，这种方法能够让你享受度假的快乐，而且不用额外花费时间。我们的实验表明，休息的时候，心境比具体活动和花费的钱更重要。因此，在周末出差、足球练习和生日聚会的间隙，试着留意并欣赏自己拥有的时间。把这样的时间当作度假，让你得以休息，享受自己在球场上或者与亲人朋友共进晚餐的乐趣，之后也能够振奋精神面对一周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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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西·霍姆斯
 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安德森商学院营销与行为决策Bill Barnum教席副教授，研究幸福感，强调时间的作用。





对话 HBR-C DIALOGUE



亚投行行长金立群：

重在打造多元文化

齐心 | 文 李全伟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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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倡导建立的国际多边机构，亚投行坚持从全球吸引优秀人才，在多元文化中推动管理和机制创新，并将之融合于具体实践之中。






20
 16年1月16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简称亚投行，AIIB）正式开业，金立群担任行长。金立群曾经出任中国财政部副部长、亚行副行长、中投公司监事长、中金公司董事长等职务。三年多来，金立群一直致力于推动亚投行的高效运转，严格遵守“精干、廉洁、绿色”的原则，为亚洲的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注入了新活力。

相对于全球其他老牌国际多边机构，亚投行更年轻，也更精简。作为中国倡导建立的国际多边机构，亚投行坚持从全球吸引优秀人才，在多元文化中推动管理和机制创新，并将之融合于具体实践之中。近日，金立群接受《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专访，就亚投行人才战略、跨文化沟通、中国企业“出海”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HBR中文版：
 过去三年中，亚投行取得了哪些成果？



金立群：
 自2016年成立以来，亚投行从57个创始成员国发展到97个成员，后期还会有更多国家和经济体申请加入。这说明亚投行在过去三年中树立了良好国际声誉，充分反映出创始国对亚投行的决心和信心，也说明中国政府倡导的这一举措是得到广泛支持的。

这些数字的背后，也反映出亚投行具备作为具有21世纪治理水平的国际多边机构所应具备的条件。在亚投行内部，机构建设的总指导原则是“精干、廉洁、绿色”。由董事会批准管理部门准备各项重要政策，在这些政策指导下，工作人员可以全面开展工作。这一点充分地反映出亚投行筹建、成立及运作的过程都非常高效，实现了当初设想的目标。





HBR中文版：
 国际多边机构的人才战略非常重要，你们是新成立的机构，人才管理上有什么特色？



金立群：
 亚投行的人才具有全球化的特点，人员是面向全球招聘的，截至目前有200多人，来自44个国家和经济体。预计到2019年年底可以达到300人，可以说是既全球又精简。

作为一个国际机构，亚投行面向全球开放，招聘世界各地的优秀人才。我们在招聘时主要考虑以下方面：第一，让更多国家的人有机会来亚投行工作，这是很重要一个标准。第二，老、中、青结合。开始时我们喜欢招聘有经验、刚刚退休的金融从业者——称之为“年轻的退休人员”。因为大家身体都很好，60多岁的从业者可以带带年轻人。然后是离开学校拿到硕士博士以上学位，具有三四年工作经验的青年专业人员。这样形成老、中、青的三代结合。

再加上男女的平衡。我们还非常重视培养女性干部，包括局长、处长一级。2018年董事会批准了一种教育补贴津贴，目标是让更多国家的年轻女性可以更加安心地在中国工作。





HBR中文版：
 在招聘过程中，亚投行最看重人才的哪种素质？



金立群：
 我们招聘有三个重要考量。第一，申请者必须有一种贡献精神，有信心、有决心推动亚洲发展中国家的事业，为推动世界进步做出贡献的一种精神。

第二，要有很好的职业操守，能够坚持清正廉洁。因为我们工作涉及面很广，有采购、项目管理、资金管理等等，所有工作都不允许有任何违规、违法行为，绝对不允许腐败，所以员工的职业操守是亚投行非常看重的一点。

第三，所有员工能在多元文化环境中达成共识。每个人都要和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历史背景、不同宗教信仰、不同职业背景和不同年龄的人和睦相处。

亚投行的员工中很多都有国际机构工作经验，还有一些是从跨国公司加盟的，他们本身具备多元文化背景。所以，大家在亚投行工作能够很快适应这里的环境，达成共识，互相帮助，互相配合。





HBR中文版：
 你能不能就亚投行自身的实践，为我们分享一下跨文化沟通及管理的经验？



金立群：
 文化建设是亚投行非常重要的工作。亚投行从一开始就强调，要建设一个21世纪国际多边机构。我们强调的是多元文化，不是欧洲文化，也不是亚洲文化，而是国际多元文化。这一文化最重要的特点是创造一个良好工作环境，让大家求同存异、协同进步。面对出现的文化差异问题时，我们应该是问题的解决者，而不是麻烦制造者。

亚投行的员工来自44个国家，今后还会增加。工作中他们怎么加强沟通与配合？我认为纵向、横向的沟通非常重要。为此，亚投行设置了座谈会。每个月要举行一次纵向的座谈会。二是各个层级进行横向的座谈，副行长一级、局长一级，各个部门都会和员工进行坦诚对话。

在我召开的座谈会上，不同层级的员工都可以报名，在会上可以提出任何问题和任何要求。我会当面做出解答，也会和他们敞开谈，解释哪些是目前我们能做到的，哪些现在还不能做到。

通过这样我了解员工，特别是很多年轻员工的期待和困惑。他们到亚投行来工作，都有什么诉求？这些信息对于我管理这个机构非常有帮助，而且起了一个很好的沟通作用。大家感觉到互相之间没有隔阂，他们可以直接和行长交流。





HBR中文版：
 目前亚投行有35个项目正在落地。我们知道，亚投行不在其他国家设立代表处。所以，你们
 如何在精干和人员扩张之间实现平衡？


金立群：
 成立之前，我们一直在探索和总结国际上其他多边机构的经验。从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来，全球历史最悠久的国际机构也只有70多年的历史，更多国际多边机构只有20到30年的历史。

我一直强调，绝对要避免走已经被证明成本代价很高的老路。通过研究，我们认为要根据亚投行的特点有所创新。其中有两点机制创新非常突出：

第一，我们没有常驻执行董事会。董事会和管理部门职责分工非常明确，董事会审批政策战略，管理部门审批项目。从2019年开始，有相当一部分项目由行长直接批，董事会腾出更多精力研究大方向问题。这样不仅使我们节约成本，减少不必要的官僚体系，还能让职责更加分明。

第二，我们没有设立代表处。国际多边机构在各国设立代表处的成本是相当高的。如果这个代表处非常庞大，有可能在这个国家的贷款收入基本上都会被这个代表处消耗掉，净利润很难积累，难以支持业务持续发展，这样就会影响机构的财务可持续性。

所以我们想探索一个新的方式——即在总部成立一个客户关系和投资规划办公室。这个办公室主要业务是和借款国家保持定期联络，了解当地项目进展情况等。今后我们将通过在借款国当地招聘一些咨询专家，帮助我们做联络工作，或根据总部指令了解项目执行情况。它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较大规模的代表处，而是一个人数有限、效率很高的当地团队，目前我们正在探索这个模式。

事实上，当一个项目真正落地，并不需要很多人手驻扎在当地。因为现在是信息时代，我们应该更多通过现代信息手段解决这个问题。但当一个国家贷款达到相当大的数额时，我们是不是需要建立一个精干的代表处？我从来不排除这个可能性，但是现在还为时尚早。





HBR中文版：
 亚投行的员工非常勤奋和高效，你如何评价中国员工在其中的角色与工作？



金立群：
 中国员工大概占总体比例25%左右，他们与来自其他国家的专业人员一起工作。虽然亚投行是中国发起主导的一个机构，但是在工作人员比例上，我们还是希望让更多国家的专业人员有机会到这里来工作。

我曾反复强调，中国员工在亚投行中要起一个表率的作用。我说得很明白，如果违反这里的规章制度，我不会顾惜。如果迁就中国员工，怎么去管理其他国家的员工？应该说，我对中国员工的要求更高。

总的来说，我们的员工都非常勤奋和敬业，也很清廉。我每天早上7点钟来，很多人都已经开始办公了；我晚上回去，很多人还没有离开。更多人回到家吃了晚饭后还继续工作。因为我在晚上10点、11点、12点的时候，都还和他们有邮件往来，都会得到快速的回复。

当然，我们也希望大家注意劳逸结合，不要超负荷工作。另外我们还特别关心员工的家庭，希望他们能有更多时间和家人在一起，实现事业和家庭的平衡，这也是我们倡导的企业文化。





HBR中文版：
 在目前全球经济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下，你认为中国企业“出海”应该做好哪些准备？



金立群：
 我们很关心中国企业在全球和新兴市场的发展。但由于全球地缘政治变化和市场竞争的加剧，从2018年开始，中国企业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但中国企业都是从竞争中打拼出来的，抗压能力很强，所以我们对他们今后参与国际竞争和“一带一路”建设、参与亚投行基础设施项目，都很有信心。

我对中国企业近年来的进步感到非常欣慰。现在中国企业“出海”时，考虑问题更加周密和全面了。这也使得中国企业在国际上越来越得到其他国家的信赖和支持。这对他们下一步积极参与国际竞标是非常重要的。我也祝愿他们能够道路越走越宽，成绩越来越大，抗风险能力越来越强。





HBR中文版：
 你认为他们还有哪些地方需要改变？



金立群：
 我强调两点：不求大，但求扎实；不追求数量，重质量。没有数量，当然是谈不上质量。但没有质量的数量，也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们一直强调，做一个项目一定要扎扎实实做好。每一个项目都要确保成功，不要追求突飞猛进的发展。往往突飞猛进就会留下很多问题，需要你回过头来收拾。

我了解中国企业在出海时的一些关注点，这些点和亚投行衡量项目投资的标准是一致的：

第一，重视环境问题。任何投资的项目都不能给当地环境带来任何问题。

第二，关心当地民众。很多企业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或者慈善项目，获得了当地民众的支持，让更多当地人感觉到中国企业的建设确实能给他们带来实惠。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

第三，要有一定的抗风险能力。中国企业“出海”时投资任何项目，一定要在事前做好充分的评估，评估可能会出现的各种问题，充分考虑可能的各种风险，做到知己知彼、未雨绸缪。比如，当一家中国企业在收购一家矿山企业时，有没有考虑到采矿技术上的难度？运输加工条件具备吗？在全球产业链上处于哪个环节？当地法律规定和劳工关系？甚至是一些风土民情，都是需要考虑的。中国企业在世界各地投资时一定要问自己：当暴风雨来临的时候，自己能不能应对？当项目开展下去，对于自身的财务风险是多少？对于项目发起人来说有何风险？

只有对所有的问题有预案，中国企业的“出海”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遇到惊涛骇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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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心
 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新媒体高级编辑。





特写 Feature 人力资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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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员工渴望获得再培训——企业需要抓住这个机会，将之变为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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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问题


企业领导者们试图在持续颠覆的环境中打造员工队伍的同时，对于自己的雇员无法——或是不愿——适应即将发生的巨变感到担心。企业如何找到具备他们所需技能的员工？




研究发现


哈佛商学院和波士顿咨询公司的亨德森智库对全球上万名企业领导者和职员进行了调查，发现两者观点存在重要差异：雇员对于变化的适应意愿及能力超出雇主所认为的水平。




解决办法


这一差异代表着机会。公司需要开始转变思路，将员工视为人才和能源的储备资源，通过提供明智的在职技能培训和职业发展渠道，充分利用这一资源。






面对经济迅速发展过程中的起伏动荡，员工是否有能力适应生存下来，许多管理者对此几乎毫无信心。




“在即将消失岗位上工作着的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将要发生的事情。”某顶级德国银行的一名策略主管最近这样告诉我们，“我手下呼叫中心的员工既没能力，也不愿意做出改变。”

我们在调查了全球上千名企业雇员后发现，这类想法十分常见，但并不正确。2018年，为理解影响工作本质的各种因素，哈佛商学院的“未来工作管理项目”（Project on Managing the Future of Work）与波士顿咨询公司亨德森智库合作，在包括巴西、中国、法国、德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西班牙、瑞典、英国和美国在内的11个国家进行了一项调查，从每一个国家收集了来自1000名雇员的问卷反馈。这次调查我们只关注那些最容易受到形势变化影响的人群：低收入且拥有中等技能的就业者。

他们中大多数人的家庭收入水平低于各自所在国家的平均值，所有受访者读完中学后所接受的教育均不超过两年。之后，我们在巴西、中国、法国、德国、印度、日本、英国和美国这八个国家中的每个国家都调查了至少800名企业领导者（这些人与我们所调查的员工来自不同的企业）。我们总计收集了1.1万份员工问卷反馈和6500份企业领导者问卷反馈。

我们得出的结论十分有趣：这两组人对于未来的看法迥然不同。考虑到如今企业所面临变化的复杂性以及他们做出决策的速度，观点上的这种差异对于管理者和雇员而言，皆同样具有重大且深远的意义。

可想而知，企业领导者在努力领导未来员工并鼓舞他们士气的同时，会感到焦虑。在持续颠覆的大环境下，他们如何能够找到并聘请来拥有他们所需技能的员工？对于那些技能过时的雇员，他们该怎么办？一家跨国企业的CEO告诉我们，他深深被最后这个问题所困扰，甚至不得不求助于自己的牧师。

然而，企业员工并没有这种焦虑。相反，他们更多关注未来带给他们的机会和福利，而且他们表现出来的对于迎接转变以及学习新技能的渴望程度，超出了雇主对他们的评价。



差异的本质

如今，当企业高管思考哪些力量正改变着工作方式时，他们大多想到的往往是颠覆性技术。
 但这个关注点过于狭窄了。如今改变着工作本质的力量要宽泛得多，而企业需要把所有这些因素都考虑在内。

我们在研究中发现了17种颠覆性力量，我们将之划分为六类。（
参见边栏“塑造未来工作的力量”

 ）我们的调查主要探究企业领袖和雇员对每一种颠覆性力量的态度。通过他们的回答我们得以发现，两者之间对于未来工作的思维方式有三大明显区别。

其一，雇员似乎比企业领袖更明确地意识到，他们的机构在与多种颠覆性力量相抗争，其中每一种力量都会影响到企业运营的改革。
 当被要求对这17种力量逐一打分，按照百分制来评判它们对于自己的职业生涯会有怎样的影响时，雇员评分中影响最强与最弱力量之间的差值是15分。相比之下，管理者评分中的最强和最弱力量之间的差值只有9分。

实际上，企业领袖似乎不能或不愿对这些力量的颠覆潜力进行差异化思考。当被问及每一种力量时，他们中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将其描述为当前对机构有明显影响；近半数人预计未来将有明显影响；大约五分之一的人认为根本不会有任何影响。如此一致的判断令人担心，这意味着大多数领导者尚未分辨出，哪一个变化力量应该被视作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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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未来工作的力量


不断加快的技术变革


•  取代人类劳动、威胁就业的新技术（如无人驾驶卡车）

•  增强或补充人类劳动的新技术（比如应用于医疗领域的机器人）

•  基于技术的客户需求突然转变，产生新业务模式、新工作方式，或是更快产品创新

•  因此技术的出现，免费服务（比如亚马逊网络服务）或使用不足的资产（如个人消费数据）得以变现




不断增长的技能需求


•  工作所需的技能、技术知识以及正规教育的整体提高

•  具备迅速发展工作所需技能的雇员越发短缺




员工预期正在改变


•  能够让工作与生活更为平衡、灵活自主的工作形式越来越受欢迎

•  对于有目的并有机会去影响交付方式的工作有更为广泛的要求（例如更强的团队自主权）




就业人口组成发生变化


•  增加未被充分代表人群（比如老年就业者、女性、移民和农民工）的就业参与度




工作方式出现转变


•  远程办公增加

•  或不确定工作形式（比如项目工、临时工和合同工）增加

•  自由职业和劳动力共享平台提供人才对接

•  经由复杂合作的生态系统（涉及多个行业、多个地点，以及不同规模的组织）、交付工作，而非在单一组织内完成




商业环境不断演变


•  新法规（比如“机器人税”）控制科技使用

•  法规变动影响薪资水平，既可以是直接影响（比如最低工资标准或社保权利），也可以是间接影响（如增加公共收入援助或全民基本工资）

•  法规调整影响跨境商品、服务和资本流动

•  经济和政治的更大动荡让社会成员感觉被淘汰



（返回原文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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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雇员似乎能更清晰认识到其中几种力量带来的机会和挑战。很明显，员工们关注零工经济日渐增长的重要性，他们将“自由职业和劳动力共享平台”排在所有17种力量中第三重要的位置。然而，企业领导者将这一力量列为最不重要的一个。

我们调查发现的第二点差异在于：对于未来，员工似乎比他们的领导者表现出更强的适应能力，也更为乐观。


诚然，传统观念认为，员工会担心技术将导致自己的工作过时。但我们的调查发现这是一种误解。大多数就业者感觉，诸如自动化和人工智能这样的进步将对他们的未来有积极影响。实际上，他们对大约三分之二的力量都有这样的看法。他们最为担心的是那些可能会让其他就业者——临时雇员、自由职业者、外包机构——取代他们的力量。

当被问及为何会对未来有积极看法时，雇员最常提到下列两个原因：将有更高的工资，以及未来工作将更有趣且更有意义。他们感觉，自动化和技术都预示着这些方面的机会——它们有助于带来更灵活、更自主的工作形式，创造出其他赚取收入的方式，并且让人们有可能去避开“肮脏、危险或无聊的”工作任务。

迎接未来职场的意愿方面，每一个国家的雇员在描述中均显示出的意愿比管理者想象中更高（不过，日本的这个比例基本相同）。然而，当被问及是什么原因造成阻碍时，管理者选择归咎于雇员，而不是自己。他们最常见的回答是雇员对明显的变化感到担心。雇员可能缺乏他们所需的来自雇主的支持，这个想法在答案中出现的频率仅排到第五位。

这引向了我们的第三个发现：员工在为未来就业做准备时对于支持和指导的渴求程度，超出了管理者所提供的水平。


除法国和日本之外，每一个国家的绝大多数员工都声称，他们自己——而非政府或雇主——要负责武装自己，满足迅速变化职场的需求。在每一个年龄组和性别组都是如此。但雇员同时又感觉有些障碍很难克服：缺乏对于自己选择的了解；缺乏为未来做准备的时间；培训成本太高；专门花时间培训对于工资收入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尤其重要的一点，来自雇主的支持不足。所有这些都是管理层能够，也应该帮助员工克服的障碍。



为帮助员工，雇主能怎么做

观点上的差异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因为，这导致管理者低估了员工的志向并且对他们的技术投资不足。但同时这也显示出，在为迎接未来做准备方面，企业有巨大的人才和能源储备可以利用：那就是他们的员工。

挑战在于，找到实现这一点的最佳方式。我们找出了五种重要的起步方式。




1.不要局限于设立培训项目——要创建一种学习文化



当今的企业
 在开展培训时，往往会在特定时间（比如新员工入职）进行，针对某些特定工作（比如销售某些特定产品或是提供特定产品服务），或是在启用新技术之初。在昔日技术变化速度相对较慢的时代，这种方式效果不错。然而，如今技术更新速度之快、变化之复杂，使得企业有必要转向一种持续学习模式——即一种不断提升员工技能、在更广范围内提供正规培训的模式。企业还需要将培训方式拓展至线上与线下课程之外，通过项目人员安排和团队轮岗的方式，将在岗培训囊括进来。这种方式能够帮助企业对传统的招聘门槛（学历便是其中一例）进行重新考量，从而在更广范围内引入人才。

可以思考一下《财富》500强公司Expeditors的做法。这家公司在全球100多个国家提供物流和货运代理服务。长久以来，公司在考察筛选职位申请者时都本着“招聘看态度、培训为技能”的方式。学历会受到认可，但在大多数职位并不会被看作是成功的关键。

相反，从最底层的岗位直到核心管理层，对于所有职位而言，公司都更看重性格和文化上的匹配。一旦入职，员工就会加入一个强化项目，无论职位高低，企业组织内的每一个人每年都要参与52小时的进阶学习。这种做法为公司内部晋升文化提供了支持。Expeditors的努力似乎很见效：员工流动率很低（这意味着节约了大量招聘、培训和入职成本）；保留率很高（公司总计1.7万人中有三分之一的员工在这家公司的工作时间已达到或超过十年）；公司大多数高管是内部提升而来；现有的几位副总裁和高级副总裁，以及现任和前任几位CEO都没有大学学历。




2.让员工主动参与转型，而不是带领他们被动经历



在转型期间，
 企业常常发现，吸引并留住所需类型的人才是一项挑战。为成功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为员工提供职业和个人发展的路径——而且必须让员工参与到变化过程之中，而不是仅仅通知他们改变就要发生。

2014年，荷兰国际集团荷兰公司(ING Netherlands)决定转型时，便是这么做的。这家银行的目标很雄伟：希望几乎一夜之间就让自身转型成为一家敏捷机构。公司现任CEO文森特·范德布格特(Vincent van den Boogert)回忆起当时，公司管理层是从向所有员工解释为何转型以及哪些内容需要转变开始的。他们对大家说，移动和数字技术让市场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如果ING希望满足客户预期，改善经营并部署新技术能力，则必须变得更快、更精简，也更灵活。他们说，为做到这一点，公司计划进行一些能够削减成本并改善服务的投资，但同时也将裁掉大量岗位——至少占员工总数的四分之一。

下一步就是如何做。ING没有选择拿选定员工开刀的做法——这样做会在公司上下造成心理创伤，而是决定，公司基本上所有人，无论入职时间长短或是职位高低，都被要求先辞职。之后，任何人只要感觉自己的态度、能力和技能将符合“新”银行的要求，就可以提出工作申请。范德布格特本人也不例外。未能被重新招聘的员工将得到项目支持，帮助他们在ING之外找到工作。

当然，这不会让公司的转型变得轻而易举。但据范德布格特称，管理层所采取的这种包容方式，大大减少了员工在转型期间的痛苦感，并且立刻帮助这家规模更小的新银行步入走向成功的正轨。重新加入ING的员工们积极迎接着银行的新使命，幸存者的自责感较少，并能够兴致勃勃地全身心投入转型工作。

“当你同时谈论着‘为什么’‘做什么’以及‘怎么做’这些问题时，”范德布格特告诉我们，“人们会为了避免‘怎么做’的问题，而去针对‘为什么’提出挑战。而这一次，每个人都已经被‘为什么’和‘做什么’激发了动力。”




3.超越“现货市场”，长远规划人才



大多数成功公司
 为找到至关重要的高技术人才，都采用了越来越积极主动的策略。如今，他们必须扩大这一方式的覆盖范围，将更广泛的员工包含进来。AT&T于2013年就已认识到这一点，当时他们正在制定“2020年员工策略”，重点是公司如何完成从以硬件为中心到以软件为中心网络的转型。

这家公司之前曾经历过这样的转型，那是在1917年，当时公司推出计划准备使用机械交换机取代人工接线员。但这一转型计划的实施用了整整50年！这次“2020年员工策略”转型的复杂程度远远要高得多，而且必须以更快的速度进行。

作为起步，AT&T对其25万名员工进行了一次系统性审计，对员工当前的技能进行分类，并将其与公司在转型期间和转型之后所需要的技能进行对比。最终，公司发现有十万人的工作岗位很可能会消失，而一些领域可能将面临技术和能力的短缺。了解到这些情况之后，公司推出一项雄心勃勃的长期计划，准备投入十亿美元资金建立一个内部人才储备管道，而不是仅仅在“现货市场”寻找人才。简言之，为满足不断发展的需求，AT&T决定为现有员工提供再培训机会。自那以来，这家公司的员工已完成近300万个在线课程，这些课程旨在帮助他们获得诸如应用开发和云计算等新工作领域的技能。

这一努力已经带来一些意外好处。比如说，公司如今为满足技术技能需要而聘用的合同工人数已经大为减少。公司一名高管在今年3月份接受CNBC采访时称：“我们正转向自己的员工，因为我们开始发掘出内部人才。”




4.通过合作加强人才储备



在发展迅速
 的大环境中，为争取人才而相互竞争并不可行。这只会造成“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个体在利用公共资源时存有私心——译者注）式的结局。每一家公司都试图在既有技术人才市场中攫取最大份额，而这种自利的做法最终只会导致所有企业都面临人才短缺。

为避免这一问题发生，各企业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对未来的看法，并且携手合作，确保人才储备池能够时时跟进、时时更新。这意味着，企业需要与同行业或同地区的其他企业合作，共同甄别出相关技能，对课程开发进行投资，并提供在岗培训。这还需要相关各方为发展人才而建立起新的关系，比如企业家与技术开发者的共同参与、与教育机构的合作，以及与政策制定者之间的协作。

美国公用事业公司已经开始这样做。2006年，这些公司协力创建了能源人力发展中心(Center for EnergyWorkforce Development，简称CEWD)。这个中心的使命是要发现，在年长的从业者退休之后，这个行业将最需要哪些工作和技能，以及接下来如何更好地建立人才储备库以满足这些需求。该中心不设办公室，工作人员主要由成员企业的前员工组成。“在这个行业里，我们习惯于共同工作，”这个中心的执行主任安·兰达佐(Ann Randazzo)对我们说，“当暴风雨来时，每个人都会钻进自己的卡车里。尽管我们在一些领域相互竞争，包括竞争人才，但我们为建立这个人才储备库必须共同付出努力，否则就会出现人手不足的局面。”

中心很快发现，这个行业有三个最关键的中等技术工种，在近期受人员退休打击将最为严重：线路工人、现场操作人员和能源技术人员。这三个工种总计占到普通公共事业公司员工总数的近40%。为确保这些岗位不会无人填充，CEWD实施了一个双管齐下的策略。他们为这三个工作创建了详细的工具包、课程和培训资料，并全部免费向公用事业公司提供；同时他们发起草根运动，主动接触下一代就业者，并向他们推广该行业的职业。

CEWD深信应尽早与有前途的人才接触，而且需要非常早。为此，他们一直在与数百家小学、初中和高中合作，制作教材并建立项目向学生们介绍从事这一行业工作的好处。其中包括：拥有更宏大的目标感（为用户提供至关重要的服务）；工作稳定（工作不会被离岸外包、几乎没有技术替代问题）；自动化和技术的使用让其中的体力工作减少且脑力工作增加；而且还有最后一点，工资高得让人意外。兰达佐在向我们描述这个项目时说道：“你是在‘培养’劳动力。我们必须从头做起，让低年级学生理解他们需要去做什么，并且真正能够从高中到社区学院到大学这一路培养起来那些技能。这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我们必须持续不断地培养技能。”






5.找到管理长期不确定性的办法



在当今这个世界里，
 管理者深知，若不能迅速发现变化并作出反应，企业将被甩在后面。那么企业如何能够做好最佳准备呢？

办公家具制造商Steelcase想出一些有趣的点子。战略人力资源架构与转型(Strategic Workforce Architecture and Transformation,简称SWAT)小组是其中之一。这个小组追踪新兴趋势，并进行实时试验以检验应对办法。举例而言，这个小组推出了一个名为Loop的内部平台，员工可以主动申请参与自己职能之外的项目。这让企业和员工双重收益：当有新需求出现时，企业可以迅速在内部找到有动力并且有能力满足需求的人员，而员工则能够获取当前工作之外的经验和新能力。

Steelcase的员工很欢迎Loop，而这个平台的成功体现了我们调查结果中明确呈现出来的一个观点。正如SWAT小组负责人吉尔·达克(JillDark)向我们表述的那样：“如果你为人们提供机会来学习新东西或展示自己的才能，他们便会为你付出自己最大的努力。关键在于提供机会。”

这是所有管理者都应该注意到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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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富勒
 是哈佛商学院管理实践学教授，同时兼任“未来工作管理项目”联席主管。朱迪斯·沃伦斯坦
 是波士顿咨询公司高级合伙人兼执行董事、研究专家、亨德森智库欧洲中心主管。曼加里·拉曼
 是哈佛商学院“美国竞争力项目”和“未来工作管理项目”的主管兼高级研究员。艾莉丝·查伦达
 是波士顿咨询公司顾问、亨德森智库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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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机构内外部专家联手创造更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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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挑战


创新项目、全球化和数字化越来越需要员工跨部门、跨国协作。但企业想打破孤岛仍然艰难，令人沮丧。




原因


员工不知道如何在工作领域外找到专业人士，很难理解思维方式有差异的同事如何看待问题。




解决方案


领导者可以通过四种方法帮助员工和机构不同部门的同事建立联系或彼此理解：培养并部署“文化中介”，帮助团队弥合不同；鼓励并培训员工提出正确问题；让员工站在他人角度思考问题；拓宽员工在企业内外专业知识网络视野。






大多数高管都认可打破孤岛，帮助员工跨部门合作的重要性，但太难实现，这也情有可原，因为这件事的确难如登天。




先从你的职场关系说起吧：想想你的上下级，然后考虑一下其他部门、分公司、异地和你工作有交集的人。日常工作中，谁是你的优先级？

我们向全球多家公司的管理者、工程师、销售人员以及咨询顾问提出了这个问题，答案几乎不谋而合：垂直关系。

但当我们问道，“哪些关系最能够为顾客创造价值？”答案恰恰相反。如今，企业多数创新和业务发展机会都来自不同部门、分支或机构间的交流联络。简言之，需要水平协作提供的整合解决方案。

大家都认可水平协作的价值。能在部门外找到和自己专业互补的同事，这样的人学得更多，业绩更好，掌握技能更快。哈佛大学的海蒂·加德纳（Heidi Gardner）发现，跨部门协作更多的机构，利润更高，顾客更忠诚。越来越多的跨学科协作成为创新的前提，数字化以极快速度改变了商业世界，全球化要求人们跨国合作，在这样的背景下，企业需要更多跨部门领导项目的高管。

我们通过与数十家机构上百名高管和经理的研究及咨询工作得出，水平协作的需求和挑战确实存在。“毫无疑问。我们需要关注那些需要跨领域合作的大项目。”一位全球咨询公司的合伙人告诉我们，“我们最大的独特价值就来自于此，但多数人会将自己限制在各自领域的小项目上，这太让人丧气了。”一位顶尖咨询公司的高级合伙人说法略有不同，“想抓更大的鱼，肯定要游得更远，但在自家池塘抓很多小鱼更容易。”

打破孤岛的方式之一是，重新设计正式的组织构架。但这种方式有局限性：成本高，混乱且缓慢。更糟的是，新架构会解决一些问题，也会带来新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专注于研究促进跨领域合作的活动。我们发现，企业可以通过培训，让员工对机构的专业知识库有所了解，并建立联系，和想法不同的同事更好地合作。高效跨部门运营的核心挑战很简单：了解对方并共情。但简单并不代表容易，人类总是很难理解并共情和自己不同的人。

领导者需要从个人和机构层面，帮助员工提高解决这些难题的能力。这意味着从四个方面入手，促进高效跨部门合作，为员工提供培训和支持。



1.培养并部署

文化中介


幸运的是，多数企业
 都会有一些在跨部门合作方面很出色的人。他们通常拥有不同领域、部门或辖区的工作经验或人脉，在非正式的情况下担任部门间的联络人，我们称其为文化中介。我们的研究包含了2000多个全球团队，本文作者之一江素金发现，拥有文化中介的多样化团队，绩效远超没有的团队。（见“最具创造力的团队拥有特殊类型的文化多样性”一文，HBR.org， 2018年7月24日）企业需要找到这些人，并帮助他们提高影响力。

文化中介通过两种方式提高跨领域合作：作为桥梁或黏合剂。

桥梁是指，文化中介作为不同部门或地区的中间人，尽量让大家在协作时，保证日常工作流程不被打乱。当作为桥梁的中间人了解双方领域，懂得双方需要时，作用最大。

鉴于此，香槟及酒类经销商酩悦轩尼诗（西班牙）聘请了两位酿酒师（葡萄酒专家）帮助营销和销售团队协调工作，这两个部门在过去因为沟通误会，产生冲突。酿酒师可以设身处地为两个部门着想：他们可以和营销人员沟通品牌的情感内容（转瞬即逝的“酒香”），也可以给实用主义的销售人员提供产品区别性的特征细节，帮助他们获得零售商的青睐。酿酒师理解这两个部门的工作，可以向对方解释另一个部门的做法和逻辑，让营销和销售部门在即使没有直接互动的情况下更好地协作。这种文化中间人的操作是高效的，因为通过这种方式，不同部门的人可以求同存异地进行合作，无需花时间学习对方的工作内容，也不需要改变各自的工作方式。在一次性合作或公司需要即刻交付结果的情况下，更能体现这种方式的价值。

黏合剂则正好相反，它将大家聚在一起，增进理解，形成持久关系。举例说，我们采访了全球自动化测试仪器生产商National Instruments的一位经理，他经常介绍不同地区和部门的同事认识。“我这么做是为帮助大家建立联系。”他说，“如果一位同事需要和另一个办公室或部门的同事合作，我会说‘好的，你可以打给这个人’。然后我会花点时间坐下来告诉他‘这些同事的工作方式是这样的，我给你简单介绍下’。”黏合剂通过为同事提供担保，帮助彼此理解对方的沟通方式来促进协作。和桥梁不同，黏合剂的目的是帮助其他人提高跨领域合作的能力，以便在未来可以不再需要协助，独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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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领导者可以聘请人际交往能力出色、拥有多部门或多文化工作背景，能和多方建立密切关系的人，提高企业桥梁和黏合剂的能力。和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合作，需要复原力，因此，企业应该寻找具有增长思维的人——有学习欲望、能迎接挑战并将机会“开拓到极限”。

此外，领导者可以给各层级员工创造机会，让他们参与能接触公司多个部门的工作，从而培养更多文化中介。顺便说一下，这对总经理也是很好的培训，是很多轮岗领导力发展项目的目标。国际保险公司丘博保险人才发展部门的负责人克劳汀·沃尔夫（Claudine Wolfe）认为，公司服务全球客户的能力，有赖于让最优秀的员工能够有机会在不同国家工作，培养国际化思维。“我们让员工在工作中，在各自地区，获得关键的发展机会。”她说，“他们会学习相关文化规范和语言，但之后要在这些地方生活实践，内化这些知识。他们要到当地店铺去，看看货架上的产品，和店主聊天，学习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到底意味着什么。”

矩阵组织构架也有利于培养文化中介，即员工向两个（或更多）团队汇报。虽然矩阵自身存在挑战（缺乏强有力的领导和责任分工可能会很难驾驭），但这种方式会让员工习惯于在跨领域的交界面上工作。

我们并不是提倡公司里的每个人都要成为训练有素的文化中介。但有意识地拓展并部署中介队伍，可以对协作起到润滑作用，对公司长远发展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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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件艺术品


2010年，Christopher Payne在缅因州发现一座老旧（但仍在运营）的毛纱厂，受到启发，通过相机进行探索，展现了标志性的美国纺纱工业产生的变化，以及未来的发展。





2.鼓励员工

提出正确问题

跨界工作的过程中难以避免地要提出大量问题。提问至关重要，因为我们所看到和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对方的体验并不相同。

由本文作者之一蒂齐亚纳、多伦多大学的比尔·麦克威利（Bill McEvily）和艾威琳·张（Evelyn Zhang），哈佛商学院弗朗西斯卡·基诺（Francesca Gino）联合进行的一项针对一家大型银行1000多位中层的研究，指出好奇心对跨领域工作的价值，其很有可能会帮助缺乏沟通的公司各部门之间建立起联系。

随着在公司的不断晋升，我们都很容易忘记提问对于工作的重要性。表现出色的人尤其会常常忘记他人的视角。更糟的是，当我们意识到自己确实不懂某些事，因为害怕被视作无能或软弱（错误的恐惧），我们会避免提问。“很多职场人士都会犯不提问的大错，”加拿大德勤事务所人才管理合伙人诺尔玛·克雷（Norma Kraay）告诉我们，“专业顾问总想给出解决方案，这是他们一直以来所受的训练。”

领导者可以通过下面两种方式鼓励员工提问，同时创造一个适宜的工作环境，让员工感到可以安心提问。


成为榜样。
 当领导者通过提问，展现出对他人观点和想法的兴趣时，效果惊人：这会促使机构中的员工效仿。

很多企业领导者和研究人员都提到了谦逊对成功的重要性，提问也传达了谦逊的态度。谷歌前任人力运营高级副总裁拉斯洛·博克（Laszlo Bock）说，谦逊的人能更好地凝聚众人之力，解决难题。

在快速变化的商业环境中，谦逊而非假谦虚，是一种力量，因为它符合现实（商业环境复杂且充满挑战，如果我们不携手合作，根本没有任何机会）。

基诺认为，领导者在不知道答案时坦白承认，有助于员工安心提问。另外一种是，明确鼓励员工提问：“为什么？”“如果是……呢？”以及“……我们这么做，会怎样？”（见《哈佛商业评论》“好奇心的商业价值”系列文章，2018年9月刊）


传授员工提问的艺术。
 员工可以通过培训，拓展提问范围和频率。麻省理工学院领导力中心哈尔·格雷格森（Hal Gregersen）认为，培训还可以提振员工好奇心，但问题质量有高低之分。（
见边栏“如何提出好问题”

 ）如果公司仅仅要求员工踊跃提问，可能会引发讯问战术，妨碍而非鼓励新角度。MIT的艾德加·施恩（Edgar Schein）在著作《谦逊提问》（Humble Inquiry）中解释道，提问是富有成效的工作关系的秘诀，但提问的原因必须是真心想了解对方的观点。

另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要学习如何尽可能以不带偏见的方式索要信息。这意味着提出不易引发偏见的开放式问题，而不是答案为“是或否”的问题。例如，“你认为这个领域的关键机会是什么？”这样的提问比“你认为这个机会应该抓住吗？”更能引发丰富的对话。

随着协作的逐步推进，团队领导者和项目经理可以提出问题，鼓励其他人更深入地参与某个特殊议题或表达相关观点和经验。举两个例子：“关于x问题你知道些什么？”和“你能解释下这个怎么做吗？”这些问题有重点，但不会限制对方的答案，也不会引发跑题的冗长探讨。

处理答案的方式也很重要。随着谈话展开，对方会觉得你听懂了他的意思，但每个人对问题的理解会受专业和经验影响。因此，可以培训员工通过询问“我是这么理解你的话的——有没有漏掉什么？”或者“有个地方我不理解，你能帮我解释下吗？”或者“我觉得你的意思是项目正走上正轨，是这样吗？”等方式，确保自己理解了同事的意思。

最后，有必要定期“量体温”，检查协作流程是否顺畅。想要理解他人对某个项目或关系的感受，唯一的方式是通过提问，例如“你觉得项目进行得如何？”和“为了合作更高效，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3.让员工站在

他人角度思考问题




领导者不能仅仅
 口头鼓励员工对不同团队感兴趣，通过提问积极了解他人观点。公司不同团队的员工看问题的方式不同。各项研究包括沃顿商学院管理学教授黛博拉·多尔蒂（Deborah Dougherty）进行的有关阻碍成功产品创新因素的研究持续表明，这会让跨界工作产生误解。因此，帮助员工理解如何从他人角度思考问题至关重要。本文作者之一艾米曾进行过研究，证明当多样化的团队弄懂如何做到这一点时，那些野心勃勃的跨行业创新项目就能取得成功。举例来说，韩国十年前的松岛新城项目：从零开始建造一座城市。项目初期，领导者聚集了一帮建筑师、工程师、规划师和环保专家，让大家在一个精心设计的、破除学科障碍的学习流程中，整合各自专长。如今，和其他“智慧”城市项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松岛已经完工一半，有3万名居民，3.3万个工作岗位，二氧化碳排放和同规模的城市相比低70%。

西北大学布莱恩·乌奇（Brian Uzzi）在研究爵士乐队和百老汇戏剧制作时，发现成功团队领导者特别擅长理解他人观点。这些领导者可以用团队成员的“语言”沟通。其他研究表明，多样化团队的成员主动站在他人角度思考问题时，会提高信息分享的积极效果，增加团队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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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这样的组织文化，培养此类行为，是高级管理层的职责所在。心理学研究表明，尽管大多数人能站在他人角度思考问题，但缺乏动力去做。领导者可以为团队提供激励因素，强调多样化专长的整合能够提高新价值创造，并辅以以下策略：


组织跨部门对话。
 领导者应该放弃单向信息分享会议，促进跨部门讨论，帮助员工通过客户或其他部门同事的角度思考问题。目标是让大家共享知识，齐心协力工作，各展所长，打造新的解决方案。在精心设计的面对面会议中，大家可以有时间倾听彼此的想法，这样效果最佳。有时客户也会参加。我们所知道的一家咨询公司，已经开始用这种方式替代传统会议，公司在会议上向客户传达信息，以工作坊的形式，和客户探索问题并研究解决方案。新形式让客户和顾问有机会互相学习。

跨部门对话更合理的应用之一，是Chilren’s Minnesota的“焦点事件分析”（FEA）。在FEA中，来自医疗系统的不同诊所及手术团队在出现失败案例（例如给病人开错药）之后，聚在一起进行讨论。参与者轮流对事件表达看法，目标是在找出原因之前，认真听取各方意见。参与者往往惊讶于其他团队的人对事故的看法。FEA建立在一个认识基础上：多数失败并非只有一个根源，而有多种原因。一旦参与者对导致错误的各种因素有了全方位的认识，就可以修改流程和体系，防止类似错误的发生。


雇用有好奇心和同理心的人。
 你可以在招聘时，寻找能体会他人感受、想法以及态度的人。西南航空公司的录取率不足2%，公司会选择对客户服务有同理心和热情的人，通过行为采访（“给我讲一件你……的事情”）评估候选人，在团队采访中观察候选人和其他人的互动。



4.拓展

员工视野


只有知道交界面
 在哪里，你才能发挥领导能力。但很多机构很不明智，鼓励员工只关注自己眼前的领域，例如各自部门或业务单位，错失了员工本可以进一步拓展的网络和得到的洞见。领导者可以通过以下方式，为员工在公司内外创造拓展视野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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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原文阅读）







在项目中召集来自不同团队的员工。
 跨部门团队会给不同部门员工提供机会，找出各自在组织中的专长，梳理彼此沟通顺畅或不畅的情况，思考怎样连接内部知识网络，从而带来价值协作。

在一家全球咨询公司，数字医疗实践部门的负责人过去只让顾问和客户企业的CIO以及CTO沟通。但她意识到这样做“限制了机构发现机会、服务除IT以外客户的能力”。因此，她开始约见所有C级高管，并组织全公司医疗实践部门，包括系统再设计、运营、战略及金融部门的顾问，为该公司的医疗创新能力提供更整合的看法。

通过这些会议，咨询顾问发现了各个医疗实践部门之间的联系，找出最适合担任不同实践部门桥梁的人，获得整合企业不同专业知识，满足客户需求的全新方式。顾问因此在不同实践部门的交界面，发现了创造价值的服务机会。新方法效果很好，该负责人很快被任命为新实践部门的领导，负责连接所有IT部门的实践活动，在公司其他部门复制这一成功模式。


鼓励员工拓展网络。
 企业需要敦促员工在公司外甚至行业外挖掘专业知识。人类的知识领域跨越自然科学、技术、商业、地理、政治、历史、艺术和人文科学等，任何交界面都存在新的商业机会。以创新咨询公司IDEO的实践为例。该公司将科技、自然科学和艺术中的设计技巧带入商业世界，打造出革命性的产品，例如第一款苹果鼠标（从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的原型发展为一款行业产品），帮助多个行业的公司将设计思维作为创新战略。

最棘手的部分是发现和关键业务目标最相关的领域。尽管很多创新都来自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员创始总监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称为“无用知识的有用性”中，但如果采用开放的探究性搜索，企业难以负担。为了避免这一结果，领导者可以采取以下两种方式之一：

如果企业已经确定某个知识领域拥有创造价值的高潜力，可以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例如，一家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认为，机器学习是这一行业未来的关键，可能公司有对此感兴趣的顾问或分析师，正在上相关网课或参加行业会议，可以请他分享该技术的潜在影响。合伙人可以组织工作坊，让初级员工分享学习经验，并和更资深的同事一起头脑风暴该技术在公司的潜在应用。

鉴于现在新知识产生的速度，领导者越来越难找到企业应当拓展的外在领域，在这种情况下，更好的方式是自下至上。领导者必须依赖员工在广泛的各个领域中，找到合适的领域，并建立联系。一种方式是针对有潜力的交界面，向大众搜集想法。例如，请员工提出他们想参加的其他行业会议，感兴趣的新技术课程，或者他们想在工作坊展示的专长领域。同时也要给员工时间和资源，探寻外部领域，并与之构建起关系。



打破孤岛


在如今的经济环境下，
 大家都知道寻找能整合机构多样化知识的新方式，是创造持久价值的赢者战略。但只有员工拥有机会和工具后，打破孤岛的高效合作才能成为现实。为了释放水平协作的潜力，领导者必须给员工机会学习并理解不同文化和地区背景下的同事。我们在上文描述的四种方法会有所帮助。

每种方法都可以解决一种交界面工作的独特挑战，四种方法互为助力：采用一种方法可以提高另一种方法的能力。在机构中安排促进不同团队沟通的文化中介，可以让员工有机会提问并了解其他团队的想法。

当员工开始提出更好的问题，很快会理解他人的观点和挑战。站在别人的角度看问题——设身处地——会让员工更容易发现更多知识领域。通过在各个领域搜索，可以找到文化中介帮助团队高效协作的交界面。

这些方法都不需要多么高深的技术智能，但假以时日，会逐渐消除跨领域工作的障碍。领导者为这些实践创造出适宜条件后，交界面的协作会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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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道德行为有损声誉和员工士气，并增加了监管成本。领导者必须确保工作环境鼓励道德行为，如此才能减少违规几率并提高员工幸福感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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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问题


不道德行为有损公司声誉和员工士气，并增加了监管成本，还破坏了社会对商业的信任。然而公司丑闻仍频频发生。




缘何失灵


合规项目利用法律来处理以个人问责为重点的道德问题，但大量行为学研究表明，即使是见多识广的善人，在道德上也比人们预料的更善变。




更佳方法


领导者必须确保工作环境鼓励道德行为，让员工牢记，决策时以社会道德标准为先，这样做能减少违规几率并提高员工幸福感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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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众汽车的“排放门”到富国银行的欺诈式销售，再到优步的隐私侵权，公司的道德污点是全球商业持续面临的现实问题。不道德行为损害声誉、打击员工士气，并增加监管成本，给组织造成了重大损失，更不必说，破坏了社会对商业的整体信任。很少有高管的初心是通过违规获取优势，而且大多数公司都有规章制度防范各级渎职行为。然而，层出不穷的丑闻表明，努力还不够。




制定鼓励道德行为的措施通常以违规行为如何发生为依据，但对于如何发生的认知往往有误，因此效果大打折扣。合规项目越来越多地从法律角度来处理以个人问责为重的道德规范。它们旨在教育员工，惩治行为不端的“臭鸡蛋”。然而，大量行为学研究表明，即使是见多识广的善人，在道德上也比人们预料的更善变。例如，看到有可能发生紧急情况时，个人比群体更有可能对其进行干预。因为有其他人在时，个体相信其他人更有资格提供帮助，或者因为其他人看起来并不惊慌，所以个体意识不到情况的紧迫性。情境的微小变化会对个人行为产生重大影响。

然而，处于这些情境中的人们往往认识不到这种影响。在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著名的服从实验中，在权威人士命令下电击他人的参与者，所使用的电压强度比其他人的预测高。研究者已经发现，情境不仅强大，而且大得惊人。



道德型文化的支柱


因此，创造道德型文化
 不仅需要将道德视为信仰问题，而且还要将其视为建设问题。我们已经确定了建设道德文化时需要解决的四个关键特征：明确的价值观、决策时的想法、激励措施和文化规范。




明确的价值观 >
 战略和实践须以明确规定的原则为基础，这些原则可以在组织内广泛共享。只要使用得当，精心设计的“使命宣言”（mission statement）有助于实现这一点。领导者可以参考它来指导创建任何新战略或倡议，并在对员工声明时强调使命宣言与公司原则的联系，从而在更大范围内加强道德体系建设。员工应该能够轻松地了解道德原则如何影响公司的实践。如果他们认为引领自己组织的精神与美国公共电视网（PBS）节目中善良的罗杰斯先生一脉相承，而不是电影《华尔街》中贪婪无情的银行家戈登·盖科（Gordon Gekko），他们的行为可能会大不相同。实际上，在一项实验中，与伙伴进行经济类游戏的参与者中，70%的人在游戏被称为“社区”时选择为共同利益进行合作，但如果游戏改名为“华尔街”，只有30％的参与者选择合作双赢。哪怕两者经济奖励相同，也会产生这种惊人效果。

使命宣言应简短、可实践，并在情感上产生共鸣。如今大多数企业的使命宣言要么冗长难记，要么过于浅显易见，要么明显服务于监管机构，要么与日常实践脱节，无法有效指导员工。声明不能仅仅纸上谈兵，不能仅仅支持战略，还必须围绕招聘、解聘、晋升和运营，让核心道德原则深深植根于整个组织。例如，巴塔哥尼亚的使命宣言是“打造最好的产品，避免不必要的伤害，用商业激励和实施环境危机解决方案”。其“Worn Wear”计划通过让员工帮助消费者修复或回收其产品来履行使命。

巴塔哥尼亚还在网站上发布了标准化指标，评估其整条供应链对环境的影响。 Zappos表示，其首要的核心价值是“通过服务为客户提供WOW（惊喜）”，让他们感到尊重和自豪。为履行使命，Zappos不会计算客户服务电话的平均时长，因此员工可以花费尽可能多时间来服务客户。这些使命宣言让组织的价值观在员工心目中清晰明确。




决策时的思考 >
 大多数人轻易做出对错判断，而不是做决定时将道德因素放在首位。因此，如果企业文化以道德为关注焦点，就可以减少失德现象。你可能很清楚，不该损害其他人的招聘机会；但在你试图帮助亲朋好友或商学院同学找工作时，却不曾想到会对陌生申请人造成伤害。人们的行为很容易被行动前的想法支配，而且这些想法可能会受到情境影响。如果有人提醒你，帮助朋友必然会损害陌生人的机会，

你可能会考虑举荐亲朋是否得当。

几个实验证明了这点。其一，当诚信声明（honor code）位于表格开头时(让他们填表时以道德为重)，比在表格末尾出现时更能让人们说出真相。其二，约1.8万名美国政府承包商参加的大型现场试验中，仅仅添加一个需要他们验证诚信的选项，就比没有该选项时所报告的销售税收多了2860万美元。另一要求MBA学生担任财务顾问角色的模拟实验中，让学生在推荐投资基金前完成道德审核清单，显著降低了推荐麦道夫支线基金的百分比。当以道德为先时，学生们更加警惕那些“美好到不真实”的基金。

作为一个反例，安然因其以股票价格为先而臭名昭著，甚至将这一目标张贴在电梯里。安然前CFO安迪·法斯托（Andy Fastow）反思己过时说：“我知道这是错误的……但我不认为这违法……我应该问的不是规则是什么，而是原则是什么。”在道德型文化中员工经常会被鼓励去想：这样对不对，而非是不是合法。




激励措施 >
 人们有动力才会行动，这不是什么新闻。将奖励与道德结果相结合可以有效解决很多道德问题。这可能听起来很简单（人们按道德准则行动就能拿钱），但钱并非万能，激励计划必须提供其他不同奖励才能有效。

除了领薪水，员工希望自己的工作有意义，产生积极影响，并因努力受到尊重或赞赏。在一项实验中，与提醒对自己个人造成的后果相比，当水池上方的标志提醒对他人造成的后果时（“手部卫生防止患者染疾”），医院工作人员更有可能遵循正确的洗手程序，然而，管理者可能很容易忽视非财务激励的重要性。当被问及此类激励措施对员工的重要度时，《财富》500强企业的客服经理往往会大大低估它们对下属的意义。

除了将财务激励与期望的结果相结合外，道德型文化还提供了使其他人受益的明确机会，并通过认可、表扬和验证来奖励这样做的人。例如，如果员工在某种程度上改善了人们的生活，那么指出这一点将鼓励未来的道德行为。这样做甚至可以提高绩效，因为奖励与道德动机一致。在一项实验中，一家大型药企的销售人员在参与符合社会道德公益的奖励项目后，业绩大幅提高，这让他们愿为团队成员花费一小笔奖金，而典型的“自我中心”奖金制度下，他们只愿意犒劳自己。

这种激励方法可能还能产生人力资源效益。人们倾向于低估与他人产生积极社会联系，以及他们的行为对他人产生的积极影响。一项对维珍航空公司飞行员进行的实地实验引入了提高燃油经济性的奖金制度，奖金将捐给飞行员选择的慈善机构。飞行员工作满意度因此增加的幅度，与从健康状况不佳转好产生的效果相似。使用社会公益激励措施的公司员工可能更快乐，更满足，更忠诚。道德型文化不仅行善，还让人快乐。




文化规范 >
 大多数领导者的直觉告诉他们“高层声音”对于在组织中制定道德标准的重要性。“中层声音”更易被忽视，但实际上这可能是对员工行为的更重要的驱动因素。优秀的领导者能起到带头作用，但如果组织的中层员工周围都是撒谎、欺骗或偷窃的同事，无论上司如何，他们可能也会近墨者黑。所谓的描述性规范，即同侪的实际行动，所发挥的社会影响力最大。在英国某政府机构进行的一项实地试验中，拖欠缴税者收到了13个版本的邮件，其中包括引用道德原则、纳税便利或经济处罚的版本。最有效的邮件将收件人的行为与其他公民的行为进行了比较：“英国十分之九的人都按时缴税，你目前只是尚未缴税的一小部分人。”

人们往往不了解社会规范的力量。例如，当研究者希望找到什么是能鼓励加利福尼亚居民提高能源效率的最佳方法时，他们首先要求近1000名居民预测各种方法的有效性，包括呼吁环境保护、个人经济利益、社会福利和社会规范（有多少邻居通过风扇来节约能源）。这些居民预计环保诉求最有说服力，社会规范最不具说服力。但是，当研究人员向其他约1000名居民发送四种呼吁中的一种时，社会规范对减少能源使用的影响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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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者可以通过强调员工所做的好事来鼓励道德型文化。虽然人们倾向于关注警示逸闻或“道德黑洞”，但这样做会使不良行为比实际令人感觉更普遍，可能会增加不道德行为。要创建更多的道德规范，应关注组织中的“道德楷模”——那些将使命宣言付诸实践或以身作则的人。



将道德建设付诸实践


建设道德型文化
 的领导者应该尝试创造能够将道德原则放在首位的情境，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激励和机会奖励德行，并将道德规范融入日常行为中。确切地说，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因组织而异，下面是一些例子。




招聘 >
 第一印象非常强大。对于许多员工而言，招聘过程揭示了该组织的价值观。虽然面试通常被视为确定最佳候选人的机会，但实际上也是文化适应过程。例如，一家《财富》100强公司中，面试问题围绕核心价值观设计，例如以客户需求为先。在一份面试问题中，候选人得知该价值观，然后被要求回答：“告诉我一次你发现了未被满足的客户需求，而且你能够解决该需求的经历。”我们不知道这个问题是否真能发现善于尊重客户的候选人，但这不一定是重点。在面试中凸显的价值观，展示了它们对组织的重要性。它是更广泛系统的一部分，引起人们对道德的关注。




评估 >
 道德还可以融入绩效评估的设计中，以突出其对组织的重要性，以及奖励和鼓励良好行为。例如，在强生公司，每位高管的360度评估都以公司著名信条（Credo）的四要素为基础，表达了对客户、员工、社区和利益相关者的承诺。在我们看到的某版本评估中，每个高管的评价选项包括“支持对信条的承诺”、“对抗不道德的行为”，以及“营造以绝不妥协诚信为准则的空间”。




补偿 >
 将财务激励与道德结果挂钩，听起来很容易，但做起来难。这是使命宣言可以提供帮助的地方。西南航空公司使用行政记分卡将薪酬与其四大核心价值联系起来：每名员工都很重要，每次航班都很重要，每位客户都很重要，每个股东都很重要。每一价值观都通过客观标准来实现——“每个员工都很重要”体现在自愿离职上；以一次表现为准来衡量“每次飞行都很重要”。该记分卡突出了核心道德价值观与商业成功的一致性，有助于保持员工牢记价值观，并对实现价值观的具体做法提出建议。

领导者可以通过向员工展示他们的工作对他人的积极影响并在报告和宣传材料中认可他们的行为，来鼓励道德行为。他们还可以在组织内创造机会，以道德的方式对待同事。在最近一次实地试验中，管理人员被随机分配，在四周时间内对某些同事行五次善举。这不仅增加了在组织内观察到善举的数量，而且之后受益者比对照组更有可能对其他员工行善，这表明道德行为可能具有感召力。这些善举让施者和受者都受益了。也许最重要的是，与对照组相比，两组患者的抑郁症状均大幅下降，其效果延长到实验干预第一个月后的三个月。



建设道德


正如人无完人，
 没有公司永远完美。事实上，我们列举的一些公司也有过严重的道德失误。真实的人性并不是非善即恶，而是既会行善，也会作恶。组织应该致力于设计尽可能让行善简单易行的系统。这意味着要认真考虑人们实际所处的背景，使道德原则成为战略和政策的基础，保证道德的首要位置，通过各种激励措施鼓励道德行为，并在日常实践中鼓励道德规范。这样做不会让人类组织变成天堂，但可以帮助员工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成为有德之人。



[image: ]



尼古拉斯·埃普利
 是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行为学John Templeton Keller教席教授，著有《思想上：如何理解他人所想、所信、所感、所愿》（Mindwise: How We Understand What Others Think, Believe, Feel, and Want）（Knopf出版社2014年出版）。阿密特·库马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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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的新挑战

于晨 朱佳怡 | 文 李全伟 | 编辑






人和组织的关系将会怎样？管理者如何通过帮助员工成功来实现出色的业绩？面对未来的人力资源管理的挑战，本文提出中国企业应对的三大关键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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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下的市场充满挑战。在全球范围内，技术——从人工智能和自动化，到数字化移动与虚拟协作，无一不对人们的工作和生活产生颠覆性的影响；工作和生活之间的界限正在改变；人们越来越追求多样化和平等，因而职场被重塑；人们的寿命不断延长，所以随着工作性质的改变，职场人会逐渐被要求掌握更多不同的技能；社会和环境的压力正在催生出高弹性工作条件的需求，比如零工经济。这些变化令人们感到焦虑和不安全感：我们不知道有多少工作或哪些工作将被自动化取代；但我们知道，自己的工作将更加高效、更有意义和更充实。

在中国，我们还在经历着经济的新旧动能转换和劳动力结构变迁的不确定性压力。

面对未来人力资源的趋势，全球包括中国的领导者们面临双重挑战：一方面要创造增长，另一方面要应对新的未知挑战。最睿智的领导者们都在探讨更为深层次的问题：人和组织的关系将会是什么？管理者如何通过帮助员工成功来实现出色的业绩？

企业该如何为未来人力资源做好准备？普华永道和伦敦商学院管理实践教授琳达·格拉顿（Lynda Gratton）在2018年开展了最新的合作调研（调研对象包括来自79个国家，10多个行业的1246位高管），识别出企业在为未来的工作、员工和工作场所做准备时，所需具备的最重要的组织能力，以此帮助企业应对未来的颠覆性挑战。

调研结果显示，当前企业所面临的6大最重要的人力资源问题为：1.员工体验将给企业带来巨大红利，而大量公司目前尚未捕获这些红利。2.调研认为人力资源数据与分析十分重要，但其在人力资源决策中的应用仍十分有限。3.相比业务主管，人力资源主管对于他们为未来人力资源所做的准备感到更满意，双方亟须达成共识。4.大部分高管认为，人力资源部门引导技术的能力不足，给企业带来风险。5.企业亟待创新，同时却没有能力采取足够开放和灵活的方式获取创意和人才。6.企业需要更加以人为本，关注建立信任、发展员工的人际技能和提升其幸福感。

同时调研还总结了着眼未来，最重要的10项组织能力，如表“10大着眼未来的最重要组织能力”所示。

这些调研发现带给业务和人力资源主管的启示是：面对新趋势，组织和人才需要被重新定义，更充分地发展和利用人际技能，比如建立信任、创造力、同理心等，成为了重要的课题。而如何通过一系列的变革管理，孕育组织的创新性和适应能力，乃全球范围内人力资源职能所面对的共同挑战。

在中国，组织面对相同趋势的冲击，然而组织转型的紧迫性更高，因为绝大多数的中国企业，或正在奋力追赶和超越其全球竞争对手，或正在升级的消费需求和红海般的竞争格局中找到自身的立足之地，而人和组织能力，成为发展的重要障碍。具体而言，中国企业面临的挑战更大，因为基础薄弱，过去40年主要靠物质手段和成就感来激励员工，“员工体验”的概念对企业“看似熟悉但又遥远”；企业的人力资源数字化和自动化程度还很低，企业对该方面的投资还很犹豫；大部分企业的人力资源职能还为行政性事务所困，在转型的道路上挣扎前行；中国企业的信任机制和氛围还很薄弱。

这意味着，在未来的5到10年内，中国企业高管和人力资源主管，需要更加聚焦，以更坚定的态度，更高的紧迫感，采取适合自己的举措，应对未来人力资源。结合普华永道组织和人才管理咨询团队的研究和实践经验，我们为中国企业应对未来人力资源趋势提出三大关键措施。




10大着眼未来的最重要组织能力


表 : 按重要性排序的10大能力




问题: 你认为以下能力对于你的企业未来发展的重要性程度？（数据为将该选项列为最重要的2个选项：“极其重要”和“很重要”的受访者百分比）




01.赢得社会信任


我们是受到社会、客户及员工信任的企业 (91%)




02.人际技能


我们高度重视、发展和奖励“人际”技能，例如领导力、创造力、同理心和好奇心 (87%)




03.幸福感


我们采取适当的方案和政策来有效保障员工的身心幸福 (82%)




04.衡量产出而非工作时间


我们公司的绩效管理聚焦在工作和任务的产出结果和附加价值，而不是工作的时长 (80%)




05.协作的环境


我们的工作环境旨在促进团队合作、协作和创新 (79%)




06.适应性


我们的人才管理实践和流程（例如轮岗、借调、培训与发展机会等）都旨在培养员工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78%)




07.工作与生活平衡


我们通过提供良好的工作与生活平衡，以及灵活的工作时间和地点来吸引人才 (77%)




08.创新


我们为员工设立提出创新想法的途径，并支持他们将这些想法付诸实践 (76%)




09.薪酬透明


我们在薪酬决策方面建立透明制度，来保证薪酬的公平性 (76%)




10.重新培养技能


我们通过重新培养技能和持续学习来帮助员工保持就业能力 (76%)






举措一：“员工体验”红利离我们并不远，需以“提升关键人才的企业家精神和领导力”为抓手


在西方，员工体验实践在需要创造力和客户满意度的公司中最为多见并且更为极致，主要是通过文化、科技和物理环境的塑造，提升员工对企业的敬业度，更重要的是，将员工个人目标和企业目标最大程度结合，通过激发员工的潜能、创造性和幸福感，来驱动企业的持续发展。西方许多公司设立了专门的团队或者“首席员工体验官”来升级传统的人力资源职能，或者更好地将员工体验和客户体验相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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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原文阅读）






令员工体验释放红利，不论是在组织端还是员工个人端，都需要具备一些关键前提条件，具体包括：组织——具备清晰的使命、愿景和价值观，员工——对公司的使命、愿景和价值观认同。组织——信任、授权和支持的管理风格，员工——自我目标明确、自驱力强、勇于担当。

对于中国企业而言，难点之一在于如何让企业内的“老、中、青”三代，能够在愿景、价值观和管理方式等方面协同一致；难点之二在于自上而下的管理文化中如何建立信任和授权，而应对两难点的解决方案是合二为一的——以体验驱动核心关键人才，提升其企业家精神和领导力。

中国近40年的高速发展决定了我们所面对的代际差异比西方国家要激烈很多，如果把资深的60/70后，和新生代的90/95后相对比，两个群体在特质上存在明显的差异（
见图“60/70后和90/95后在特质上存在明显差异”

 ）。在大公司内，往往担任高层管理岗位的为60/70后，而一线的工作者为90/95后，当高层管理者使用自身所习惯的方式去管理前线的年轻员工的时候，往往发现前线员工会 “掉队”，因为双方的成长背景、心态和价值观，沟通的语言不在一个体系内，这种差异严重影响了价值观的传承和战略的执行落地。

如何缓和差距？寄希望于轻易转变高层的理念往往不切实际，不如充分发挥 “中间一代”的桥梁作用。 我们把“中间一代”定义为核心中层管理或者专业人才，即所谓的“关键人才”。在大部分的大企业内，这些人从代际角度多为80前后，刚好处于上述两者的中间地带，如果他们的职业激情被激发，不论从业务管理还是人员管理角度，都可以很好地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理想中，我们希望他们具备企业家精神（即内部创业精神），独立的判断和担当；具备领导力，善于沟通、协作和建立信任；具备国际化视野和专业自信等。而现实是，环顾国内成功的企业，一般都具备“以创业者为中心的创业兄弟团队”。由于这个团队的强大，极有可能使得企业的“中层管理”集体失灵，具体体现是擅长执行但不决策不担当，能够向上汇报但缺乏横向协作，把持信息但不愿向下传递和授权等等。也就是从需求角度，我们的企业需要大量的核心关键人才供给；而从供给角度，我们整体的社会经济环境在过去几十年来并没有鼓励这类人才的发展，因而整体存在“一才难得”的情况。这意味着企业，特别是龙头企业，需要更多地依靠自己投入资源来识别、培养和发展这些“关键人才”，转变过去单一的关注“物质激励”的手法，而更多地转向组织文化的建设，重点关注领导力、信任、多元化和学习氛围的提升（
见图“组织文化建设”

 ）。

我们近期看到不少著名企业比如华为、小米等成立“组织部”或者“干部管理部”，实际上就是为了能够针对关键人才，进行更为专注和专业的管理、培养和发展，通过提升他们的“体验”来带动企业组织能力的形成和活力的释放，这才是中国版员工体验在现阶段应该关注的重点。这也和普华永道近期为客户所做的几次员工体验调研结果发现相印证——通常该群体的员工体验分数远低于一线基层员工，也就是说，企业对该类群体的体验投资不足，所以尚未收获红利。

上述愿景一旦实现，中国企业的组织能力和活力将可以提升一个层级，进入组织和人才2.0版本。




举措二：CHRO应自信勇敢，和CEO协力打造人力资源职能2.0


“人力资源主管亟须和业务主管达成一致”，是我们全球调研的主要发现之一。如果说全球范围内，人力资源职能面对的最大挑战是“科技商”不足，那么在中国，在“科技商”之前，它还需要提升自己的“专业商”和“情景商”，还需要更勇敢。

领英发布的报告“人才智能时代的HR领导者”中提到“在中国的人力资源从业者中，只有0.39%能够最终成为CHRO，远低于其他国家CHRO比例。”这也和我们在诸多管理咨询项目中的观察相吻合——中国企业的人力资源职能发展成熟度和战略重要性远低于西方。

我们所服务的客户，当前人力资源职能所处的尴尬情景主要分为以下四种：因长期从事“行政操作型”低附加值工作，而丧失了在企业高层眼中的价值；长期服务于“强势领导力”，难以施展基于“专业自信”的影响力；因为被批评“不懂业务”，而本末倒置，重业务而轻专业；在“组织和人才”成为企业发展的瓶颈的时候，“自废武功”的人力资源职能被有所期待却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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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原文阅读）






想要走出上述困境，推动“组织和人才”2.0版本的形成，人力资源职能需要在CHRO的带领下，从解决重要问题开始，实现蜕变。这些重要问题往往能对企业的发展、收入和成本产生深远的影响，它们包括但不限于：如何提升组织能力，帮助企业突破发展的瓶颈；如何融合多元化的人才，提升企业的创新力；如何衡量并提升组织和人员的效率；如何培养并选拔企业的接班人，并凝聚核心管理团队；如何打破部门的隔阂，提升内部的信息透明度和合作；如何激发组织的活力和人才潜力……

需要解决这些问题并不容易，很多人力资源主管会选择回避这些问题，而把难题抛还给CEO，这便促进了上述“尴尬情景”的形成。而有能量的CHRO则会选择迎难而上，利用自己的“专业商”和“情景商”对这些复杂问题予以肢解，找到突破口后，循序渐进，推进变革并建立自己和高层管理团队的信任。

2.0时代，迎难而上，将是升级人力资源，搭建和CEO信任的唯一路径。实现该目标有两个重要基础：


基础之一：CHRO应搭建一个具备“专业商”和“情景商”的团队。
 “专业商”即团队在2.0时代所需额外精通的专业知识，这些领域相对薪酬、绩效、组织岗位等人力资源的传统专业模块，整合性更高，解决更为复杂的问题，涉及对组织、团队以及个人行为的深入理解，在我们过往的企业发展中往往被误读或被忽略。

“情景商”即知晓企业所面对的文化、时代和业务背景，这能够帮助人力资源从业人员选对语言和方式影响管理层和员工接受自己的专业建议（
见图“人力资源职能需加强的‘智商’”

 ）。


基础之二：形成一个敏捷和支持集成的人力资源运营模式。
 敏捷指的是，能够最快速地根据业务需求交付组织和人才解决方案。它要求人力资源对业务需求按照重要性分层并以此排布内部资源的优先级；HRBP（业务伙伴）能够对业务所面对的组织和人才问题精准识别，及时卷入合适的专业资源开发解决方案；COE（专家中心）不仅可以具备外部前瞻视角，也具备充分的“情景商”推进开发“接地气”的方案；SSC（共享中心）不断摸索可纳入自助服务范畴的服务，提升增值性。

支持集成需要人力资源团队内部有共同的目标和愿景、充分的信息共享、良好的合作模式，同时也要求团队不仅具备某一专业领域的“专业商”，也具备知识的广度，能够理解自身领域和相关领域的关系。最重要的是，帮助团队内的每个角色形成自身的职业愿景，鼓励他们分享和合作的行为。在集成模式下，最容易形成客户视角，并且解决真正的问题。例如希望解决“高端人才吸引、融入、激励和保留的问题”，所需要集成的就包括雇主品牌建设、招聘寻源、企业文化和多元化建设、人才发展、组织授权等多个专业领域，当前以各自专业领域出发的解决方案和业务所担心的人才问题不在一个平面上，自然加大了双方的不一致，阻碍了人力资源职能价值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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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原文阅读）






所以，“人力资源和业务主管亟须达成共识”的本质是，双方相互支持，业务需要更多地将人力资源纳入到企业重要问题的讨论中，而人力资源则需要在搭建以上两大基础的同时，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并影响重要话题，构建信任。这也将影响我们接下来讨论的第三个建议——如何与技术共舞。技术红利的捕获需要更长周期更高投资，因而更需要以人力资源主管和业务主管之间的信任为基础。




举措三：利用技术提升人力资源价值，在人机协作的探索中关注信任的建设


所有的企业推动变革的过程中，都期待两种收益的达成，其一是业务收益，也就是利润、生产率、客户满意度等容易量化的收益；其二是人员收益，即协同度、敬业度、能力提升等难以量化却对企业可持续发展影响深远的收益，也正因为难以量化，高管偏好获取业务收益，而忽略人员收益。现在，技术的发展给人力资源带来机会，在一定程度上得以量化人员收益，从而为争取更多的资源提供数据基础。

以员工体验为例，数据可以告诉我们针对不同的员工群体，什么因素对他们的体验影响最大，员工体验指数的提升和关键业务收益指标之间的相关性是什么，公司如何可以更聪明地向人员做投资等等。再比如人员规划，数据可以告诉我们公司业务发展对能力和人才的需求，承接组织能力的人才在哪里，哪种组织能力存在明显的短板，模拟不同的业务场景，未来三年的演进路径又是什么，进而帮助企业提前布局，缩小战略和人员能力之间的差距。

值得注意的是，人力资源职能想要捕获数据带来的价值，必须以其集成能力为基础，从业务价值出发，围绕特定人群，从集成视角挖掘相关因素，从而提升人力资源决策的质量。部分公司开始设立“首席人力资源数据师”，其角色定位也应该是集成，集成业务视角和各个人力资源专业视角，建立符合企业自身需求的数据架构。

另外，企业越来越多地利用科技提升生产效率减少人工操作这一趋势是必然的，这就对企业高层和人力资源提出了另一大挑战，即如何在“人机协同”的迷茫和慌乱中建立员工和企业之间的信任。

协助员工进行技能提升能够帮助信任的建立，特别是对领导力、创造力、同理心和好奇心的培养，所有这些能力都不是中国企业在前40年的发展中所依赖的重要能力，所以需要企业更加严阵以待，提前布局，这种心态和行为的转变将会是一个漫长而富有挑战的过程，需要企业和社会给员工创造一个360度全方位的体验环境，而在某些行业，比如银行业、零售业等服务占比高的行业，自动化已经席卷而来，变革管理的压力会更加紧迫。对于期望将企业做成“基业长青”的CEO而言，这个话题显然是重要的，人力资源可以向前一步，提供更多的增值建议并推动变革。

企业需要创造新动能、员工追求意义和体验、人力资源职能需要增值、技术和人的协作将会越来越多……不论我们是否准备好，这些转变就发生在当下。那些能够快速接受新的现实，迅速评估这些趋势带来的影响，并采取行动的公司，将具备强大的优势。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挑战当前的现状，改变那些无意义或者低价值的行为，在这个过程中，做好对关键人才的卷入和并充分激发他们的潜能，是差异化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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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晨
 是普华永道中国人才和组织变革管理咨询业务主管合伙人。朱佳怡
 是普华永道中国人才和组织变革管理咨询业务总监。





[image: ]







经验 Experience / 自管理 Managing Yourself




忙忙碌碌

何时休？

莫待疲惫误工作

PREVENTING BUSYNESS FROM BECOMING BURNOUT

布里吉德·舒尔特（Brigid Schulte）| 文

陈战 | 译 刘铮筝 | 校 腾跃 | 编辑






一直忙碌是造成职场人士难以解决工作生活冲突的很大原因。研究显示，该问题的解决方案存在于组织层面之中，而并非员工。本文提供三个方法帮助员工摆脱忙碌悖论。






在大部分工作生涯中，
 我感觉实在太忙了。有时忙得令人窒息，近乎疯狂——长时间工作，错过了与家人团聚的欢乐时光，又感觉压力山大。然而，几年前，我打算离开工作了近20年的《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在清理文件柜时，我在不止一个文件夹里发现了没有完成的报道，而这些报道本来可能会很受欢迎。确实如此。如果不是我太忙的话，我真的会完成它们。

在此后的几年里，每当想起那一刻，我都会有一丝愧疚，一丝遗憾。我埋怨自己，主要是因为没有抽出时间去做那些更宏伟、更重要的工作，或者千方百计在合理的时间内完成所有的工作，以便腾出更多的时间去享受生活。直到最近，我才开始意识到，我已经迷失在“忙碌隧道”（busyness tunnel）中。

在过去两年半里，我一直在与来自ideas42（致力于利用行为科学解决现实世界问题的非营利组织）的研究人员合作开展一个项目，探索行为科学设计能否帮助职场人士解决工作与生活冲突的问题。我们的研究发现，这种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员工们一直忙碌造成的。它是压力产生的重要原因，也是导致健康状况不佳、生产率降低和性别平等事业停滞不前的关键因素。

我们得出的结论显示，结束这种不断循环的忙碌状态可能并不是员工们自己能左右的。最有希望，可能也是最重要的解决方案存在于组织层面之中，而不是个人层面。



工作与生活的冲突：员工们的体验

彻底弄清楚这个问题还有待时日。在项目实施的第一阶段，ideas42的研究人员花费了大约一年的时间与全国三个不同的非营利慈善组织合作。为了更好地了解导致工作与生活冲突的因素，他们进行了多次实地考察，采访员工、经理和领导，并观察他们的工作方式、工作文化，以及人们与工作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当前阶段，ideas42又考察了其他五个非营利组织，其中三个致力于设计和测试特定行为干预以便减少这种冲突。目前，ideas42正在与他们开展合作。

当我们回顾最近的一些实地考察时，我对反复出现的严重脱节现象感到震惊：在几乎每个组织中，受访的人都表示，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平衡指的是能够有效地开展工作，并在工作之余过着令人满意的健康生活，这种平衡是组织的核心价值。然而，为了实现这一价值，每个组织[包括ideas42和美好生活实验室（Better Life Lab）——我现在管理的非营利项目]都在苦苦挣扎。电子邮件一直满天飞。夜晚加班，周末加班，假期里加班，甚至在医院候诊室和家庭聚会时也还在加班。人们感到筋疲力尽。尽管如此，许多员工公开吹捧这种过度工作、过于忙碌的“殉难式”的工作模式，就像佩戴的荣誉徽章一样。在其中一个组织里，员工们说，他们觉得每周的工作时间不应该超过45小时。然而，多数员工的实际工作时间却往往多于52小时。

重大的使命迫使非营利组织面临着特殊的挑战。那里的员工都认为，他们的工作非常重要，甚至比他们的薪酬、健康或工作与生活的平衡还要重要——事实上，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非营利性组织中多达半数的员工要么筋疲力尽，要么处在筋疲力尽的边缘上。在实地考察中，一些员工说，虽然他们明白实现工作与生活平衡的好处，但是他们却一直工作到筋疲力尽，因为他们喜欢自己做的事情。一位参与者告诉我们，“我们认为，（我们的工作）很重要，这在某种程度上会天然限制对休憩的向往。”“如果我们都讨厌自己的工作，那么实现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就会容易得多。”

领导们的表现也好不了多少。虽然他们表达了改善工作与生活平衡的愿望——如果不是为了他们自己，至少对其他员工来说——他们往往是最严重的麻烦制造者，晚上9点还在发短信，周末或晚上依然在发电子邮件，而且很少去度假。有些领导甚至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所作所为（过度劳累）破坏了他们的说辞（相信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很重要）。另外一些领导知道，他们没有做到言行一致。“在实现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上，我们就是反面教材，”其中一人说。

我才意识到，真正创造更好的工作-生活效能（work-life effectiveness）需要的不仅仅是告诉人们在晚上杜绝电子邮件。这些工作场所的每个人都知道他们应该做什么，但实际上怎么做却是另一回事。因此，研究人员设计的任何行为干预都必须着手解决深陷在更广义忙碌悖论（busyness paradox）中的办公文化问题。



忙碌悖论：解析

下面是忙碌悖论的运行方式。在我们非常忙碌，甚至出现了强烈的、恐慌的时间稀缺感的时候——有参与者称之为“持续的忙碌时刻”——我们的注意力和专注力都会缩小。行为研究者称这种现象为“隧道效应”（tunneling）。就像在隧道中一样，我们只能专注于眼前最直接、通常价值较低的任务。研究发现，在这种状态下，我们实际上失去了大约13点智商（IQ points）。我们整天都在忙着“灭火”，不停地参加会议，阅读电子邮件，甚至到了下午五六点钟还没有意识到，我们还没开始做当天最重要的工作。

所以，我们在办公室呆到很晚，或者在晚上或周末回家工作。这样，工作就有效地偷走了我们办公室之外的时间。“如果你处于时间压力和隧道效应的‘救火’状态中，就不可能有时间去实现长期目标。你是在隔靴搔痒，根本没有触及导致‘救火’状态的根本原因，”ideas42副总裁兼项目负责人马修·达林（Matthew Darling）说，“人们往往倾向于做那些容易‘打卡完成’的事情，这些就占用了你的全部精力。”隧道效应和忙碌状态沆瀣一

气，达林补充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专注于短期任务，就可能无法制定战略计划，最终会导致碌碌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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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员工们可以忽略他们没有完成的任何工作，下午5点就下班。但是，现在很难脱离隧道了：一个世纪前，美国人用闲暇时光来表现自己所处的地位，而现在已经时过境迁，忙碌成了新的荣誉徽章。因此，即使我们哀叹工作场所里的每个人都忙忙碌碌而又碌碌无为，但忙碌确实已经成为表明敬业精神和领导潜力的方式。其中一个原因是，虽然在工厂车间或农场上衡量生产率相对容易，但是我们尚未制定出衡量知识型员工生产率的良好指标。因此，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把工作时间和在办公室出现的时间作为努力程度的标志。随着技术的发展，远程工作成为现实，随时能够联系上和及时响应成为又一个职场场景的露面时间。“隧道效应不再是偶然发生的事情，”达林解释道，“标准化管理实践迫使员工们进入这样一种状态。”

这种强烈的忙碌偏见让我们所有人一直都如此紧张，那么，行为科学干预怎么才能改变这种状况呢？

一个关键是构建全新的理想员工的心理模型。目前，这个模型中的员工是这样的人：提前到办公室，在办公桌上吃午餐，推迟下班时间，随时可以收发电子邮件，一直忙忙碌碌，总是可以把工作放在第一位——这个定义排除了任何有照料责任（在美国，主要是女性）或者渴望实现工作与生活平衡的人。

因此，ideas42现在设计的干预措施旨在提高工作效率，实现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最终也可能推动这种观念：21世纪的理想工作者必须工作出色，精力充沛，身体健康，并且工作之余有丰富的生活，而不是被困在繁忙的隧道中，追逐着自己的尾巴，又关注琐事，又疲惫不堪。这些干预措施的设计考虑了行为科学的基础：人类决策的形成不是由个人的个性或意志力决定的，而是由环境决定的。



帮助员工摆脱忙碌悖论：三个途径


认识社会信号的力量。
 当我们工作时，我们看到其他人也在工作。当我们在深夜看到电子邮件或短信时，我们猜想同事们或老板一整天或者整个晚上都在不间断地工作，其实，也许他们一直在外面遛狗或者与家人共进晚餐。但是，工作以外的生活没有登记，因为我们看不到。（更重要的是，我们一般不愿意与同事们和老板们分享工作以外的生活，以便保持我们一直在为工作忙碌的神话。）

“最终你会做出错误的判断，”达林解释说，或者认为人们的工作时间多于他们的实际工作时间，所以你不假思索地认为，自己必须做得与别人一样好，才能跟得上步伐。研究人员提到了对这种“规范误解”（norm misperception）的经典研究，并指出它的普遍性和破坏性：一项全国范围的调查发现，大部分大学生高估了同龄人的酒量。随着时间的推移，预测学生酒量的最佳指标是他们认为同龄人能喝多少酒，尽管他们的同龄人实际上根本喝不了那么多。

为了纠正这种“永远在线”的误解，ideas42的研究人员正在测试一个想法：让非工作时间变得更加透明。他们要求经理们在一些事情上更加公开：午休、准时下班、灵活工作、度假、谈论工作或家庭以外的生活、更明显地鼓励他人也这样做——甚至可能包括共享日历上的生活事件。另一个实验与自动提醒有关。这些提醒将在每年年初出现，督促人们去安排假期。

研究人员还与不同的团队合作，设计电子邮件、电话和短信协议，以便减少或消除正常时间以外的工作通信，尤其是减少那些喜欢为其他人设定预期的领导者的工作通信。行为应该可以追溯，而且很透明。这样，通过强有力的社会比较的推动，人们和领导者将会承担相应的责任，新系统才更有可能坚持下去。


为重要工作预留缓冲时间。
 对于完成某件事情实际需要多少时间和精力，人类的预估能力很差。这被称为“计划谬误”（planning fallacy），而忙碌悖论只会加剧低估和过度承诺的倾向。因此，正在测试的一项干预措施，让员工们刻意每周在日历中预留缓冲时间——换句话说，刻意预留一定的时间来完成因突发事件而遭延迟的工作，或者完成比预估时间更长的项目。 ideas42的团队根据对医院手术室的研究提出了这个想法。该研究发现，预留一个房间用于应对紧急情况，而不是预订100％的工作负荷，实际上这个方法增加了手术病例的数量和收益，同时也减少了工作人员的过度工作。

另一个想法是在休假前后安排一定的“过渡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员工们要做的事情就是，离开之前圆满地完成工作，赶上外出时落下的工作。这样会使员工获得更好的自我修复机会，在度假期间真正地拔掉插头并重新充电，并帮助他们在假期结束后平稳地回归工作状态。人们不必因为担心落后而在整个假期中被迫回复电子邮件，或者担心收件箱里会有一些即时的工作要求。“实际预留的时间应该比自己预估的时间更宽松，”达林解释说，“实际上，这对做好工作来说非常重要。”

预留宽松的时间需要一个新的心理模型——原因在于，无论我们的工作计划多么周密，紧急情况和意外需求总是会突然出现，完成项目和任务需要的时间通常比我们分配的更多。所以，预留宽松的时间并不是工作上松懈；这段时间可以帮助人们有效地完成最重要的工作，并且防止工作挤占生活中的其他时间。


提高每个人工作量的透明度。
 许多参与我们项目的人总是感觉很忙——参加会议、回复电子邮件、与他人合作——但不一定很有成效。他们发现，很难找到大块的不间断时间集中精力去做某个大项目，更不用说计划、思考或制定策略了。有些人甚至表示，他们使用带薪休假时间，只是为了能够有一整天的时间去不间断地独立工作。

因此，ideas42的研究人员正在尝试一项干预措施：及时做好日程安排，确定每周的优先工作，并向老板和同事公开实际工作量，从而努力实现工作的“具体化”。随着优先工作变得更加透明，人们不再认为召开会议没有任何成本，而是价值权衡（values trade-off）：大家都没去工作因为他们在参加这次会议？这次会议是否更好地利用了每个人的时间？

另一个想法涉及“会议卫生”（meeting hygiene）——能否通过必要的议程、有限的时间和具体的行动计划让会议变得更有效率？研究人员还可以尝试设立“无会议和电子邮件日”，以便鼓励集中时间工作。

最后，希望这些干预措施能够帮助人们开始采用新的思维方式。如果他们看到自己既能够更有效地工作，也能够实现工作与生活的健康平衡，也许他们不会去吹捧那些超级忙碌、一直都在工作的人，而是开始思考：如果员工们没有完成手头上最重要的工作，却疲惫不堪，没有时间去享受生活，那么，这个组织需要改变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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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公园行业一直面临如何吸引客流的运营难题，目前兴起的团购会给这个行业带来一场营销变革吗？赞成者认为团购在提升客流与现金流之余还会带来正确的顾客，利大于弊。而反对者则认为，因团购而来的顾客热衷折扣而鲜有忠诚度，且蜂拥的团购顾客会让一座主题公园的体验变差。







主题公园运营者在考虑，为了团购的客流量而引来一大堆麻烦是否值得。





购网站DailyDilly销售人员的视频演示，让会议室里笑声连连。演示结束，笑声逐渐平息。弗拉纳根主题公园营销主管鲁思·戴维森带着笑容开口：“我真是大开眼界。我们一直想要的正是这种营销能力。”

弗拉纳根运营主管威尔·伊士曼满面笑容。公司与DailyDilly合作进行推广，正是他的建议。DailyDilly这家迅速成长的澳大利亚团购公司，运营模式与Groupon、LivingSocial等网站相似。“我想现在我们可以做决定了。”他说。

大家都看着阿莉·詹姆斯。这位新来的顾问比威尔和鲁思小十多岁，刚加入公司一个多月。阿莉心里很明确必须叫停合作，但不想当着对方销售的面拒绝。

“我们要进行内部讨论。”她说。

威尔重重拍了桌子，“得了吧，都到这里了。”DailyDilly销售人员瞪大眼睛。

阿莉深呼吸了一下。威尔这样咄咄逼人，她也不打算客气了。“那就不行，”阿莉说，“不能合作。”

威尔推开椅子站起来，走出了会议室。销售人员重新打开演示文件，但阿莉挥手制止了他们。鲁思的笑容消失了，向他们道歉，站起来送客。

阿莉知道自己又得罪人了。

半小时后，鲁思在走廊上拦住她。“你还是不支持？”鲁思问。

“罗迪要我参与这个项目是有原因的。”阿莉回答。罗迪·布伦南是弗拉纳根执行董事，从澳大利亚顶尖管理咨询公司Gold Coast Partners把阿莉挖角过来，要她负责公司旗下六座位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主题公园，提升顾客体验。

阿莉尽全力抵挡住鲁思的怒气。“我知道大家都被这股团购热潮迷住了。DailyDilly听上去好像很有意思，但这种促销会影响主题公园的顾客体验，长期来看对公司有害。”

“你饿吗？”鲁思突然问。

阿莉吓一跳，“怎么了？”

“我饿了，一起吃午饭吧。”

“我带了三明治……”阿莉说。

“别管了，我请你。”鲁思说。



系好安全带

鲁思性格强势，阿莉不由自主地被带到停车场。“系好安全带。”鲁思说。阿莉觉得自己好像坐上了弗拉纳根著名的零重力过山车。那个过山车叫什么？对了，大白鲨。

几周前，阿莉和罗迪一起坐了大白鲨。当时罗迪带她参观弗拉纳根的旗舰主题公园——美人鱼乐园。坐在过山车上，罗迪一路大笑大叫，让阿莉忍俊不禁。罗迪显然还有一颗童心，而且真心喜爱自家产品。

然而弗拉纳根的运营情况并不好，游客数量不如竞争对手。问题不在于园内游艺设施——弗拉纳根拥有顶级的设施。阿莉认为，游客不喜欢弗拉纳根，是因为园区服务不用心、餐厅拥挤、交通管理和表演时间安排欠佳。罗迪邀请阿莉，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罗迪曾说：“我希望游客离开时都在激动地大声讨论我们这有多好玩。一定要让客人激动、开心。”

阿莉坚信自己有能力让弗拉纳根变得更好。她曾经协助一家国际连锁酒店扭转服务口碑，顾客满意度得以提升。对于这类工作，她是公司的不二人选。她十分注重细节，拥有惊人的决断力，她正是罗迪需要的人才。罗迪对阿莉说：“尽管放手去做，不必有顾虑。”

鲁思沿着公路往下开。“上午看视频的时候，我发觉你并没有笑。你不觉得那些老年人玩索道的画面很好笑吗？”

“视频掩盖了团购的问题，”阿莉知道自己的话很煞风景，“大量案例显示，从这类网站购买团购的人往往是最糟糕的顾客，毫无忠诚度可言。他们到处捡便宜，让商家不堪重负，造成缺货，打扰员工，影响其他顾客的体验。”她停顿了一下，“对了，我们去哪里？”

正在此时，鲁思拐进了标着“珊瑚奇乐园”字样的路口。这是弗拉纳根旗下另一座主题公园。鲁思驶进公园入口，出示了员工证，把车停在一堵高墙边，游客看不见的区域。“你参观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这个公园有条河？”鲁思说着摇下车窗。阿莉点点头，鲁思继续说，“那是一条小小的运河，”她指着水管和机械下的细流，“源头就在这里，从这里流过整个公园。”

“我记得水上有鸭子。”阿莉含糊地说。

“鸭子喜欢这里，”鲁思说，“蚊子也喜欢。因为河水不流动，都被这些东西挡住了。”她指着那一大团机械。“有人告诉我，这是澳大利亚东部最棘手的管道问题。循环系统没有规划好，多年来我们一直修修补补，无法彻底更换，因为现金流不足。现在公司收入难以预测，我们无法为这类工作制定预算。”鲁思说完想说的话，心满意足地重新发动了车子。

可是阿莉没有听懂，“所以？”

“我是说DailyDilly。想想看，如果跟他们合作团购，我们就更能把握现金流——因为人们参加团购时就付了钱，不必走到公园大门口买票。况且他们还未必会进来买票。所以你拒绝合作时威尔才那么生气。他必须要更好地预测公园运营情况。你可以说现金流不影响顾客体验，但这种水洼里蚊虫肆虐，一定会影响顾客体验。”

一只蚊子飞进车窗，被阿莉挥手赶走。“但你们一年能做几次团购？”她反问，“三次？这可不算是稳定的现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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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折出售

回到马路上，鲁思把车开向一家快餐店。

“在这里吃？”阿莉吃了一惊。

“别担心，我们不在这里吃，只是想让你看一样东西。”

两人走进店里，观察顾客如何点餐。“你看餐垫。”鲁思说。每张餐垫都印着弗拉纳根主题公园的广告——大白鲨的卡通形象和折扣券。

“这就是我们典型的合作营销，乏善可陈，”鲁思说，“在合作营销中，我们无法控制要传达的信息，又会受到合作伙伴的规矩限制，无法运用耐人寻味的幽默和抢眼的图片来跟竞争对手区分开。我们浪费几千美元做这种无聊的广告，效益低得可怜。”她带着厌恶的表情看看周围，“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回到车上，阿莉问：“DailyDilly能解决这个问题？”

“跟DailyDilly合作，我们对定价的掌控权更大，”鲁思说，“目前我们发出的折扣券实在太多了，入园的顾客几乎没有人支付票面全价。”

“我认为这正是DailyDilly的问题，不是优势。”阿莉回答，“你也看到今天上午销售人员说的折扣：五折。这样只会产生跟折扣券一样的价格问题，等同于鼓励顾客等待下次廉价团购，而且打五折的体验没有人会重视的！”

鲁思摇摇头。“没错，某些团购顾客在某些时候会让我们受到损害。而且DailyDilly提成是促销价格的一半，所以我们只能拿到票面价格的25%。但总体而言，搞团购更能保持票面价格，因为其他优惠券都会取消。而且团购还能让我们更加针对特定客户群体：追求刺激的人。刺激正是我们的卖点。传统营销方式难免把钱浪费在不太可能对我们感兴趣的人身上，但如果跟团购网站合作，就可以锁定正确的顾客群体——这一点非常重要。”

她把车开进另一个停车场，“到了。”

“在这里吃？”

“这里很好玩的。”鲁思说。



排长队

餐厅里每个人都动个不停，像水里摇曳的水草。因为桌子都是从天花板悬吊下来，座位则是秋千。更令人惊讶的是，这家餐厅生意非常好。

“我懂了，这次午餐之旅就是一场有关团购的主题公园游戏，”阿莉说，“这里有什么玄机？”

鲁思笑了，“你说得对。旅程结束，这里就是最后一站。DailyDilly的销售人员告诉我，这家餐厅刚刚开展了一次非常成功的团购，提供五折午餐券，卖出了几千份，于是有了你现在看到的盛况。还有什么别的营销活动能吸引这么多喜欢奇异体验的顾客呢？别想了，没有。”

阿莉环顾四周，人们一边轻轻荡着秋千，一边吃饭聊天。碗盘碰撞声、谈话声和绳索摩擦声交织在一起。但阿莉知道，如果这些人都是从DailyDilly购买团购的顾客，商家一定不会喜欢。她以前的酒店客户对团购顾客抱怨个不停，说他们粗鲁无礼，破坏房间墙面，而且最重要的是，绝不会在没有折扣的时候再来消费。

“跟他们聊聊吧。”阿莉说。

“跟谁？老板？”

“不，跟客人聊聊。”阿莉选了一个有四个二十多岁女子的座位，问她们是不是DailyDilly的团购顾客，她们回答是的。阿莉又问：“除了折扣券金额，你们还愿意在这里花多少钱？”

女孩们咯咯笑了。“能不花就不花。”其中一个人回答。

“以后没有折扣，你们还会再来吗？”阿莉问。

“不会了吧，”另一个女孩说，“谁想在吃饭的时候晕船呢？”她们笑得更欢了。

阿莉转身对鲁思说：“你去问随便一桌顾客，我保证，答案都一样。现在再想象一下，这些人去我们的美人鱼乐园，或者别的主题公园。他们会花钱拍照或者买毛绒玩具吗？绝对不会。他们甚至不在园区内买食物，宁愿从DailyDilly上买别的团购三明治，偷偷带进园区，坐在椅子上吃。”

阿莉指了指门口，另一群年轻女子在这家热门餐厅门口排队——毫无疑问，又是团购顾客。“看到了吗？她们在排队等位。如果同样的队伍出现在大白鲨旁边，肯花钱的优质顾客在园区的体验就会大打折扣。”

“我只看到一群兴致勃勃的顾客，让她们聚集过来的成本相对低廉。”鲁思回答，“如果弗拉纳根的目标是缩短游客队伍，那我们已经成功得不能再成功了。现在我只希望看到队伍长一点。不要长到让顾客忍受不了，但要足以让他们心生期待，并且让我们赚钱。”

“如果你真想采访喜欢团购的人，直接跟我聊就好了，”鲁思接着说，“我在DailyDilly上买各种东西，而且会买超出折扣券金额的东西，碰到喜欢的店也会再去。我就是你所谓的优质顾客。”她停顿一下，又一次环顾四周，“团购真的能帮助弗拉纳根。因此，我希望你重新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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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乔治城大学麦克多诺商学院助理教授。贝琪·西格曼
 是该学院杰出教学教授。迈克尔·诺顿
 是哈佛商学院助理教授。



《哈佛商业评论》改编的案例研究，展示现实中公司领导者面临的困境，并提供专家意见。本文改编自哈佛商学院案例研究“跟团购网站合作怎么样？”（案例编号512-065），作者马尔科·贝尔蒂尼、卢克·瓦西尤、贝琪·西格曼、迈克尔·诺顿。原文见hb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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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莉应该

让弗拉纳根与DailyDilly

合作促销吗？

专家意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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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迪恩·拉斯克（Gideon Lask）


是英国社群商务公司BuyaPowa创始人。









阿莉·詹姆斯是对的，
 弗拉纳根要提供更好的顾客体验，实现长期发展。不过她并不了解，团购网站提供的折扣正是帮助公司实现这一目标的绝佳办法，但折扣必须谨慎安排。

在各种各样的促销战略中，价格打折一直是、也将永远是提升销量的有力手段。团购网站的折扣可以扩大和加强价格带来的好处，因为团购让商家突破已有潜在客户群的局限，促使新顾客在网络上宣传产品或品牌，提升品牌能见度。

但折扣也可能损害利润。我们BuyaPowa在墙上挂了一条标语：收入只是虚荣，利润才是智慧。许多公司所有者忽略了这一点，只顾追求收入，却忽略了平均每位顾客能够带来多少利润。因此商家和客户都开始依赖折扣。热爱折扣的顾客不会带来利润，且可能损害品牌价值，因为他们几乎不会支付全价。

弗拉纳根可以告诉顾客，所有折扣都有前提条件和时间限制，避免顾客过度依赖折扣。BuyaPowa的拼单（co-buy）战

略，鼓励消费者把要买的东西集合起来一同购买，以此获得折扣。拼单者能够以批发价买到特定商品，但时间很短，且数量有限。每位参与者事前都同意接受这些限制，商家不致在折扣中越陷越深。

如果弗拉纳根能利用类似的策略避开折扣陷阱，阿莉还是可以完成自己的任务，提升顾客体验。关键是资金，下面我会解释。

要提升弗拉纳根的顾客满意度，不只需要消灭讨厌的蚊子。公司必须投资培训等措施来激励现有员工，还可以扩大招聘。不用说，这些措施都需要资金，而目前弗拉纳根的资金状况并不好。

团购网站的折扣，如果操作得当，会有助于解决资金问题。提供便宜的打折单日门票，虽然可以增加客流量，但无法增加现金流。因此弗拉纳根应考虑出售打折的季票，获得可观的资金，让阿莉可以迅速用来改善餐饮、表演时间表、交通、蚊虫等各种问题。然后购买了打折季票的人会带着家人一同前来，在引人入胜的园区游玩一整天，离开时心里想的是“玩得真高兴”而不是“门票真便宜”。

价格和许多工具一样，运用不当就会造成严重损害，但如果运用得当，又会带来很多好处。折扣应当只是吸引顾客上门的一种方式。顾客来了，你要设法吸引他们以后再来，继续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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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意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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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尔·巴克塔（Al Bhakta）


是达拉斯连锁餐厅Genghis Grill CEO。









阿莉在有秋千的餐厅
 直接询问DailyDilly的团购顾客，是很聪明的做法。之前她对于与团购网站合作风险的认知主要来自案例研究，而秋千餐厅的顾客明确表示，如果没有折扣，以后不会再来。在我看来，眼下餐饮业与团购网站的状况的确如此。

招揽顾客既是一门艺术，也是一门科学。对于餐厅而言，首先是选择合适的店址。我们这一行，顾客有75%是临时起意，因此必须让大家看到你，容易找到你。然后你要为顾客提供绝佳用餐体验，因为口碑和多次光顾至关重要。一顿饭的体验会被诸多因素影响，我们必须力求尽善尽美：空调、音乐、食物品质、上菜时间、账单是否正确无误，等等。

我愿意相信，如果能在令人愉快的环境里为消费者提供品质新鲜、价格合理的餐点，他们会乐意支付你的定价。即使是现在很常见的非常重视价格的顾客，也会肯定你提供的美好体验的价值，并向朋友推荐，乃至不久后再度光临。

获取顾客的成本和难度都相当高，于是许多餐厅向团购网站寻求帮助。然而热衷团购的顾客与其他顾客不同。就算他们喜欢你提供的食物和服务，也还是会寻求下一次折扣，转向其他团购。如果你不提供折扣，他们就去找别的餐厅。据我的经验，这类顾客很少成为全额支付定价的常客，而且忠诚度不如餐厅自行争取到的顾客。

在我看来，面向顾客的业者开始通过团购网站等方式提供很大的折扣，是非常危险的做法。因为顾客对捡便宜的期待一发不可收拾，过不了多久，老顾客也会开始寻求折扣。在餐饮业这样低利润的行业，这样做相当于自杀。

因此，虽然我没有经营过主题公园，我还是同意阿莉的看法。与团购网站合作，并非弗拉纳根扩大业务的好选项。不过，阿莉觉得团购顾客会影响其他顾客的体验，这点我不同意。当然，我也理解鲁思的观点：团购能帮助公司找到目标客户群体，过滤非目标人群。

所幸公司不必再盲目营销。现在可以利用信息汇集公司（aggregator）获取详尽资料，例如，社区里哪些人经常在外就餐、哪些人喜欢异国风味食物，乃至哪些人订阅了亚洲菜谱网站的信息。如今公司可以挖掘这类信息，专门面向对自家产品或服务有兴趣的人群开展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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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的瑜伽教室，Groupon彻底破坏了常客希望享受的宁静。瑜伽班人满为患，学员纷纷离开。团购顾客在课上用手机，随意讲话。而且就我所知，他们不办会员卡。


亚历克斯·贾维斯

明尼阿波利斯Graves酒店DJ





我不会拒绝DailyDilly，也不会认为买团购的人全都是“坏”顾客。弗拉纳根要相信，所有顾客都会有好的体验，向别人推荐自己去过的主题公园，而且以后还会再来。


雅各布·哈格曼

Searcus AG创始人兼CEO





弗拉纳根首先要加强客户服务，增强餐饮提供能力，管理园区内外的交通流，依照顾客喜好安排表演。做完这些之后，再跟DailyDilly开展有限度的合作，看看效果。


瑞史可施·卡列卡

Amdocs管理者





公司应当认清目标客户群，针对这些人开展促销活动。多数团购网站没有目标群体，对于许多小公司而言针对性不够强，既有损声誉，又影响利润。


阿尼如德·苏里

EkSMS.com创始人兼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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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人生 Life's Work



LIFE’S WORK

知名战地记者 阿曼普尔：

寻求共赢是领导者的关键能力

艾莉森·比尔德（Alison Beard） | 访

蒋荟蓉 | 译 刘筱薇 | 校 腾跃| 编辑






克里斯蒂亚娜·阿曼普尔是 20 世纪 90 年代 CNN 著名的战地记者，后来参与CBS 的《60 分钟》（60 Minutes）节目，在获得 ABC 的《本周》（This Week）主持人职位后，更是声名鹊起。然而仅仅 16 个月之后，2012 年，她就重回国际新闻领域，为 ABC 和 CNN 报道，只因为“做这个的人手不够”。







HBR：
 你的记者生涯是如何开始的？




阿曼普尔：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罗德岛州普罗维登斯的一个本地电视台。虽然不确定我能否成功，但他们选择信赖我，我想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一位对职涯发展十分认真、确定自己想要终身从事这份职业的年轻女性。我下定决心当记者，希望从事国际新闻报道。这种决心放在现在是很少见的。现在许多大学生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所以推迟职业选择，去读研究生。我想，当时我表现出了雄心、使命感、想要证明自己的迫切渴望，以及愿意去任何地方做任何事的态度。任何任务都有其价值，即使超出我经验的范围，我也不会退缩，而是竭尽全力。




你曾说过，为CNN报道波斯尼亚战争，是自己事业上的一个转折点。为什么？


那是我职业的起点。我第一次外派海外的地点是欧洲，过了几个月，伊拉克进攻科威特。我虽然是新人，也立刻被派去报道。以CNN当时的情况，所有人手都用上了，所以我非常幸运，通过这个契机学到了这一行的许多“手艺”。

海湾战争后，我转向下一个突发新闻，就是1991年夏天爆发的前南斯拉夫内战。波斯尼亚战争开始于1992年4月。对我而言那是一个转折点，原因有很多。第一，以前我报道过的战争只是军队和军队在沙漠里对峙，这次我目睹了对平民的战争，因此必须调整自己看待、报道和谈论战争的方式。早先有人质疑我的客观性，我很不安，因为客观性是我们的黄金法则，我非常重视这一点。于是我不得不重新审视“客观性”真正的意义，意识到在波斯尼亚这样的地方，当你看到种族清洗，大屠杀发生时，就有责任如实报道，还原真相。这时的客观性意味着平等听取各方的声音，不要有错误的道德等价观念。因此我既联系了侵略者，也采访了受害者，而且现在为此感到非常非常自豪。这正是我们必须做的。

我认为，身为记者，我们做了正确的事情，并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世界干预。我们在国际新闻领域影响了美国和欧洲政府的最高层。在叙利亚，我们依然尝试这样做，但却非常非常困难。美国除了CNN之外的电视台都不够重视国际新闻。于是全世界的态度又变成了“我们不能干预”，找各种借口，没有人出头。




在ABC主持《本周》节目16个月后，你决定重回新闻报道领域，这是为什么？


这个领域人手不足。我主持《本周》时希望关注海外发生的事对美国的影响，并找到其中的联系。我对自己在那16个月里报道的国际新闻感到十分自豪。去年ABC对“阿拉伯之春”进行了独家报道。但现在我觉得，对国际事务的报道应该有更多声音，所以我回归了这个领域。我认为，美国人必须多了解一点世界上发生的事。我不相信专家那一套，不相信他们强行灌输的概念。但我知道，除非人民对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有全面的了解，否则美国无法成为强大的民主国家。




对你来说，女性的身份是优势还是劣势？


完全是优势。女性身份让我能够涉足男性无法涉及的领域。可是我要说，新闻界的女性领导者太少了。我希望能看到有线新闻网里有女性总裁。虽然我认为女性正在职场大步迈进，而且我对现在自己经过奋斗获得的职位非常满意，但我仍在为所有现在和未来即将与我共事的女性发声。她们必须获得平等的待遇，获得与男性同等水平的薪酬，所谓同工同酬。玻璃天花板依然存在，必须打破。




多年来你采访过多位世界级的领导者，你如何定义优秀领导力？


我认为优秀的领导者必须具有坚持信念的勇气，但领导力也意味着双边沟通的能力，而不是跟你自我进行谈判。举个例子，曼德拉入狱近28年，是什么让他成为了伟大领导者？他之所以成为伟大的领导者，是因为他不相信零和博弈，也不相信只有打倒对手才能获胜。因此在他的理念中，黑人多数族群统治，并不等于损害白人少数族群的利益。为了与当时的南非白人总统德克勒克（F.W. de Klerk）谈判，他必须理解白人，这样对方才不会觉得他盛气凌人。我采访过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导者，他们说，要想实现和平，必须去了解“他者”。尽管不必全盘接受，但要明白，这些人也有自己的故事。对于伊朗和美国，这是一个关键难题：双方都囿于30年前对于对方的认知。对于美国而言，1979年人质危机的不信任感仍在持续；而伊朗的不信任感则源自1980年伊拉克用化学武器攻击伊朗，美国支持伊拉克。双方没有交流，两边都没有领导者尝试共同努力、改善关系。一次我问IMF负责人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她是否觉得女性和男性领导者有所不同，她回答，“有的，男性领导者所展现的领导力是出于性冲动。”她指的是睾酮、自我。她说，在许多时候，谈判十分困难，乃至根本无法谈判，都是由于自己赢等于对手输的观念，人们不会想着双赢。




你对这些年轻人有什么建议？


要有梦，有激情。要明白世上没有一夜成功，成功来自无数努力和牺牲的积累。要明白，想要擅长一件事情，唯一途径就是去爱这件事，真心投入琐碎的工作，因为最终你的信誉建立在经验和他人信赖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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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2018 the Project on Managing the Future of Work at HBS teamed up with the BCG Henderson Institute to survey 6,500 business leaders and 11,000 workers about the various forces reshaping the nature of work. The responses revealed a surprising gap: While the executives were pessimistic about their employees’ ability to acquire the capabilities needed to thrive in an era of rapid change, the employees were not. The employees were actually focused on the benefits that change would bring and far more eager to learn new skills than their leaders gave them credit for.

This gap highlights a vast reserve of talent and energy firms can tap into: their own workers. How can a company do that? By creating a learning culture; engaging employees in the transition instead of shepherding them through it; developing an internal talent pipeline for the entire workforce; and collaborating with outside partners to build the right skills in the labor pools it hires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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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day the most promising innovation and business opportunities require collaboration among functions, offices, and organizations. To realize them, companies must break down silos and get people working together across boundaries. But that’s a challenge for many leaders. Employees naturally default to focusing on vertical relationships, and formal restructuring is costly, confusing, and slow. What, then, is the solution? Engaging in four activities that promote horizontal teamwork: (1) developing cultural brokers, or employees who excel at connecting across divides; (2) encouraging people to ask questions in an open-ended, unbiased way that genuinely explores others’ thinking; (3) getting people to actively take other points of view; and (4) broadening employees’ vision to include more-distant networks.

By supporting these activities, leaders can help employees connect with new pools of expertise and learn from and relate to people who think very differently from them. And when that happens, interface collaboration will become second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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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Volkswagen’s emissions fiasco to Wells Fargo’s deceptive sales practices to Uber’s privacy intrusions, corporate scandals are a recurring reality in global business. Compliance programs increasingly take a legalistic approach to ethics that focuses on individual accountability. Yet behavioral science suggests that people are ethically malleable, so creating an ethical culture means thinking about ethics not simply as a belief problem but also as a design problem. The authors suggest four ways to make being good as easy as possible: Connect ethical principles to strategies and policies, keep ethics top of mind, reward ethical behavior through a variety of incentives, and encourage ethical norms in day-to-day prac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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